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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该怎样缅怀沃伦·本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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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

	（1925-2014）

	

	我们会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影响力？今年夏天驾鹤仙逝，享年89岁的沃伦·本尼斯，无疑是在领导力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

	在领导力方面的研究，沃伦·本尼斯至少贡献了20余本著作以及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数不胜数的文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将领导力研究从一个边缘学科提升到主流领域，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领导者应该更民主而不是独裁。但他最伟大的也是最恒久的贡献是其发自内心的慷慨（本期经典重读选载了其经典之作《领导者的7步人生》）。正如其好友，哈佛商业出版集团CEO大卫·王所说，“每一个人都将沃伦·本尼斯奉为导师”。

	持有相同看法的名人太多了，比如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著名政治评论家大卫·格根以及杰出精神学家马克·郭士敦。霍华德·舒尔茨在其著述《将心注入》中，就还原了他对于本尼斯的依赖。舒尔茨说，无论是在深夜还是在黎明，只要他有困惑的时候，他就会给本尼斯打电话求教。

	本尼斯将其生命的最后35年奉献给了美国南加州大学，在那里，他创建了该大学的领导力研究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的一线，笔耕不辍，他在《哈佛商业评论》《彭博商业周刊》等平台上的博客令人目不暇接。2010年，他出版了生命中最后一部著述《依然惊奇》（Still 
	Surprised）。这本回忆录式的书籍收录了其一生主要的思想精华。

	在该书出版后，我采访过本尼斯。其间，他诉说了其尚未完成的项目，“如果还能出书，那么下一本的名字是《慈悲》（Grace）。我认为，该书的内容正如其书名一样，将涉及慷慨、尊敬、施舍以及牺牲。这些词听起来好像很虚无缥缈，但我认为它们将成为领导力的必备要件”。我的同事茱莉亚·科比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缅怀文章，在文中，她这样写道：“《慈悲》一书永远不会出现在书架上，但那些曾有幸结识或者与本尼斯工作过的人，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书中所阐述的领导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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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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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很多医生深感焦虑、心怀抵触。为争取医生支持变革，组织可以根据他们的4类需求设置激励手段：实现共同目标、维护个人利益、赢得同事尊重、延续优良传统。

	

	
		——托马斯·李、托比·科斯格罗夫，《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8月，《推动医生投身医改》一文

	

	

	

	本文观点非常片面，并未从医生角度考虑问题。作者好像是在说，“怎样让医生们乖乖听领导的话”。如果你希望让医生认可某些事，就应该有话直说，并给予他们充分支持。

	
		——卡尔·赫格尔

		利伯缇大学骨科医学院内科系主任

	

	

	财务激励或许能让人稍稍打起精神，但通常不够有效。如果想获得持续成功，必须将关注点从短期目标转移到长期目标上来。

	
		——杰·万特

		医学博士，Center for Improving Value in Health Care
首席医疗官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切实行动，而不能仅仅喊口号。有太多改革方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林赛·麦肯齐

		The Data Surgery自由科技记者

	

	

	以患者需求为优先一直是医护人员的职业守则。为使服务满足患者需求，医疗人员需付出更多时间精力，管理者要提供更多支持。变革方案应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应观念先行。

	
		——乔治·齐布尔斯基

		医学博士，Center for Improving Value in Health Care
首席医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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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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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养老金计划从给付确定模式转移到以401（k）计划为代表的缴费确定模式，投资风险从企业转移到员工身上，新一轮养老危机正在酝酿中。避免灾难的惟一方法是将关注点从资产净值增长转移到保障储蓄者退休收入上。

	

	
		——罗伯特·默顿，《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8月，《化解养老危机新思维》一文

	

	

	

	401（k）计划的真正问题在于，普通雇员无法得到专业投资建议。《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禁止401（k）计划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这是对的。雇主可以提供投资建议，但可能会被起诉。过去10年中，金融服务不断向所谓“财富管理”倾斜，实际上使普通中产阶级投资者越发难以获得专业投资建议。另外还存在给付确定型计划过于流行、对过时投资组合理论的依赖等现象。这些成为我们面临养老危机的原因。

	
		——艾琳·康迪特

		SumGrowth Strategies营销传播负责人

	

	

	由于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公募基金和其他类型的资产管理的产品，触动了美国基金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反过来为美国401（k）的发展，为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动起到了作用，这种互动的形式是美国去年过去30多年资本市场发展中非常明显的特点。

	
		——林羿

		美国普信集团副总裁、北亚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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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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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很少有首席人力资源官能担此重任。他们多数是以流程为导向的通才，熟知人员福利、薪酬和劳工关系，专注于参与、授权和管理文化等内部事物。但他们没能将人力资源与真正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不了解关键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分析不出员工或整个组织为何没能达成企业的业绩目标。

	

	
		——拉姆·查兰，《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7月，《分拆人力资源部！》一文

	

	

	

	CEO与CHRO之间的摩擦似乎不太像是组织设计的问题，而更像是人选问题。如果CHRO选对人，公司能达成文中提及的那些效果，那么，就不必分拆人力资源部，让CFO承担本不属于他们工作范畴的职责。

	
		——蒂姆·鲍登

		Management Concepts公司
专业服务、领导力和管理部门负责人

	

	

	或许是时候整顿HR了，令其专注于能够配合战略项目的人才建设。但是别将薪酬项目独立出去。HR领导者的确必须要将大量时间用于基础工作上，但我们大多也正在向培养人才的方向转变。薪酬与合适的人才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尽管作者可能认为CFO已经能够看到薪酬与福利对人才驱动的效果，而不是把这些当作成本看待，但作者的想法并不实际。薪酬与福利设计是员工价值所在及其个人品牌的核心。

	
		——利比·萨廷

		万宝盛华董事会成员

	

	

	CEO在HR上的困扰并非一成不变。作者指出的那些问题同样存在于金融、IT和营销部门。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并不一定就比现在的HR领导者做得好。当前的HR也不一定就没做太多配合运营的人才培养的工作。

	
		——乔恩·杨格

		The RBL集团荣誉合伙人、
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与印度商学院客座教授

	

	

	企业的每个部门都存在战略型和事务型工作。单独讨论一个部门的分拆起不了作用，因为文章过于强调HR的事务属性，显得作者有些短视。许多公司都会控制开支，但它们并不会在战略型财务计划上压缩成本。然而我们不会说：“是时候分拆财务部了！”何以分拆HR的说法就能让人接受？

	
		——戴里克·米克尔

		Eddie Bauer公司薪酬经理

	

	

	我认同HR经理必须帮助CEO达成公司战略这一说法，但我不认为多数公司没在做这件事。大多数HR领导者致力于找到公司发展所需的员工技能，注意人才培养，进行组织设计来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塑造灵活、懂得回应的企业文化，以及引领变革。

	所有12家财富100强的CEO均参加过关于分拆HR新方式的培训，然而这一方式并不可行。HR领导者必须全方位履行HR职责，以便推动公司获得最佳成果。

	
		——理查德·安东尼

		宝洁公司全国人力资源学院负责人

	

	

	当CEO们再次关注增长之后，许多人会发现组织的人才需求与CHRO满足这一需求的能力之间，差距越来越大。CHRO若想取得成功，需要具备更多的、多样化的经验和技能。

	然而，正如CFO们所经历过的，解决方案也在CHRO和他们的团队当中。正如财务管理变得越来越成熟一样，人才管理也将如此。CHRO可以直面这一挑战——他们也必须面对，否则其他人将会插手，取而代之。

	
		——凯茜·本克

		德勤副主席和管理合伙人

	

	

	从可以控制的内因来看，人力资源从业者能力的继续提升，将会有助于淡化关于人力资源职能的相关争论。

	从不能控制的外因来看，HR部门本身在设立之初便存在着四大矛盾，即企业方与员工方之间“职格分裂”的立场矛盾、自身期待与外部期待不匹配的期待矛盾、理论定位与实践定位错位的定位矛盾，以及自身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失调的发展矛盾。

	这些矛盾也决定了人力资源部门会常态性地成为“替罪羊”，成为各方发泄和指责的最佳对象。

	
		——刘松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企业实践的进化尤为缓慢，将HR策略与业务目标紧密关联一直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尽管在解决方案上有分歧，但绝大多数反对者都赞成拉姆·查兰在文章中的论述。如果HR将工作聚焦于人才、领导力等领域，自身的影响力将提升至现在的4倍。HR应当扮演“人才管理顾问”的角色。

	
		——康志军

		深圳赛普咨询高级合伙人

	

	

	我认真对比了在人才管理实践方面做得卓越和一般的公司，他们在人才获取、公司业绩以及组织架构上，有一个根本的差异：“人才管理最佳实践的公司，均特设了独立的人才管理部门”。这也使我坚信：人力资源部最终会被分化成两个部门。

	人才管理的主角是管理者，而非HR。HR需要确保业务管理者能够掌握潜力评估、能力评估、并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一些必要的反馈技术、教练技术去培养并发展一个后备人才。

	
		——纪伟国

		北森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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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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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分拆人力资源部！

	戴夫·尤里奇（Dave Ulrich）| 文
徐明 | 编辑

	

	

	

	

	拉姆·查兰最近的文章《分拆人力资源部》掀起了轩然大波。他认为，极少有CHRO可以在辅佐CEO和管理组织内部事务时，扮演重要角色。他认为，绝大多数的CHRO不能“将人力资源与真正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不了解关键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分析不出员工或整个组织为何没能达成企业的业绩目标。”

	虽然我非常尊重查兰先生，但我相信，在不分拆人力资源部的情况下，CHRO也可以做得更好。

	近年来，查兰先生的研究重点一直倾向于组织和人才，他撰写了诸多关于战略执行、领导力特性及提升渠道、人才管理、变革、绩效管理等话题的书籍。我相信，查兰先生的观点也反映了商业领袖们的持续关注点：通过塑造组织能力来赢得竞争。CEO们开始认识到，在获取商业机会时，技术、运营、财务资源、甚至战略定位等因素，已经和组织能力越来越紧密相连、难分彼此。当CEO们希望取得更好的业绩时，他们往往寻求专业的建议，以打造有竞争力的组织——这正是HR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查兰先生的文章恰恰证实了，HR在建立组织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现实中，人们对于HR专业人士的期望的确越来越高。但查兰先生有意无意间抨击了整个HR群体（“是时候跟HR部门说再见了”）。这有些简单粗暴，显然也不公平。

	我认为，在人力资源（或财务、IT等）专业领域，有一种“20-60-20法则”，即，有20%的人表现卓越，为组织贡献了很多，有20%的人陷入僵化的思维模式，无法为组织做出贡献，剩下60%的人居于中间。批评末位20%的人当然可以，但不宜以偏概全。我不主张将焦点放在首尾各20%的人身上。顶尖的20%员工，他们已经很优秀，不再需要帮助，他们理应成为其他人的榜样。末位的20%员工，他们也不会“领教”你的帮助。而中间的60%正在努力学习如何来驱动组织的发展，有时他们确实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但我发现很多时候是因为高层领导不懂得HR的价值。因此，我主张教会这60%的员工如何创造价值，比如，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工作，或者如何与不支持自己工作的领导共事。

	作为辅佐业务、传递价值的HR专业人士，不应当只谈论人才话题。顶尖的20%的HR管理者关注着三个方面：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这些也正是60%的HR管理者应该提升的部分：

	• 人才：HR应当为组织培养有能力、有意愿、能做出贡献的人才；

	• 领导力：HR应当确保各级领导者都能够具备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员工、客户、投资者和社区创造可持续的市场价值。

	• 组织能力：识别和打造能够驱动公司赢得竞争的组织能力（有时也被称为文化、制度、流程、资源等等）。这些能力因公司战略而异，可能包括：服务、信息（预测分析）、创新、协作、风险管理、效率、变革（适应性、灵活性）、文化转变、学习、战略聚焦等。

	拉姆·查兰的“人力资源部分拆”方案

	拉姆·查兰认为，HR人员应具备商业敏感度，将员工和业务数据联系起来，从而找出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令员工与其职位相匹配，并为企业战略提供人才方面的建议。因此，拉姆·查兰主张减少首席人力资源官职位，将人力资源部门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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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信，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需要一个由外而内（而不是由内而外）的视角。在人才管理方面，这意味着要招聘客户青睐的人才，而不仅仅只是做一个雇主；在领导力发展方面，这意味着高效的领导力，是由企业对客户的品牌承诺以及投资者的无形资产所决定的。这些组织能力将由公司在关键顾客心目中的形象决定。正如我之前指出的，这种由外而内的视角，对现有的战略人力资源思维是一种补充。

	查兰的建议假定HR只能在“人才”领域做出贡献，这实际上限制了人力资源可以和应该创造价值的空间。当HR能够在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为高层领导提供洞见时，他们就在创造巨大的价值。我认为与业务出身的HR相比，科班出身的HR能够在以上三个方面做得更好。这是我与查兰先生观点不同的地方。

	查兰的分拆建议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它试图用一个简单的结构调整，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为业务创造价值的根本性挑战。我有些惊讶，查兰先生一向以提供完整的战略性建议著称，怎么会将人力资源的挑战简化为一个治理问题。如果要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更严肃的审视：HR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培养HR专业人士；如何重新构建整个HR体系。

	其次，在HR治理方面，将其一分为二的建议显然有失偏颇。HR部门的结构应当与业务架构紧密结合。一个聚焦性的业务，既不能采用分割式的HR结构，也不能是纯粹的控股公司形式。在多元化的组织中，HR部门应当像一个专业服务公司一样运行。这种方法兼顾了集中（效率、规模经济）和分散（有效性、本地响应）的好处。事实上，许多大型组织已经将人力资源职能分为三个部分：嵌入式工作的人力资源通才（the 
	embedded HR generalists），与业务部门高管共同解决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议题；专家中心（centers of expertise）提供专业领域系统的分析和建议；共享服务中心（service 
	center）处理事务性工作。如同财务与会计、市场与销售一样，这三个部分都在HR职能下，有效协同工作。

	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来帮助中间的60%。这包括重新定义HR战略（由外而内），重新界定HR产出（人才、领导力和组织能力），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创新人力资源实践（员工、绩效、信息和工作），更新HR专业人士的胜任力标准，围绕决策开展分析而不陷于无谓的数据信息当中。

	推动一个专业职能领域的进步并不容易。顶尖的20%员工并不能完全分享自己的经验，最末位的20%员工则受到了太多的关注，中间60%的员工，如果被无意中伤，就会感到受挫和气馁，因此，我们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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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夫·尤里奇是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教席教授、RBL集团合伙人。他致力于研究如何使组织通过人力资源建立快速发展、学习、协作、责任、智能和领导力等方面的能力，并在此领域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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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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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1月 聚光灯

	物联网挑战

	[战略]

	迈克尔·波特：物联网变革价值创造方式

	过去20年来，信息技术开始重塑产品。以往由机械和电子配件组成的产品，现在进化成了由硬件、传感器、电子元件和软件构成的系统。小型化技术和计算机处理能力不断发展，使得互联效应以几何级数增长，互联智能产品由此推动着企业竞争方式发生新转变。

	这将彻底改变机械与人、其他机械以及制造商的交互方式，使制造商及其用户受益。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商业价值正在从硬件向软件转变、从产品向云转变、从产品向服务转变。基于三大转变，物联网时代的产品将从监控能力、控制能力、优化能力及自动化能力四个方面带来创新。

	在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与PTC全球总裁詹姆斯·贺普曼（James Heppelmann）的联合研究中，他们将这三类转变视为商业价值及新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软件、云和服务的融合将成为创新的熔炉，成为差异化、全新业务模式和颠覆性技术的基石。

	他们认为，物联网趋势的实质是对价值创造的颠覆，是智能互联产品对传统制造业竞争的根本性变革。这种价值创造及产品差异化的来源，将不再是物理性、地理性、时间性的，而是技术型、数据型、服务型的。制造商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全盘考虑产品的制造、销售、运作和服务。

	

	[人力资源]

	普华永道如何管理“90后”

	在人才市场上，198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早已加入就业大军，紧随而来的“90后”也蓄势待发。他们的到来，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给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并逐渐开始重塑职场结构和商业形态。对于公司管理层而言，必须确保服务客户的年轻员工做到既忠于公司的使命，又做事机灵，能够自主决策，而不只是被动接受命令。该如何管理这些职场新生代呢？普华永道北美主席鲍勃·莫里茨（Bob 
	Moritz）详细分享了该公司的管理实践和操作方式。他们认为，企业管理者必须更为主动地探知、理解、欣赏新生代的职场愿望和诉求，从而帮助其理解贯彻企业价值观。

	

	[管理实践] 

	在商言商，还是政商合一？

	在商业世界中，很多企业家都能够纵横捭阖，但面对政商关系，他们要么踌躇犹豫不知所措，要么傍地而行难分雄雌，最终难以确保“在商言商”的单纯。这些畸变的关系背后都有很多或明或暗的原因。其中最为本质的是，没有意识到政府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区别、企业家和官员的不同，只是对官商关系作了片面理解和简单处理，以至于角色错位、行为倒错，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畸变。就此话题，最新一期“案例研究”栏目将邀请埃克森美孚公司公众和政府事务副总裁肯·科恩（Ken 
	Cohen）、哈林顿投资公司总裁兼CEO约翰·哈林顿（John Harrington）做出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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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保持“建设性不满”

	艾米·加洛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特约编辑 ｜ 文

	

	

	

	

		可口可乐董事会主席兼CEO穆泰康（Muhtar Kent）认为，企业家既需要通过乐观的视角来运营企业，也需要通过现实的视角来调和企业目标，必须不满足于现有状态，继续挑战自己。大多数最让人激动的机会可能会来自可持续发展与企业供应链的交叉点。保持“建设性不满”的状态，可以让可持续发展的旅程充满向前的动力。

	

		可持续合作新成功模式

		拉姆·尼杜默鲁　Innova Strat公司CEO ｜ 文

		表现曲线：为可持续战略而创新

		艾博思　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 ｜文

		CFO看可持续之道

		库尔特·库恩　UPS公司CFO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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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快公司”如何解决成长的烦恼？

		“快公司”现象却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无论是线性发展还是跳跃发展，无论是“先买票再上车”，还是“先上车再补票”，针对企业发展所必经的管理问题，创业者和企业家都必须持有长期主义和战略眼光。

		
		领导力的八种基本模式

		将团队捏合到一起的第一步是发现团队每一成员的个性组成和领导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将能力和优势与具体的角色和任务匹配起来。这个匹配的过程如果没有做好，将会给参与者带来痛苦并导致极大的损失。

		
		腾讯凭借五大优势掀翻facebook

		腾讯正在学习如何渗透海外市场，facebook有必要小心腾讯。因为facebook不能或不曾在其内部建立起移动通信业务。而腾讯重拳推出微信，其力度之猛不亚于推广其麾下其他灿若繁星的创新产品。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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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恶习导致糟糕决策

	杰克·曾格（Jack Zenger）

	约瑟夫·福克曼（Joseph Folkman |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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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们构思了一个我们认为所有人都会受益的全新领导力培养方案。研究发现，当人们参与自我提升项目时，后续的鼓励会使他们获益良多。于是我们开发了一个提供鼓励的软件。用户可以在软件中输入个人发展目标，之后该软件每周或每月询问用户进展如何，然后激励他们继续努力。我们为该产品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但结果表明，人们并不喜欢接收此类邮件，它们不会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让人感到厌烦。一些用户给这种软件起了个名字，叫做“唠叨软件”。显然，这个软件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一想到我们起初的决定竟导致如此令人沮丧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拥有良好初衷的人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们立即想到了一些诱因——时间压力迫使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人们并没掌握全部的重要信息（在汇报给老板的时候，问题总归咎于其他人）。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为客观的答案。为了理解糟糕决策的根源所在，我们检视了5万多个管理者的360度评估数据，并且将优秀决策者与糟糕决策者的行为进行对比。针对最佳和最差决策者之间统计数据差异最明显的行为，我们进行了因素分析。最终九项因素浮出水面，它们是导致糟糕决策的原因。以下9个因素按照严重性顺序排列：

	懒惰。这个行为表现为无力核查事实、采取主动、验证假设或者投入额外精力。简单来说，这种人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愿费心。他们过度依赖过往经验，认为能够简单地从过去找到答案。

	对意料之外的事情预测不准。不断考虑人生中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容易令人沮丧，因此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坏事不会发生。

	不幸的是，坏事时常发生，比如婚姻破灭、飞来横祸，或者市场崩盘、房价下跌、朋友不能信赖等等。许多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能够花时间思考那些可能出错的问题，他们就能更好地预见未来。但是许多人只为自己的决策感到兴奋，不愿意花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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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柔寡断。上述问题的另一极端是，当人们面对一个复杂的、基于变量的决策时，很容易持续研究数据、寻求更多报告，或者在做决定前不停地分析。如果做报告和分析花费的时间比预期时间长，糟糕的决策者就会选择延迟，好机会就这样错失了。分析数据、负责地考虑结果，然后推进决策需要勇气。通常情况下，犹豫不决比做错决定更糟。那些害怕一个错误决策将会摧毁职业生涯的人通常毁于自己的恐惧，因此他们避免任何冒险的举动。

	固步自封。一些人做出错误决策是因为他们总使用旧有数据和流程。这种人在习惯了旧有做法后就容易忽略那些收效更佳的新方法。俗话说，你所熟悉的恶魔比你不熟悉的恶魔好。

	但是通常情况下，旧流程所基于的假设已经不符合现状，这样一来你做出的决策就注定会失败。糟糕的决策者在实践过去成功的方法时，忘记了检验基本假设的真实性。

	与战略相悖。糟糕决策有时源于与整体战略的脱节。如果缺乏清晰的、提供框架背景的大战略，那么许多做法都看似可行。但是如果有一个清晰的战略作为向导，你就能够很快地辨识出最佳答案。

	过度依赖他人。有些人无力做出决策，因为他们总在等待其他人行动，而他们所等的人同样在等待其他人的决策和投入。高效决策者在关键时刻知道如何独立行动。

	唯我独尊。一些管理者不断等待时机，因为他们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行动，或者没有在需要的时候与其他行业专家建立联系。在我们所有关于高效决策的研究中，我们都发现，借鉴别人的相关知识、经验以及专业性能够改善决策质量。这并非什么新发现，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有时人们缺乏获取信息所需的社交能力。在其他情况中我们发现，人们为了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不愿意让他人参与。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决策失误，他们也要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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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专业深度。如今的组织非常复杂，就算是最优秀的领导者者也可能缺乏理解复杂问题的技术深度。但是当决策者完全依赖于他人的知识及专业能力，而缺乏自己的视角与判断力时，他们可能无法将信息转化为有效的决策。当领导者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时，他们或许根本没办法分辨一个决策是好是坏。我们后来发现，最佳管理者通常拥有很深的专业背景。如果他们仍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来理解决策所蕴含的深意时，他们会亲自寻找合适的人才并索取帮助。

	没能解释清楚关于决策的四大问题：什么，何时，何处，如何。明智的决策可能会因为人们不理解这四个层面而变成失败的决策。向他人解释清楚决策的合理性及含义对于成功地执行决策至关重要。

	上述种种问题使我们不难理解，聪明人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决策。通向正确决策之路崎岖坎坷，但是你要记住，正是路上的陷阱将领导者磨练成为更有效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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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曾格是领导力咨询公司Zenger/Folkman的CEO；约瑟夫·福克曼是该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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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人士知道该忽略谁

	艾德·巴蒂斯塔（Ed Batista）| 文

	dbqueen | 译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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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受我辅导的客户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我们讨论的事情中，有一项就是如何在有限时间里有效应对高强度任务——客户想要和他约时间；合伙人和其他员工需要他排忧解难，处理争端；这些人还对他的邮箱“狂轰滥炸”；任务清单没有到头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完成所要求任务时，常被建议说应该“分出轻重缓急”，好像这是解决问题的万灵咒。但在帮助客户解决和管理工作流程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分出缓急的方式收效甚微，部分原因在于做起来太容易。我们先来下个定义：分出缓急是给事务分等级的过程，比如占用我们时间的人，任务清单上的内容，收件箱里的邮件等等，要把他们按重要性排列。虽然有时会难下判断，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直接依靠感觉做出排列。当看到会议请求，任务清单，或是一封邮件，我们直觉上就知道这是否重要，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事情进行比较，并排好次序。

问题来了。排完优先级后，我们还是按照时间和精力充裕的情况来着手处理，而且我们会把不那么重要的事项放到“以后”来做。但是从来没有所谓的“以后”。未完成清单从来没有尽头。

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资源。一旦我们的职业生涯进入某个阶段，我们所担负的责任让我们永远无法满足所有要求，不管我们加多久班，干得多卖力。想要见我们的人从门外排到了街上，任务清单长得拖了地，收件箱从来没有空的时候。

我们许多人犯的错误是幻想我们可以把门槛一降再降——工作更卖力，加班时间更长，用“更聪明”（不管到底怎么个聪明法）的方式工作，希望有一天能把清单上的事情都做完，但到头来是一场空。

关键在于，分出缓急是必要但不充分。重点在下一步，鉴别归类。处理突发事件的医务人员必须判断哪些患者需要立即处理，哪些可以等一等，哪些根本无需治疗，还有哪些已经没救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鉴别归类意味着不要只关注最重要的项，而把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放到“以后”来做，而是设下需要处理事项的临界标准，主动忽略那些不达标的大量事务。

第一步要把事物重新组织一下。把满满的收件箱、没做完的工作清单，还有排在门外的失望人群视作自身工作失误，这没有任何帮助。这种观点可能推动我们更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完成任务，但这是无用功。因为在职业的某一个阶段，不管我们如何投身事业，我们所面临的潜在挑战总是超出我们能力所及。所以，收件箱、工作清单还有排队的人群恰恰是成功标志，证明人们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关注。最终的胜利不是赢得一场战斗，而是赢得一场战争：不是处理完收件箱，而是处理完收件箱里所有重要信息。不是完成清单上的所有事项，而是完成清单上全部重要事项。不是处理完所有排队人群的问题，而是把真正重要人物的问题处理完。

下一步就是停止使用错误工具。我们在“时间管理”和“个人生产力”上面花了太多精力。虽然这些努力从战术上有效，但在战略上进行鉴别归类时就没用了。记住：任务不是要列出清单，而是决定哪些可以删除，并且坚持执行。

最后，我们需要解决鉴别归类所涉及到的情感问题，因为这部仅仅是个认知过程。

主动忽略一些事情，拒绝一些人会产生一系列情绪问题，极大影响我们的选择和行为。这正是鉴别归类方法的困难之处，但只有我们关注它的情绪维度，我们通过基本理性干预来控制工作流程的努力才会奏效。

这个过程可能当下就在发生。当你刚读到上面说的“不是真正重要人物”时，很可能会退缩，觉得这也太无情了。我读到这里时也打退堂鼓，而且这还是我自己写的！这个反应可以理解，也正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些不值得的人身上花费时间和注意力。在有效进行鉴别归类和成为“混蛋”之间仅有一线之隔，我们中的许多人生怕跨过这条线，宁可离这条线远远的。

要进行有效鉴别分类，须加强管理这些担忧和其他相关情绪的能力（是管理，而不是压抑）。正如南加州大学的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写的，情绪会“产生对于目标事实的偏见，甚至干扰做决策的支持机制，从而影响有效决策的制定。”

[image: ]


但这正是我们在主动忽略一些事物时所发生的。处在鉴别归类核心的决定会产生我们无法完全驾驭的情绪。

当我们面对无法完成的工作要求时，我们会感到焦虑、害怕、忿忿不平甚至恼羞成怒。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充分意识或者接触到这些情绪，以便对其有效利用。它们是我们潜意识产生的，无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但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面对压力时，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种影响，失去了做出最佳选择的机会。

加强情绪管理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步骤进行：

调整思维模式来体现情绪的重要性，以及情绪在理智思考和决策制定时的作用。我们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的体验。

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定期运动，保持充足睡眠已被证明可以提高我们感知和控制情绪的能力。

参与一些需要专注力的日常事务。冥想，写作，和其他反馈性的活动能够加强我们控制思想的能力，帮助我们更敏锐地感知情绪，并对我们的经历形成新的看法，从而帮助我们理解情绪的含义。

增加我们描述情绪的词汇量。扩大词汇量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不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交流，也帮助我们更好了解自我。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不舒适的方式来变得更舒适，要能意识到对事务进行鉴别归类会产生困难情绪。这样我们就能面对没完没了的任务清单，爆满的收件箱，还有排队想要获得我们关注的人们，和善但是坚定地对其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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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德·巴蒂斯塔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译文由译言网网友dbquee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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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西行者”在印度的未来

	阿尼尔·古普塔（Anil K. Gupta）| 文

	熊静如 | 访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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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已经成为移动互联时代中国轻资产行业全球化的新热土。

	7月15日，小米联合印度本土电商Flipkart宣布在印度首度开卖小米3，不到一个月之后，双方又联合发起了三轮开放购买活动，试图在印度复制其在中国的成功。印度在小米的海外布局规划中，已经成为超越巴西、俄罗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最高优先级市场。

	对于腾讯而言，PC时代推出的QQ国际版在印度和其他海外市场都未能获得很好的发展，而在移动互联时代，腾讯主推的微信，印度已成为其在中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微信去年开始进入全球市场，目前已在全球拥有3亿用户，遍布49个国家。其中，海外最大的用户市场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UCweb在印度的移动端浏览器市场份额已经超过30%，位居市场第二位。

	这批不同于较早进入印度的重资产行业的新“西行者”，将会面临全新的挑战。

	印度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未来经济关联还会进一步深化。印度首家中资钢铁公司Xindia、上海电气、华为和联想已经在印度市场上获得成功。不过我们不难看到，这些企业都集中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等传统重资产行业。然而，几年来一批轻资产公司也在瞄准印度市场，成为一批新西行者。

	与传统重资产行业进入印度之路不同，小米、微信、UC这批新“西行者”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竞争优势，制定竞争策略。

	印度市场非常年轻，类似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在印度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原因。印度的强项在于IT行业和服务业，而中国企业则强于制造业。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是著名的“世界办公室”。重资产行业进入印度，是将制造业优势带到一个基本没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而小米、微信、UC这批新“西行者”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竞争优势，制定竞争策略。

	众所周知，企业在任何市场的成功都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先手优势的重要性；二是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新“西行者”需要考量所在行业的属性。我认为应从行业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先手优势的显著性两方面结合来看。

	比如，在移动端即时通信应用市场，网络效应非常明显：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选用了WhatsApp，你选择同样一款软件的可能性就会极高。而这就意味着即时通信app这个细分市场的包容性相对较低。在印度，美国的WhatsApp已经主宰了整个市场，微信作为一个后来者，它在印度市场上的立足与发展将会非常艰难。同样，Line也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而另一方面，按照这个分析模型，小米在印度的发展将会比较顺利。因为智能手机市场并不是“赢者通吃”的市场，而是一个后来者进入可以较为容易地取代现有统治者地位的市场——即先手优势并不明显的市场。这决定了小米在印度的潜力巨大。以小米的智能机的配置，它的价格非常具有竞争力——印度市场同中国市场一样，对价格非常敏感。小米商业模式的核心就是用高性价比的产品获取大量用户，形成规模效应。现在小米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在于渠道。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非印度本土制造的设备无法直接在线销售，因此，小米调整了其在中国以自由网络销售为主的模式，与印度排名第一的电商Flipcart合作。

	同样，UCweb所在的移动端手机浏览器市场也是一个先手优势并不显著的市场。类似的还有移动设备和移动端游戏。腾讯作为移动游戏公司在印度的发展应该会很好。

	尽管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步伐才刚刚开始，我已经从和阿里巴巴高层的交流中了解到，他们正在认真考虑印度的机会。当然，阿里现在进入印度可能有点晚：如同美国中国日本等其他地区，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先手优势”非常明显，印度排名前三的电子商务企业已经有Flipkart、Amazon和Snapdeal，这些企业已经在印度的电子商务领域进行多方位投资，依然处在上升期，并且没有任何一家有出售的意向。倘若未来阿里能够收购其中一家在印度的业务，那么它在印度市场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

	未来中国的新西行者还会越来越多。移动互联时代将有更多轻资产公司在印度搏杀。我想说的是：和所有大经济体一样，印度并不是一个利基市场。在印度，几乎所有行业都拥有大量高增长机会。正因机会的无处不在，一家中国公司不仅需要思考印度是否有市场机会，还要思考它进入印度之后是否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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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尔·古普塔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全球化战略与创业教授，曾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50位思想者”。熊静如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前沿 Idea Watch / 组织行为 
	Organizations

	

	执行力

	




将销售融入战略中心

	
	Putting Sales at the Center of Strategy

	如何将最高管理层的宏伟蓝图付诸于销售人员的实际行动

	弗兰克·赛斯佩德斯（Frank Cespedes）|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决策者常年不与顾客接触，通常不了解日常一线工作对兑现战略承诺的意义。他们对公司与顾客沟通层面的认知也已落伍。”

	多年来，文档安全管理公司（DSM，化名）在检索销毁文档和安全保存集团文档领域发展得顺风顺水。很多高管及其助理都偏爱DSM一站式购物的价值主张，销售人员也对DSM情有独钟。直到21世纪初，人们发现廉价数码存储技术，特别是云存储会颠覆公司的业务，而且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DSM引入公司自创的基于云计算的存储技术，并指导销售人员将这一技术与传统服务项目绑定。

	结果却非常不尽如人意。很多销售人员技术知识匮乏，不能与客户IT部门员工有效合作。定价对他们而言是个难题，因为实体与虚拟服务的成本结构截然不同。销售代表要接受项目绑定培训，这是公司新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只能卖出廉价数码服务。同时，传统服务续签合同量急速下降，利润也骤然衰减。DSM改进了其销售佣金机制，但数码销售额迅速下跌，新竞争对手开始与原DSM客户签约。最终，DSM将数码部门从公司剥离。

	其实很多公司都会犯与DSM相同的错，即管理战略制定时，没有考虑与客户打交道的一线工作人员所处具体状况。

	研究表明：仅有一小部分（有研究称少于10%）的公司战略方案得以有效贯彻，而且平均每个公司只兑现了其战略方案承诺财务业绩的50%－60%。其中一个原因是决策者常年不与顾客接触，通常不了解日常一线工作对兑现战略承诺的意义。他们对公司与顾客沟通层面的认知也已落伍。我将这个问题比作“战略神坛”与“销售原罪”的矛盾，即最高管理层拟定的方案如果不能说明销售者该如何具体分配资源，那这些每月靠销售额生存的人难免就会混淆概念，“玷辱”了所谓的高层战略。

	销售部门应该参与到战略的制定中。美国的公司每年累计投入9000亿美元用于扩大销售额。这笔开支是广告支出的3倍，线上媒体支出的20多倍，也是社交媒体支出的100多倍。虽然有专家宣称网络将对销售产生“去中介化”效应，从而取代销售人员的作用，但数据却不支持这种论断，因为尽管销售人员数量在某些行业缩减，但从经济全局看，总销售人数并没有多少变化。

	我的研究表明企业可采取4个步骤促进战略与销售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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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猜单词（Sales——销售）


	双向沟通战略

	首先，要对战略方案有一定了解才能进一步实施，但鲜有战略计划能够体现参与同客户交流的一线工作的主要意义，而价值的产生或破灭都是发生在一线工作中。另外，计划引进及审查过程常使决策者与“实干者”更为疏远。这一过程具体来讲就是在销售启动会议后会有一封接一封的电子邮件从总部发出，总部定期收到业绩报告的回复。中间沟通少之又少，且通常是单向交流，而业绩不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沟通不畅。

	同样，即使公司为销售团队提供了谈判与销售技巧培训，更大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将战略与实际情况结合这一主要目标却被忽略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公司战略不清晰，或是公司领导者担心内部机密泄漏给对手。受前一诱因干扰的公司要认识到阐明战略是领导者的责任。受后一因素困扰的公司要懂得，相比竞争对手知晓其战略蓝图，自己人对公司战略方案没有概念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提高销售效率

	3个变量会影响销售模式的效率，即潜在客户容量、成交率和每单所得利润。这3个变量各自的重要性随不同公司而不同。公司管理人员可提供给销售人员更有价值的潜在客户，或利用奖金激励他们吸收更多客户。管理者也可以通过选择正确客户并为之搭配相应产品或服务来提高成交率。同时，可以降低销售成本，完善定价或产品结构，或提高单个客户销售量来增加每单利润。如果销售人员不知道战略目标如何影响这些变量，他们会将精力集中于那些无益于或可能妨碍战略实施的事情上。

	业务处理公司（BPI，化名）发现并解决了这一问题。BPI于2000年成立，是一家薪酬外包服务公司。截止到2004年，BPI销售团队人员达75人，收入4亿美元。之后公司发展遭遇瓶颈。2008年，一名董事会成员强烈要求公司CEO认真分析“理想客户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这对制定可行性战略至关重要。通过对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深入研究，BPI的答案浮出水面：理想客户应为员工人数在15到50人之间，位于市区，且经营至少5年的公司。

	据此，BPI改变了销售方针。它开始追踪本公司销售代表为求引荐，给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打电话数量，而在销售代表找到联系人，并且成功签约指定类型客户后，BPI才会支付佣金。有的销售人员憎恨这个新系统，不到一年，销售代表仅剩35人。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BPI订单增长了25%，人员流动速度放缓，利润收入大幅提高。销售人员非常清楚使用何种标准获得最大效益，而公司奖金也鼓励了员工贯彻这一战略。

	

	提升员工技能

	洞见公司（CSO Insights）首席战略官吉姆·迪基（Jim Dickie）和巴里·特勒（Barry Trailer）所做研究表明，销售机构的年平均人员周转率为25%到30%，这意味着，每4年公司就要更换一批销售人员。相较于其他部门，销售部门的个人业绩差距最大。B2B背景之下，在同一领域里，排名前1/5销售代表相较后1/5的职员，业绩相差300%，而在零售领域，个人效率差异为1/3或1/4。

	大多数销售人员的雇佣与培训过度依赖管理者个人直觉和之前的经验，因此不可复制。我的哈佛商学院同事鲍里斯·格罗斯伯格（Boris Groysberg）所做研究表明，明星员工一旦离开原公司就光芒不再，特别是销售人员。这是因为销售工作取决于公司具体战略和抉择，销售行为由销售控制系统和文化驱动，并不受某种普适性的销售方法论或者某个销售员过往经验所影响。企业应清楚哪种销售技巧对自身战略至关重要，并不断提高员工的相应技巧。

	HubSpot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呼入式（电话销售中被动接受客户来电的方式——译者注）营销公司，它就做到了上面提到的论点。HobSpot营收总监马克·罗贝热（Mark 
	Roberge）加入公司前从未经营过销售机构。但他的工程学知识帮助他创建了基于数据记录和分析的雇佣培训流程。罗贝热制定了具体工作衡量标准，之后一年他面试了500位应聘者，为每一个人按标准打分。随后，间隔6到12个月的回归分析显示了20位被雇佣者的业绩情况，因此他可以得知对某个标准的衡量是否正确。罗贝热没有采取惯用的老带新培训方式，而是安排长达一个月的培训课程，并设立一个150题的测验及6个关于HubSpot产品、销售方法和总体战略的资格考试。

	

	制定相关战略

	公司设计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盈利，使成本费用低于所创价值。实现这一点可通过以下4种方法：将资本投入到收入高于成本费用的项目；着眼于现有资本投资，提高其利润；减少收入低于成本的资产；降低资本成本。多数首席高管都知道这些创造价值的手段，但很少人理解并运用了这些销售原理。

	大多数公司项目都受与顾客有交集的营收业务驱动，因此遴选顾客直接影响公司（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该投资何种业务。想利用现有投资提取更多利润，就得各方面提高销售效率。若想减少对效益低下资产的投入应对顾客现状有及时的了解，这取决于最高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的沟通质量。大部分融资需求构成是用于运营壮大公司的资本减去手头持有的资本。因此要想减少融资带来的资本成本，公司就得提高资金流动性，总的来说，销售周期是资本流动的最大驱动力：应付账款在销售过程中累积，应收账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销售物品价格与物流速度。所以提高成交率并且加快销售周期是一个战略问题，而不仅仅是一项销售任务。

	如果一个团队不能有效融合战略与销售，不管它在社交媒体或颠覆性创新方面投入多少，其战略执行都可能出现问题，甚至被迫做出战略转型。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曾这样告诫他的高管：“我们的客户可都不在公司总部。”诚一言中的。

	[image: ]
	
		
			
					
				[image: ] 
					
				路易·丹布罗西奥（Louis D'Ambrosio）曾是IBM软件销售部主管，之后担任通信公司Avaya和Sears控股公司CEO。他现在是清洁技术公司Sensus主席。丹布罗西奥此前与《哈佛商业评论》探讨了公司战略与销售脱节问题。

				
			

		

		

		
			如何改进销售流程，使之进一步辅助战略？

		

		当我在IBM任职时，我的团队正试图加快软件业务的扩张速度，但当时的技术销售代表一味专注硬件产品，此类产品属性相差太大，所以销售人员整体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因此雇佣很多专攻软件的销售代表，并认真思考是让多个销售员集中推销产品给一个顾客，还是让一个销售代表负责整个产品线能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在Avaya，当我们升级传统的网络电话（VOIP）通讯系统时，我们需要的是既有人脉又懂网络技巧的销售代表，而不是使用传统电信设备的销售人员。于是我们启用1000多新员工，并对不同的战略制定了不同的入市方针。

		

		
			最高管理层应怎样与销售团队沟通战略？

		

		再好的想法不讲出来就什么也不是。要把你的战略重复10遍以上，这样你所在机构才能真正了解它。作为CEO，我每月都开员工全体大会以保证每个人都对公司战略捻熟于心。

		

		
			薪酬制度应随新战略改变吗？

		

		是的。举例而言，如果一家公司不再卖硬件产品，而改售软件产品，即从传统的设施安装领域转向产品授权使用，那就要相应的修改薪酬制度。因为有些业务需要签订高利润的维护合同得以维持，如果薪酬系统过度倾向于新产品销售，而忽视业务维护，会导致资金快速外流。

	

	

	
	[image: ]

	弗兰克·赛斯佩德斯是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及《哈佛商业评论》2014版文章《融合战略与销售》（Aligning 
	Strategy and Sales）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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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卖自夸的反效果

	The Danger of Touting 
	a Product as "the Best"

	马京晶（Jing Jing Ma） 尼尔·勒泽（Neal J. Roese）| 文

	万艳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一家拥有伟大产品的公司，自然希望消费者能将其产品视为最佳选择。因此，营销团队开展广告攻势时，会向用户展示产品在特性、价格上何以优于竞争对手，并且会以巨大的销售额证明自己的说法。然而，此类公司非但没有凭此大获成功，反而招致很多抱怨，并遭遇大量退货。显然，这一营销策略起了反作用，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事实证明，此类广告和标榜“我们最佳”的产品定位激活了消费者的最大化心态，由此人们认为，任何不够完美的产品都是浪费金钱。

	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一些人追求极致的心态是天性使然，其他人会满足于“够好就行”的心理，但这些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环境是最大化心态的诱因，令人们产生比较心理，追求最佳选择。当营销信息无意间诱发这一心态，会导致消费者后悔自己的购买行为，哪怕是一点点失望就能使他们更换品牌。

	我们在一系列实验中，利用不同活动使大学生产生最大化心态，模拟“最佳产品”的广告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随后测试受试者对产品的满意度。

	例如，我们在一项实验中要求一群学生从几种薪酬组合、贷款协议以及类似产品中，选出最佳方案，让另一群学生只是区分出它们的差异。随后我们让所有参与者选择一种零食。半数人得到了他们选择的那种，半数人则被告知他们选择的那种已经分光了，只能得到一款替代品。最后，我们要求参与者基于几个维度给零食打分。那些被调动起最大化心态且没有得到所选零食的参与者，不满情绪明显高于其他组。他们因而减少了当初本打算购买的那款零食数量，加大了更换品牌的意愿。我们进行的其他实验也呈现出类似结果，即当消费者被调动起最大化心态，他们会挑剔产品。

	对营销经理而言，这一研究为他们的广告和店内陈列提供了明确指导。企业在做比较性广告和标榜产品“最佳”时需要三思而行，以免令消费者失望。品牌很少能从这种现象中“免疫”：此前的研究也指出，仅仅只是错失最佳选择就能令人产生最强烈的遗憾感。即便管理者对自家产品极有信心也应避免与竞争对手做比较，尽量避免使用“最佳”这样的词汇，以免带来令人头痛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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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京晶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博士在读生。尼尔·勒泽是该校营销学John L.和Helen Kellogg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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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据渥太华大学的简·奥莱利（Jane 
		O'Reilly）调研显示，91%的大学教职员工称，他们在之前的一年曾遭遇被忽视甚至无视、排挤、沟通无门。研究显示，这种冷遇比公然的骚扰更为常见，更易于对人造成心理伤害，导致更高的离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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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开启盈利模式

	Making Charity Pay

	迈克尔·诺顿（Michael I. Norton）

	吉尔·埃弗里（Jill Avery）| 文

	万艳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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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公司正不断尝试通过公益活动来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品牌意识以及产品销量。然而即便做法极具创意，也引起极大关注，但始终难以达到销售目标，因此许多公司过早认定，公益活动很难带来收益。我们进行的研究恰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坊间流传着一个颇具警示性的故事：2010年，百事公司决定放弃当年“超级碗”的广告投放，转而斥资2000万美元做一个社会公益项目——“百事焕新项目”。百事在该项目官网上贴出消费者建议的方案，如校园改造和公园翻修等。公众对这些方案进行投票，得票最高者将获得公司拨款。此举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巨大轰动，投票数量之多远超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然而，百事可乐的销量却未见增长，反而有所下滑。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百事未能将消费者公益活动的3C（company, cause, customer，即企业、由头、消费者）联系起来。简单来说，就是企业需要为活动找出由头，既引起消费者共鸣，又能刺激消费。百事焕新项目的由头与产品购买之间缺乏关联，这就意味着消费者与公司之间欠缺联系。许多对该项目回应积极的是那些从未购买、将来也很可能不会购买百事可乐产品的人。

	我们近期进行的一项实验显示出，3C之间协同作用非常重要。非营利组织DonorsChoose采用的方法是让公立学校的老师提方案，比如为学生购买显微镜，这样消费者就能直接为这些方案提供资金。我们与零售商Crate & 
	Barrel合作，向数千名该公司的消费者派送价值25美元的礼物卡，让他们就DonorsChoose上的任一项目进行投资，然后再对得到和未得到礼物卡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态度进行对比。收到礼物卡的消费者不仅很快去购买Crate & 
	Barrel公司的其他产品，而且他们对这家公司的好感度也有所提升。

	此项活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把3C紧紧联系在一起：Crate &Barrel公司的消费者对改善家居非常感兴趣，DonorsChoose则聚焦于学校改造。

	我们为考虑消费者公益活动的管理者提供3个策略。首先，不要依据CEO在意的由头来做此类项目，这是企业做公益项目时的惯常模式。相反，你该考虑消费者在意的由头。不要依据他们在Facebook上的喜好做判断，而是要找到他们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做事的理由。唯有利用这些由头，才能激发他们展开行动。

	其次，明确购买行为如何与消费者感兴趣的由头挂钩。Toms Shoes公司的消费者知道，他们每买一双鞋，公司就会捐赠出一双鞋。因此，考虑到花同样的价钱，要么从Toms 
	Shoes买到两双鞋（一双捐赠出去），要么从别家店里只买一双鞋，消费者会更愿意选择前者。

	第三，仔细实验。许多人认为“百事焕新项目”导致百事产品销量变差。但其实也存在其他因素，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激进的广告攻势。当方案可行时，你要安排一些消费者参与公益活动，其他人则维持现状，如我们在上文所做的那样。这能让你获得极佳机会考察此类活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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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诺顿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合著有《幸福的钱》（Happy 
	Money，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吉尔·埃弗里是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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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好 很重要

		据一项实验，在一个由3人组成的团队中，至少一名成员心情比较好的团队，解谜题的成功率是全组成员情绪不佳的团队的2倍。这项实验是福特汉姆大学的凯尔·埃米赫（Kyle 
		J. Emich）发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心情好的人更愿意分享知识，并从他人那里汲取信息，这会调动起团队其他成员的情绪，行动更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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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靠近，他们会排斥你

	
	People Don't Like Anything (or Anyone) Moving Toward Them

	涂艳苹 | 文　安德鲁·奥康奈尔（Andrew O'Connell）| 访

	李茂 | 译　万艳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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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张印有京剧人物的海报呈现出不断逼近的效果时，人们对它的反应会越来越消极。


	[image: ]
	
		研究：博士生涂艳苹和三位合作者（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威斯康星大学的陆悦和阮博闻）在8项实验中得出一个有趣的发现：人、图像或声音等刺激物的逼近，会让参与者的情绪更为消极。这项发现给那些希望走近听众的公共演讲者或放大广告中产品形象的营销人员敲响了警钟。

		

		


		挑战：如果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朋友，或是一场临近的假期，人们真的会排斥他们吗？涂小姐，捍卫你的研究吧！

	

	


涂：我们的研究表明当刺激物从空间上看起来迎面而来时，人们对它的反应会更加消极。在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一系列的图像，比如一些英文单词、一张中国戏曲海报、一个笑脸表情符号和一张笑容可掬之人的照片。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非物质刺激也会让人们产生相同的反应，比如一位表兄妹的来访或者其他事情，当它们在时间上逼近或者可能性有所增加时，也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



HBR：一个笑脸越来越近？听起来像是噩梦中的场景。还有傻笑的陌生人？怪不得它们的逼近会让研究对象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们首先测量了人们对这些图像和事情的反应，所以我们很确定参与者对它们的感觉都很正面。在1－5的数值范围中，其中5代表“非常正面”，笑脸表情符号的平均得分是4.49，面无表情和皱眉表情符号的得分分别是3.18和1.59。参与者对男性图像的反应与之相似：在1－7的数值范围中，当他微笑、面无表情或者皱眉时，他的得分分别是5.14、3.86和2.92。但是，在实验中我们发现，当这些刺激物被受试者视为是朝他们逼近时，所有的得分都下降了。



但是如果迎面而来的是我爱的人呢？或者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呢？

当我最初把这次采访标到日历上时，我想，“太棒了，这可是一个分享我们研究成果的好机会！”但随着时间一天天逼近，我越发焦虑起来。倘若有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怎么办？倘若我无法解释清楚怎么办？所以，即使非常积极的事情也有消极的一面，当它们越来越近时，我们脑中会更加凸显那些消极方面。

至于你爱的人：情况可能是当他走近时，你会觉得有点烦躁，比如你可能担心他会问你什么事情，但是，相聚的幸福感很快就会占据上风。所以，你体验到的是多重感觉，有消极的，更多的是积极的。我们试图在研究中理清这些令人困惑的感觉层次，于是我们比较了人们对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反应：一个是逐渐走进的人，一个是待在身旁的人。研究发现当你爱的人迎面走来时，你可能会产生积极反应，但是如果他一直待在你身旁的话，你的反应就没那么积极了。



直觉告诉我，演讲时我从讲台后面出来走近听众，他们的反应会更加积极。

的确有这种可能。这就是我所谓的多重感觉。当你走近听众时，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很亲切、友善，这是一层感觉。但是随着你走得越来越近，负面情绪的暗流就会增加。听众可能会感觉到害怕或者受到威胁，至于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他们可能觉得你入侵了他们的领地。同样的道理，当一位经理向员工走近时，经理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每走近一步，员工对他的反应就越消极。所以，站在人们的旁边与走近他们是完全两码事。

当广告中展示的产品向观看者移近时，也会引起同样的反应。如果是一台漂亮的新车越来越近，观看者可能一方面觉得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对这种展示方式产生消极反应。为了降低其他因素可能对受试者反应的影响，我们通常让受试者观看电脑图像，通过让电脑图像越变越大，让受试者感觉刺激物离他们越来越近。



你怎么知道参与者不认为是他们在一步步靠近刺激物呢？

一般来说，人们把一个不断扩大的图像视为朝他们靠近。但是，当我们对参与者指出是他们正在靠近刺激物，而不是刺激物走进他们时，他们的厌恶感就消失了。我们用面无表情之人的图像进行测试。当它朝受试者靠近时，受试者会产生排斥感；但是当参与者朝图像走近时，则没有这种感觉。



那么时间方面呢？编辑们是不是应该不要太强调我的截稿日期？

大脑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差不多。所以，一件日益迫近的事情会让人心绪不宁。当管理者不断强调一个即将到来的项目截止日期时，他可能不知不觉间增加了员工对项目的消极情绪。尤其令人讨厌的是管理者起初把一项任务（比如会议）安排在一个遥远的日子，然后把它提前。即使员工起初对会议并无特殊反应，但时间上的提前会让他们害怕。提高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引起类似的反应。



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

我很想说我们发现靠近与厌恶“法则”时经历了醍醐灌顶的一刻，比如一个沙滩球朝我们滚过来，引发我们思考。事实上，我们当时讨论的是社交活动上的事情。你看到人群中的一个人，心里想，“真是个迷人的家伙。我真想跟这个人说话。”但是当他或者她朝你走来时，你的感觉就开始变化了。你开始担心、焦躁，甚至感觉受到了威胁。我们都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与进化论有关。在不断的进化和演变中，人们知道当刺激物向我们靠近时会带来更大的危险。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这样想。



公共演讲家或者营销人员应该如何利用你们的发现呢？

演讲家可以选择站在一个离观众不远的地方，可能是离前排距离较近的地方，然后就呆在那里演讲，这样的演讲效果更好。营销人员可以采用特写镜头展示产品，但是尽量避免走近人们，或是把产品朝他们的方向推近，或将一件事情提前。否则，人们的进化本能就会作怪，从而影响对你、产品或者事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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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艳苹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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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们在做什么工作

	What We'll Be Doing in 
	2022

	腾跃 | 译　王晨 |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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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2年医疗行业就业态势良好。美国劳工统计局观察就业数据后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医疗行业就业情况将有所好转；建筑业就业情况将从经济大衰退中回升。

	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中，美国就业市场增长最迅速的领域将发生在医疗、医疗支援、建筑行业以及个人护理领域。以上4个领域预计占所有新工作岗位的三分之一——大约660万个职位。农林渔业是惟一在就业空间萎缩的领域。

	虽然多数就业增长迅速的领域对学历无硬性要求，但要求大学或更高学历的岗位实际增长更迅猛（14%比9.1%）。高技能工作的薪金将是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每年57770美元与每年27670美元）。

	毫无疑问，IT行业管理岗位增长速度最快。人力资源、公关、营销和运营领域也将显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工业生产领域管理岗位消失最快——这反映出制造业持续衰落的趋势。CEO数量的增长则仅有5.3%。

	

	[image: ]

	长按放大图片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管理岗位增长预期

	2022年不同行业管理岗位的预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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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移动互联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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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全球移动连接总数突破70亿；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移动连接数将达到联合国预测的72亿全球人口总数的规模。其中，亚太地区移动用户占全球总数的一半，预计到2020年，亚洲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移动市场之一。

	去年的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普华永道和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结果显示在未来5年中，互联设备和机对机（M2M）通信将为亚洲地区的汽车、教育、医疗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带来变革性的影响。

	事实上，移动互联的发展日新月异，已经给很多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移动连接的普及性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首先，它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人们已经习惯运用移动的方式，比如手机，进行转账和购物，因此带动了移动商务和移动金融的发展。其次，它改变了各家各户能源消耗的管理方式。“智能城市”的概念由此提出，即应用智能设备，为人们提供服务，对能耗进行最优管理。第三，它便捷了人们的出行。以前我们必须以实体方式购票，现在借助一个小小的设备就可以在手机上订票，出行更加方便。第四，它改变了医疗保健领域。很多便携式移动设施可供人们随身携带，同时这些设施可以监测心跳或者身体的其他指标，医生通过监测数据可以很快对疾病进行诊断。第五，它改变了人们分享和交流信息的方式。以前人们通过纸质媒体进行阅读，现在则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在手机上阅读，阅读后还可以进行评论和转发等。

	随着移动互联的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另外一个发展趋势：它将改变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前消费者只是消费者，现在则可以积极参与其中，成为一名参与者。传统上的消费者是以实体方式与公司发生联系，但是现在消费者可以借助手机这种移动设备与公司联系，一切变得非常简化。

	同样，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方式也更为简单。企业以前必须实体发放广告，现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发出广告，消费者很快就可以获悉公司的各种最新信息。它还为零售业企业提供了与消费者沟通的崭新方式。它可以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和爱好，推出定制化服务，推送消费者感兴趣的信息。

	为进一步推动颠覆性先锋移动服务的发展，并改善人们生活，运营商与垂直行业的主要企业之间的持续协作则显得至关重要。例如，缓解道路拥堵是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据估计在中国，20%到25%的上下班时间被浪费在交通拥堵造成的耽搁上。中国政府正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以缓解上下班负担。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注入更多的智能，如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和智能交通管理，才能使上班族受益最大化。

	车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减轻交通拥堵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该技术能让每一辆车成为交通探针，匿名报告位置、行驶速度和行进方向等重要数据。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支持数据聚合，并提供实时和预测性的交通解决方案。这些智能导航系统将超越普通GPS系统，能够判断行车路线中各点的实时路况并随时调整行车路线。通过移动服务减少交通量，将帮助中国上班族每周节约两小时，并提高多达220亿美元的经济生产力。

	面对移动互联带来的变化，公司首先需要深刻理解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所在行业造成的一些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其次，公司需要做好大数据的管理和分析。比如，电力公司在用户家里安装智能电表，电表上传来的数据涉及上百万家用户，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数据管理必须要跟上。此外，零售业和教育业等行业的数据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变化频率比以前快得多，公司需要做好更迅速的实时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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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福爱是GSMA协会会长及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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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管和金融家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获得丰厚回报，须采取措施遏制这一趋势。

	

	

	
		核心观点

		问题　人才是目前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资产，然而在美国，人才从经济增长中过度索取回报。精英人才和普通员工间的收入差别亟待调整，人才造成经济波动，其影响日益恶劣。

		

		原因　对冲基金和杠杆并购业的奖励机制助长资产交易中的价格波动，而股权激励促使高管将交易者利益放在长期投资者利益之上。

		

		解决方案　政策法规、税收改革以及通过高管、私人股权管理者和养老基金机构间自觉合作，更好平衡对资本、劳动力和人才的回报。

	

	

	1997年，65岁的罗伯特·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与世长辞，当时他的身价以10亿计。作为一名从十几岁起移民美国的古巴人，戈伊苏埃塔已相当成功。他并不是美国移民中的首位亿万富翁，但发家方式不同于他人。其他人的巨额财富来自创立公司或公司上市，而戈伊苏埃塔的财富来自担任可口可乐CEO。

	戈伊苏埃塔可谓生逢其时。1980年他就任可口可乐CEO时，这家公司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连贵重的有形资本也寥寥无几。彼时人才经济已经形成，对关键生产资料的回报发生了划时代剧变，戈伊苏埃塔也从中获益。凭着经典的品牌形象和积累下来的人才，可口可乐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戈伊苏埃塔就是该公司杰出人才的代表。在之前的年代中，投资方从未如此愿意为人才买单。

	一个世纪前，最珍贵的资产是自然资源。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需要碳氢化合物，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需要铁矿石和煤，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Great 
	Atlantic & Pacific Tea Company）需要房地产。20世纪以来，美国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用于开采和获取石油、矿藏、森林、水和土地资源的资本投入越来越高。仅在50年前，总市值排名前50位的美国企业中，72%的企业都还认为它们名列前茅的原因是掌控和开采自然资源。

	毋庸置疑，公司越成长，越需要劳动力。但这些工作大多十分常规，换谁都能胜任，工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因此在经济中，劳动者的地位居于第三，远在自然资源和资本之下，直到劳方被允许、被动员成立工会，情况才有所好转。

	从1960年起，形势开始转变。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岗位大量涌现，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被纳入工作要求。如“人才经济的崛起”图中所示，1960年创造力型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的16%，1960年之前的50年间这一比例仅成长了3个百分点。而在1960年后的50年，这一比例增加了一倍之多，在2010年达到33%。

	1963年的市值50强中，出现了一批“新兴公司”，排名第四的IBM就是其一。IBM的成功几乎与自然资源无关，尽管资本的作用不容忽视，但IBM的任何一员都会同意，公司的成功主要来自充满创造力的员工。正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市场营销和销售人员，打造了IBM的核心竞争力，令该公司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同样依靠人才取得成功的公司还有：柯达、宝洁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

	到2013年，50强中超过一半的公司均由人才主导，包括前4强中的3家公司：苹果、微软和谷歌（第4家是埃克森美孚）。只有10家公司将其排名归功于拥有资源。过去50年来，美国经济发生了从利用自然资源到利用人才的质变。

	

	回报比期待更梦幻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要上市公司CEO的奖金平均低于100万（现值）美元，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从1960到1980年，股东进一步压低了CEO薪资，与1960年相比，1980年CEO从公司每1美元净利润中所得回报缩水了33%。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商界、学界、运动界还是艺术界，不同的人才阶层中情况都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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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0年之后，物质激励似乎成了动员人们施展才干的必要条件。富有才干的领导收入大幅提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高收入者积累更多财富。大萧条之后，美国税收政策重心转向了分享经济果实。有观点认为，财富过于集中是大萧条的主因之一，因此富人应拿出部分收入，用于创造稳定就业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消费。因此，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最高税率从1931年的25%，逐步提高到1963年的91%。这意味着收入100万美元的人在缴纳联邦税后，只留下27万；收入1000万的人税后只剩150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税收趋势又发生了变化。包括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就税率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当工资收入的边际税率高出一定限度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量就会开始下降，该税率超出临界点越多，下降就越剧烈。实际上，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这一效应到达一定强度后，将会减少美国财政部的税收。 
	

	这种从供给角度出发的观点证明，调整税收政策确实有用。最高边际税率从1981年起开始下降，从70%降到1982年的50%、1987年的38.5%、直到1988年的28%。在这短短7年间，税前收入100万美元的人在缴纳联邦税后，实际收入从34万美元上升至72.5万美元。税前收入1000万的人税后收入由300万升至720万。

	企业高管的收入由股票和工资组成。1976年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在《金融经济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了《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文，在今天该文已广为人知。文中首先提出了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认为公司应将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即人才与资本的利益挂钩，避免代理成本给股东和整体经济造成损失。

	这一挂钩机制催生了股权激励制度，高管收入因此大大提高。CEO薪酬在20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90年代翻了二番。进入21世纪，尽管批评声浪日益高涨，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重创，但CEO薪酬依然继续增加。另一促进人才薪酬提高的机制是“2-20法则（2&20 
	formula）”，它不像代理理论那么有名，而且名声也不太好。“2-20法则”可追溯到2000年前，当时的腓尼基船长每成功运输一批货物，会索取与20%货物等值的报酬。投资管理领域曾经惯常收取相当于所托管资产1%到2%的费用，但对冲基金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在1949年率先采用了腓尼基公式。他成立了后人熟知的私募股权公司，自己担任一般合伙人。投资琼斯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在提交2%资产管理费的基础上，还要支付他所得利润的20%（即所谓的“附带收益”）。

	风险投资行业始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在20世纪50年代末，其行业模式转变为私募股权公司，并应用“2-20法则”获取丰厚利润。该机制后来也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杠杆并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该法则最大的获益者是对冲基金，该行业规模迅速膨胀，并将“2-20法则”用于运作规模更大，更有利可图的有限合伙资本。

	可以想见，随着人才的关键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得到认可，他们的身价也越来越高；同样在情理之中的是，普通员工也早已认可了对收入的这一重新分配。毕竟，这种分配符合“美国梦”的价值观，辛勤工作和施展才能的人理应获得回报。自立自强的富一代不会受人指责，只有富二代才会被指指点点。上榜《福布斯》的多数亿万富翁都是白手起家，就是明证。但这一公认的价值观正悄然改变。质疑声音越来越多：人才薪酬是否过高？他们的真实能力是否被夸大了？

	

	梦幻高薪的阴暗面

	2010年收入最高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总年薪，已超过了《财富》世界500强所有CEO的总年薪。

	公众对今日亿万富豪的主要不满是，他们所创价值中，真正用于造福全社会的比例相当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和非管理岗位劳动人口的实际工资在下降，他们占总劳动人口比例的62%。而且富豪们对投资者也不够慷慨。以1979年为界，经济活动总体的投资回报率在该年前10年间稳定于5%左右，在1979年达到顶峰，之后便一直稳步下降。目前投资回报率已低于2%，并还在继续下降。作为资本管理者的企业高管或投资经理，都在进一步为其提供的服务提高抽成。

	这导致贫富悬殊从20世纪80年代起迅速加剧。过去30年间，1%最富有的人，占有了80%的GDP增长（不同算法结果可能有差异）。尽管贫富悬殊如此严重，但它还不是管理者收入过高带来的最坏后果。最坏的影响在于：我们如今的人才薪酬体系不仅没给社会带来更大整体价值，反而使经济变得更不稳定、令大多数人受到冲击，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幸免于难。

	《福布斯》富豪排行榜400强的座次变化反映了经济波动。过去13年中，榜上的对冲基金经理从4名增长到31名，是目前数量增长最快的职业，其数量仅次于拥有美国最多财富的计算机软硬件企业家（39人）。如果将上榜的杠杆并购基金经理也计算在内，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今在美国发家的最佳方法是为他人管理钱财，然后按照“2-20法则”向他们收费。根据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卡普兰和斯坦福大学的约书亚·劳近期发表的论文，2010年收入最高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总年薪，已超过了《财富》世界500强所有CEO的总年薪。

	对冲基金经理是如何获利的呢？

	一言敝之，对冲基金的业务就是交易。“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的薪资达22亿美元，名列《机构投资者》杂志《Alpha》专刊2013年对冲基金经理收入之首。他的生财之道是：永远抢在他人前面。西蒙斯利用精巧的算法，加上几台直接与纽交所服务器相连的服务器，迅速抓住微小套利机会。在他的公司，持有一支股票5分钟就算得上长期投资了。

	现代市场体系为对冲基金交易提供了条件，使其能经营大量股票的长短仓买卖。实际上，对冲基金经理根本不在乎他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业绩好坏，只希望股价持续波动，而且波动越剧烈越好。股价波动越剧烈，对冲基金经理附带收益的获利可能性就越大。同样从事投资管理，以前的投资者与对冲基金经理则完全不同，他们放眼长远，希望公司能繁荣发展。

	除了为对冲基金牟利，这种交易并没为其他任何人直接创造价值。一个交易者获益，就意味着其他交易者受损。这种交易与成立公司有本质不同，后者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好产品并创造更多就业。对冲基金支持者当然可以辩解，该种基金可以帮助企业规避利率或汇率造成的风险，从而为世界带来经济价值。这是个不错的借口，但如今这个行业规模数以万亿计，实际上其中很小一部分就足以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避险，完成价值创造。此外，随着对冲基金行业的发展，市场波动已愈演愈烈。在这一事实面前，任何有关对冲基金风险管理净收益的观点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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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创造价值到交易价值，这一转变令人忧心。但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今对冲基金业者和高管人才都能从促进经济波动中分一杯羹。可经济波动并不符合资本和劳动者的利益。如前所述，目前高管薪酬采取股权激励制，旨在将管理者和股权所有者长远利益挂钩。但股价所反映的，不过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共同期待。如果对公司业绩的期待走高，股价随之走高，反之亦然。因此，股权激励使得高管聚焦于管控市场参与者对公司的期待，而非真正改善公司业绩。

	此外，因为股权激励通常按每年股票时价发放，投资者对公司预期发生的波动与管理者利益挂钩。如果指定年份中的投资者预期降低，那么第二年所发行的期权或延期付息股票价格也会降低。为获得丰厚报酬，所有管理者必需使预期恢复到之前水平。

	对CEO而言，这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原因。例子之一就是从1995年开始担任思科公司CEO的约翰·钱伯斯。和罗伯特·戈伊苏埃塔一样，钱伯斯也通过掌管上市公司成为亿万富翁。在他任期内，思科的股东经历了两次泡沫破裂。从2000年3月到2002年10月，股价从80.06美元跌至8.60美元。2007年多数时间思科的股价在25到33美元间波动，在当年11月达到34.08美元。金融危机后，思科股价在2009年跌至13.62美元，虽然在2010年4月回升到27.57美元，但在2011年8月又下降到13.73美元。截至2014年6月，思科股价回升至24.85美元。

	从2007年11月开始，思科的登记持股人经历了不少大起大落，那些撑到2014年6月底的持股人，经历了27%总跌幅以及中间两次60%的大跌。但对于钱伯斯本人来说，情况似乎没那么糟，两次大跌让他获得了诱人的股权激励。2009年11月的期权价格为23.49美元，受限股份单位从2010年9月到2013年的价格为21.93、16.29、19.08和24.35美元。钱伯斯这5次获得的奖励总额达5300万美元，到了2014年6月，升值约18%。如果同期内股价没有经历如此多起伏，思科的股价实际上从34.08稳降至24.85美元，而钱伯斯的股权激励则会折损20%，而非升值18%。

	因此现代股权激励制度鼓励波动性，而非升值。当然投资者一直在对高管施压，希望他们能为公司创造更好业绩，而高管作出的回应十分简单：立即裁员，因为人力是最容易调节的变量，能显示他们对改善公司业绩做出了努力。这种创造性破坏或许对公司和经济有利，但也会损害公司长期发展能力。管理者为获得奖励使投资者预期发生大幅波动，意味着裁员往往更容易过度，而非裁员力度不足。

	因此，越来越多的职位被取消，且通常不会再设。这造成劳动者收入被压低，实际工资停止增长，导致美国收入不均进一步加剧，尤其拉大了极端富有者和一般收入者的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中间值和第90百分位数（或第99百分位数、第99.9百分位数）收入的差额不减反增。而同期第10百分位数和收入中间值的差额却没什么变化。（百分位数为统计学术语，通常用第几百分位来表示，例如收入分布的第90百分位表示90%的收入小于此测量值，10%的收入大于此测量值，以此类推——译者注）

	创造性人才和常规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从创造价值到交易价值的转变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表现；股市愈演愈烈的波动性也损害了退休金和养老基金。尽管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创造性职位的比例几乎提高了2倍，经济生活中也是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所从事的活动并未创造出相应价值，反而还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拯救人才经济

	“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我们是99%”的呼声无疑是个警讯。运动的大本营祖柯蒂公园中的帐篷可能已被清场，但并不代表民愤已经平复。

	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大多数选民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没有话语权，这样的经济走不长远。回溯1935年，彼时美国还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当时，实际工资下跌，失业率徘徊在25%左右。在大萧条之前和期间，雇主都将工资一压再压。劳动者本来就没什么权利，成立工会的努力也往往遭遇蛮横对待甚至暴力镇压。

	1935年罗斯福政府通过了《全国劳动关系法》。这项全面支持劳动者的立法既促进工会化，又明文规定保障工会中工人的权利。罗斯福政府还成立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保证所有企业严格执行该法案。从1935年成立到1954年发展至巅峰，美国工人的工会化率从8.5%上升到28.3%，按今天标准来看，这一比例之高难以想象。工会成员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非工会成员和总体经济增速。

	当然，工人们成功争取来的工资、福利和固定最高工时等规章在1960年之后的市场上就行不通了，随着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的复苏，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另外，为应对劳动者提出的要求，公司开始提高机械化程度，迁址到支持“自由工作权”的南方各州，并将工作外包至海外。到2000年为止，工会化程度又回到了1935年的水平。然而，所有这些收入调整历经了很长时间，而且被认为有损总体增长。

	显而易见的是，现在的经济又在重蹈1935年覆辙。“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我们是99%”的呼声无疑是个警讯。运动大本营祖柯蒂公园中的帐篷可能已被清场，但并不代表民愤已被消除。关键各方必须努力协作，纠正造成目前失衡的错误。如果不纠错，99%的人就会像之前一样，投票选出最终对自己明显有利的调整方案。说实话，他们忍到现在还没行动已经十分令人惊讶。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发生，需要做到三件事：

	人才应该有自觉性。新一代人才并没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美国著名对冲基金SAC资本顾问公司（SAC 
	Capital Advisor）创始人史蒂文·科恩（Steven A. Cohen）就是一大例证。科恩曾因内幕交易获罪，被罚18亿美元，后又成立了72点资产管理公司（Point72 
	Asset Management）。据报道，他2013年个人收入为24亿美元，名列《机构投资者》杂志2013年对冲基金大鳄收入排行榜第2。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20法则”也不能满足科恩的胃口，他收取3%的资产管理费和高达50%的附带收益。如此明目张胆的无厌贪欲，终将得到应有的审判。如果金融巨头和高管们不想遭到报应，就应收敛他们对金钱的索求。

	对冲基金和杠杆收购业界还需重新自省的重要一点是，坚持将附带收益作为资本受益对待。显然，资产管理费和附带收益都属于专业服务费用。但前者却作为固定收入，按39.6%的最高边际税率征税；而后者却按资本利得税享受优惠（2003年到2012年为15%，2012年之后为20%）。这一优惠税率让约翰·保尔森在2008年赚取20亿美元的基础上，节约下5亿美元的税收。而他这一巨额收入，正是靠做空次贷市场所得，无数房主也因此蒙受重大损失。

	无论是从税收理论还是公众利益角度来看，对冲基金都不应该享受资本收益的优惠待遇，因为其交易的仅是已经存在的股票，并未给社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此外，很多对冲基金经理在财务上十分强势，他们和有限合伙人讨价还价，争取“费用转换”，即定期将资产管理费转换为附带收益，以便避税。这种做法显示出，对冲基金经理一方面认为管理费和附带收益可以互换，另一方面却坚持要税务部门对两者区别对待。

	投资者必须将创造价值放在第一位。目前，造福社会的最好投资机会是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早在1976年就正确预测到，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资本。前50名的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总共集合了11.5万亿美元。目前，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涉及3类操作，助长了人才的不义作为。

	• 为对冲基金提供大量资本。养老基金须长期履行支付义务，很容易因资产价格水平下跌受损。为达到高回报承诺，大量养老基金作为资本流向对冲基金，但高回报往往无法兑现。我们观察到的问题是：对冲基金为获得回报，助长剧烈波动，公司股票无论涨跌，对冲基金都能获利。但养老基金受益人期待和需要的则是长期稳定的升值。

	• 借出股份。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是世界上的主要股票出借方，而参与卖空的对冲基金则是其头号借入方。每一支养老基金借出股份赚取的费用，只占其年度回报的一小部分；而且每一只养老基金借出的股份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似乎难以察觉。但积少成多，借出的股份周而复始地参与对冲基金运作，所助长的卖空交易价值已高达2万亿美元。这些短线交易连续不断地开仓和平仓，造成市场波动，使对冲基金的金融工程师获益，但借给对冲基金股份的养老基金受益人却因此蒙受损失。

	• 支持股权激励。这些基金支持其投资的上市公司高管获得股权激励，认为此举有利于养老基金受益人和投资公共基金的民众。但往往事与愿违，高管股权激励提高，波动性也随之加剧，导致公开市场上公众投资的回报降低。事实就是，这些世界上最长期基金的投资者正在对损害自身利益投赞成票。

	在美国，人才获得的不公正优待大大超过了其他国家，但所有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发展趋势。因此，仅凭美国一己之力，很难纠正这一趋势。虽说国际合作听起来不太现实，但若能集合15个国家的35只公共基金，就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投入10万亿美元的资产。如果这些主力基金能停止为对冲基金提供资本，拒绝向对冲基金借出股份，且不再支持股权激励，其他规模较小的基金也会效仿。

	政府及早干预。政府应出台法规，制止位于金字塔顶1%的人将过多财富据为己有。因为目前民意已经对精英阶层颇为不满，如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创业能力。有意见认为，美国政府在1935年采取的激进干预措施不够及时，不仅没能挽救工人和选民，反而对其造成伤害。以下四大行动可以避免失败重演。

	• 依法调控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的关系。个人股东有权将股票出借给任何人。但如果养老基金不能自觉停止前述活动，就应当禁止信托机构出借股票。如果这些公共基金不减少对冲基金投资，政府应通过禁止收取资产管理费和附带收益，来减少操作对冲基金造成的不良影响。即便是规模仅为10亿美元的小型对冲基金，5年后资产管理费也高达1亿美元，足以使基金管理人发家。有了附带收益做保证，基金管理人才甘冒极大投资风险，只为赢得巨额彩票般的抽成。禁止同时收取资产管理费和附带收益、只允许收取二者之一，能够极大改善目前的分配结构，造福社会。

	• 将附带受益作为普通收入征税。此举可促进税收公平。身价亿万的对冲基金大佬们不应再继续享受比普通工人还低的所得税率了。此外，财政部也能从中多获得几十亿税金。

	• 对交易征税。如同对全球金融交易统一课征的托宾税那样，政府应对交易征税。任何阻止高频交易的政策都是好政策。

	• 反思整体税收制度。自1982年起，美国的税收策略就与其他发达国家格格不入：个人所得税很低；企业所得税很高；国家增值税缺席（这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效益的收税形式）。但当人才开始过度索取回报，需要资本出手对其进行干预时，税收制度却完全站在了人才一边。资本需要刺激才能创造更多就业。但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公司对资本的刺激水平偏低。它们非但不进行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上囤积的现金已达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很多现金都在境外，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此外，没有证据显示出美国目前的税制对经济有益，但这种税制无疑导致了极大的收入不平等。

	不幸的是，美国目前陷入的政治僵局使得政府很难开展上述改革。共和党似乎是对冲基金背后的坚定支持者，将对冲基金经理们视为资本的化身。实际上对冲基金经理是人才，即劳动者中分化出的一部分；而被他们收取过高费用的客户，才是资本真正的代表。民主党在过去支持加入工会的工人，但重心也已经越来越向资本靠拢。这主要是因为养老基金已成为资本最重要的形式，而其受益人构成了民主党一直以来的权利基础。两党之中，没有任何一党直接代表劳动者。

	罗伯特·戈伊苏埃塔在世时，经历了人才在现代经济中的崛起，并从中获益。到他离世为止，人才之崛起依旧是造福社会的正面力量，其阴暗面尚未显现。如果政府对目前人才经济出现的问题不管不问，人才之崛起将继续造成负面影响。然而，在政府行动之前，高管、私人股权公司经理和养老基金完全有能力修正他们的行为，展现出积极领导力，更好平衡对资本、劳动力和人才的回报。

	
	人才经济的崛起

	我的同事，马丁繁荣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的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依据美国劳工部的工作分类和工作内容描述，研究了美国劳动人口的组成部分。下列数据显示了常规工作和创造性工作的比例。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创造性工作需要独立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当然，每种工作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比如，有的高管助理负责整理文件和打字，有的则是幕后真正的老板。但通过统一标准衡量，还是能从长期看出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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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从1900到1960年，创造性工作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13%仅增加到16%。今天创造性工作的比例已达33%，在可见的未来，这一比例将继续升高。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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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杰·马丁曾任多伦多大学洛特曼管理学院的院长（1998年－2013年）。他最新的著作是《为赢而战：战略如何真正起效》（Playing 
	to Win: How Strategy Really Work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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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image: ]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本月我们展示的作品出自德国摄影师Michael Wolf之手。他在作品中审视城市建筑，记录都市生活的稠密和断裂之处。Wolf现居香港。想了解他的更多作品，可访问photomichaelwolf.com。







	聚光灯 Spotlight

	

	





	构筑平衡工作环境，保护员工私密空间

	
	“我们”还是“我”？

	Balancing "We"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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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Michael Wolf

		艺术作品：《透明之城》11　年代：2008年

	

	

	克里斯汀·康登（Christine Congdon） 多娜·弗林（Donna Flynn） 梅兰妮·雷德曼（Melanie 
	Redman）|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出于加强沟通协作的目的，开放式办公场所大行其道，但员工体验不佳，他们需要更多的私密性。企业不要只考虑物理上的私密性，关键在于帮助员工提升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企业可使用明确规则、发出信号、空间规划和打造空间生态系统四种策略为员工提供必需的私密感；更重要的是，企业须改善组织文化，使员工能够选择工作地点和方式，并能掌控个人隐私。

	

	

	
		核心观点

		挑战　开放式工作空间本应促进协作，但员工体验往往不佳。为使团队协作达到最优，几十年来企业不断在寻求公共和私人工作空间的平衡。

		

		发现　我们习惯从物理角度考量私密性，但有必要对其重新定义。私密性实质上与个体对信息和刺激的控制能力有关，前者指个人和职业信息的传播，后者包括任何类别的干扰。

		

		解决方案　工作空间中的私密性能促进协作，而非构成阻碍。通过为员工提供屏蔽干扰的私密空间、提升私密体验，企业可优化和加强团队协作。

	

	

	近来常能听到对开放式办公室的批评，但开放式设计仍是主流，原因很简单：开放式工作空间有益合作、促进知识分享，且有助于构建强大的团队文化。理念固然不错，但现实中，开放式格局往往效果不佳，甚至阻碍团队协作。

	在工作中，人与人的合作有其自然节律：进行原创性思考或处理信息时，我们需要独处或两人一组；然后集体讨论各人的思路，争取达成共识；接着再分头进行下一步。团队任务难度越高，参与其中的个体就越需要不时抽离，独自思考和调整。

	为使团队协作达到最优，几十年来企业不断在寻求公共和私人工作空间的平衡。我们1980年的研究发现，美国85%的企业雇员需要能够不受干扰、集中精力的工作空间，52%的雇员认为他们缺少这样的空间。此后，被挡板隔开的格子间成为众多公司的主要景观。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风气变化，只有23%的员工需要更多私密空间，而50%的员工希望更便捷地和同事取得联系，40%的员工希望有更多人际互动。为此，很多企业的办公场所改为便于协作的开放空间，私人工作空间相应缩减。但我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风尚正在回摆：员工重又迫切地需要私人空间。这不仅是为集中精力，更已成为紧张工作环境中的必需。

	不过，开放式工作空间设计的流行并非私密空间缩减的惟一原因：需要团队合作的任务越来越多，员工很少能独处；无处不在的移动设备迫使我们随叫随到。重重压力下，自认在办公室难以集中精力的员工数量自2008年来上升16%，无法找到安静空间专心工作的员工增加13%。同时，在工作和生活中，个人信息外泄愈发严重。74%的受访者认为，相较10年前，他们如今对个人隐私更感担忧。

	避往咖啡馆、图书馆或在家工作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不是长远之策。远程工作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知识分享受限、员工敬业度和团队契合度下降，使协作更为困难；更何况在办公室之外工作也会有其他让人分心的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起，Steelcase一直在研究职场私密性问题，并已为多个行业的数千家企业设计开放式工作空间。最近，我们开展了一次针对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企业员工和办公场所的调研，通过问卷形式、运用民族志学研究，进行观察和访问，我们对私密性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本文中，我们将向读者呈现这些新洞见，并提供实用策略，保护私密工作空间，提升员工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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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阅读本文并参与调查，对比你和他人工作空间的情况。

	

	美国企业工作空间探秘

	如今，超过70%的企业员工在开放式环境中工作，个人工作空间不断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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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国际设施管理协会、美国企业地产学会

	

	

	工作空间中的私密性

	传统上，研究者和设计师主要从物理角度定义工作场所中的私密性，包括声音（我们是否能听到彼此）、视觉（我们是否能看到彼此）和空间独立性（我是否有自己的专属空间）。但在今天的职场，在物理或虚拟意义上，我们都随时相互连接，几乎无处遁形。这种紧密联结便于人际沟通，但也会让人感到自身存在过度曝光。

	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私密性。Steelcase研究团队认为，私密性有两个维度。

	信息控制。如今，为保护和有选择地分享个人信息，职场中人每天煞费苦心。一天中，我们时而向同事展现自我、展示工作进度，时而隐藏这些信息，在二者间反复切换。我们时时需要考虑：谁可以查阅项目文件？如何防止同事看到我电脑屏幕上的敏感信息？哪里可以安全进行机密谈话？我是否能在工位上看文章、刷Twitter而不必担心被别人说在偷懒？

	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挑战了我们的自控感，特别是社交媒体削弱了我们控制个人信息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用Facebook展示自我形象，但无法控制信息下一步的传播。有意回避社交媒体的人也很难躲过谷歌等搜索引擎。如果真的不愿让同事知道自己的住址、年龄、宗教信仰、喜欢的音乐，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管理个人信息的原则，并严格遵守。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会心神不宁，而这正是大多数人的境况。

	外界刺激控制。私密性的第二个维度与噪音及其他分散注意力、阻碍精神集中的干扰有关。相比信息控制，外界刺激控制的方式更是多样和多变。某种声音对你是干扰，对我可能是舒适的背景音。一天中，我们对同一种刺激也可能有不同反应：背景音乐有时感觉很好，有时却让人心烦。无论怎样定义干扰，我们都需要找到应对方法。

	根本上，外界刺激控制决定了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神经科学研究定义了注意力的三类基本模式，设计工作空间时有必要对此有所了解。

	第一类是可控注意力——进行写作和深入思考等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时，我们有意避免不相关的思绪，并尽可能排除外部刺激。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不希望受到干扰，因此需要控制外部环境。

	第二类是刺激型注意力——在外部刺激的作用下转移注意力。进行常规工作，如回邮件、安排会议或完成其他行政任务时，我们可能容忍甚至欢迎干扰或工作的暂时中断。很多人选择在开放空间、社交场合或热闹的地方进行常规工作。

	第三类注意力称为复原——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放松神经。在此过程中，我们让大脑和身体得到休整，进行社交活动，或表达未及宣泄的情绪。选择吵闹还是安静的环境进行放松则因人而异。

	在工作中，员工的注意力在上述三类模式中切换。为有效控制刺激，组织需要多样化的工作空间，提供不同程度的私密性。难点在于平衡公共和私人空间，让员工无论处于哪种注意力模式都能有效集中精力。

	

	重新定义私密性

	电子设备无处不在，人际互动空前频密，我们不能仅从物理意义上考量工作空间中的私密性。当今，私密性与员工对信息控制和刺激控制的需求相关，这又可分为社交、技术、空间3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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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文化中的私密性

	私密性是一种普世需求，但不同文化中，人们对私密性的感受各不相同。为更好地理解各国文化中私密性观念的异同，Steelcase与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合作，在14个国家展开调查。我们将这些新信息与进行中的民族志研究相结合，得到的结论大多与此前研究一致，有些发现则出乎意料。

	不同国家企业对个人空间的标准差异很大。德国员工人均占有面积29.7平方米，美国为17.7平方米，印度和中国分别为6.5平方米和4.6平方米。但尽管工作空间相对拥挤，印度和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不受干扰地工作。

	这个发现标识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异：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有别于西方。中国员工最在意信息控制：确保个人资料不外泄，尽量避开他人目光。在中国，办公室格局通常便于管理者观察员工。为获得片刻独处时间，人们有时不得不躲到楼道或卫生间；背靠墙的位置一般被视为风水宝地。印度员工也经常到办公楼的角落、储物区或墙边寻求一点私密空间。

	与此相反，西方员工更关注外界刺激控制：只有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在团队中不受打扰地工作，不到一半人可以根据手上任务的不同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在我们的研究中，美国受访者最常用来描述工作环境的词是“压力大”，中国员工最常用的词则是“安心的”。（在中国，工作时眯一觉完全没人管你。）

	尽管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抱怨，但大多数美国员工仍认为工作环境能让他们在需要时集中精力：高达7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很容易在办公室静下心工作。实际上，北美企业的办公室仍以格子间为主，个人工作空间大于公共空间；我们认为加重员工不满情绪的并非物理环境，而是工作节奏紧张等因素。

	总体上，欧洲公司和组织的员工（除荷兰外）对工作空间私密性最不满意，对工作环境整体满意度也较低。在我们的调查中，满意度和敬业度最低的员工中有53%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比利时。按照这些国家的文化准则，员工通常只能在办公室的固定工位上工作，很难有独处时间和私密空间。相反在荷兰，很多企业允许员工在办公室内外灵活选择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布局上，荷兰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注重平等，员工能够享有多大私密空间并不依据等级地位，领导者与各级员工同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这或许是为什么调查中近一半高满意度和高敬业度员工来自荷兰。（后文《员工对工作环境感受如何》对比了各国情况。）

	虽然在不同文化中私密性的具体含义不同，但我们的研究已经充分显示，员工对工作空间的满意度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高度相关。敬业度最高的员工中，98%认为他们在办公室“很容易集中注意力”，这点是他们对工作环境满意的最重要原因；这些员工中，“能够在团队中不受打扰地工作”和“能够根据手头任务自由选择工作地点”的比例也很高，这两个因素对于提升敬业度和满意度也很重要。相反，敬业度和满意度低的员工深为各种干扰所苦，很难掌控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只有15%认为自己很容易集中精力。

	

	员工对工作环境感受如何

	3类私密体验会显著影响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我们就此调查了不同国家的员工。出乎意料，印度和中国员工虽然工作空间拥挤、人均占有面积很小，但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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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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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5月刊克里斯汀·康登的文章《文化决定办公Style》（“How Culture Shapes the 
		Office”），了解世界各地工作空间的异同。

	

	

	寻求私密性：5种个人策略

	除社会文化环境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人们对私密性的需求和获得私密性的方式，包括组织文化、工作性质、情绪、个人性格等。例如，内向者更需要控制周围环境中的干扰。苏珊·凯恩（Susan 
	Cain）最近关于内向性格的研究认为，内向者并非害羞，而是比外向者对刺激更敏感。我们的研究总结出个体控制刺激和信息、寻求私密性的5种策略，对这些策略的使用有时是无意识的。

	1．策略性匿名。有些人能在陌生人群中获得私密感：很多时候，我们去咖啡馆工作是为避开在办公室和同事的社交互动。拉维·梅塔（Ravi 
	Mehta）、朱睿和阿玛尔·奇玛（Amar Cheema）在《消费者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表明，适度背景噪音能提升创造性工作的效率。很多人喜欢咖啡馆或机场的环境，适度的嘈杂能让他们不受干扰地工作、阅读或放松。关键在于，这是一种策略性行为：个体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匿名隐入人群。

	2．选择性曝光。如今，个人信息分享和传播方式花样翻新，公共和私人的界限一再变动。人们会与不同对象分享不同个人信息：例如，在物理意义上，这可能意味我们要考虑是否允许同事查看某个文件，或决定在工位上摆放什么个人物品；在虚拟意义上，我们可能因不想被对方看到而选择打电话而非视频。

	3．保密和互信。保持私密并不等于与他人隔绝。很多情况下，员工之间需要私密沟通。绩效评估等需要保密的事宜可以提前正式安排；更多时候，员工之间会自发进行私密交流，如讨论公司中出现的敏感问题等，但可能无法找到合适的场所。如果工作空间布局非常开放，就更需要设置专门房间，方便相互信任的员工进行私密谈话。

	4．有意屏蔽。觉察到被窥视或偷听时，我们会感到“受到侵犯”，并用一系列屏蔽策略来保护自己：在封闭的房间打电话；为防止偷听而在公共场所谈话；在能提前看到别人走过来的地方工作。为免受“群体思维”或同侪压力影响，有些人从不轻易说出内心想法。

	5．主动性孤独。孤独既与物理环境有关，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个体的空间位置、习惯和态度都可能制造孤立的感觉。但我们有时也主动寻求孤独：有意与周围人拉开距离，独自专注思考、调整放松、发泄情感，或做点自己的事。需要集中精力工作或换换脑子时，有些人选择待在视觉和听觉上都不受打扰的封闭空间，有些人则在食堂的僻静角落吃午饭，还有人会出去到院子里安静地坐坐或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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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办公室福利状况研究，Steelcase和益普索，2014年

	

	营造私密空间：4种组织策略

	员工可以用一系列道具或设备建立和同事间的界线，维护个人私密性。但如果组织文化不够尊重个人私密空间，再强大的工具也难以发挥作用。

	组织不仅要考虑员工对私密空间的需求，更要理解，私密性并不妨碍协作。为员工营造更多私密空间，反而会优化和加强团队协作。

	组织可使用一系列策略来为员工提供必需的私密感；但若想取得成功，企业须首先改善组织文化，使员工能够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并能掌控个人隐私。特定行为反复发生，并在组织上下被规章化、接纳和采用，这即是组织文化建立和巩固的过程。领导者应以身作则，暗示员工效仿，传达出“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信息。

	为维护员工的私密感，企业可能需要新增不同类型的工作空间；但有时仅需适当调整空间布局，辅以组织行为和文化调整，就可达到目标。以下4种策略供企业参考。

	1．明确规则。组织可以制定规则，对影响员工私密感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这些规定既可针对整个公司，也可针对特定部门、时段和地点。例如，组织可在某些地点设置安静工作时段，或规定听音乐、看视频必须使用耳机。领导者应清晰地说明这些规则，并解释设置规则的理由。由于员工不够理解或健忘，很多组织都没能将规则推行到底。为使员工长期遵守规则，如出现违反规则的情形，领导者必须与员工坦诚沟通，并明确告知反复违规的后果。

	2．发出信号。信号的作用与规则相似，但并非自上而下的规定，而是由员工主动向他人发出，传达对私密性的要求。在很多地方，戴耳机表示“请勿打扰”，戴隔音耳机意图就更明显。人们有时也通过调整自己在办公室中的空间位置来表达对私密性的需求：身体面向同事表示主动寻求交流，躲在隔板或植物后面则表示“我需要安静”。

	员工可以用一系列道具或设备建立和同事间的界线，维护个人私密性。但如果组织文化不够尊重个人的私密空间，再强大的工具也难以发挥作用。领导者应明确，员工必须在公共空间中尊重他人发出的私密性信号，配合同事控制信息和干扰。

	3．空间规划。为提升员工私密体验，组织可采取两种模式设计工作空间：分布式模式和分区模式。按照分布式模式，个人和团队工作区域中都应设有安静工作空间，使员工能在不同工作状态间快速切换。例如，员工可能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来做会议准备，之后到会议室和同事讨论，然后要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完成任务。每种工作模式都应有配套的工作空间，且这些空间应相距较近，方便员工切换工作模式。

	按照分区模式，工作空间中有一片特定区域被划为私密、安静空间。组织可将某片区域、某层楼或整栋建筑规定为类似图书馆的安静区域。在分区模式中，私密区域在空间上与开放式区域隔开。这种模式对管理噪音干扰尤其有效。

	4．打造空间生态系统。我们的研究显示，最优质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包含多种类型空间的生态系统，让员工可以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方式。

	有些员工需要长期使用封闭工作空间，但固定办公室的设计和分配不应依据等级，而应主要考虑需求。例如，很多高管拥有宽敞的办公室，但因为出差和开会经常不用。这些空间可以重新设计，主人不在时让有需要的人使用。和普通员工一样，很多领导者只是处理特定工作时才需要封闭空间。

	无论是专属还是共享，只有让使用者能控制干扰，封闭工作空间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声音像水一样无孔不入，能从墙壁和天花板的缝隙散逸，封闭空间应能保证私密谈话不被外人听到。封闭空间的设计还应考虑视觉干扰：在追逐透明度的时尚风气中，很多办公室都使用玻璃墙，靠窗的房间尤其如此，这可能让人有“在鱼缸中工作”的不适感。改用不透明玻璃可以有效改善这类工作空间的私密体验。

	“掩蔽空间”还可为多种工作提供必要的私密感。这类空间一般为半封闭，配有半高墙壁或可移动挡板。组织可以明确规定这类空间为“勿扰区域”。安静区域中的掩蔽空间尤其有效。此类空间的建造成本也很低：在我们设计的一处工作空间中，设计师只用了书本、植物等日常物品，再调整家具位置，就搭建出一片安静区。不用特意说明，这类空间本身就表明，此处专门用于独自安静工作。

	开放式工作空间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打造高质量工作空间，关键在于帮助员工提升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如果能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员工将更易从团队中汲取能量和创意，也能通过暂时独处恢复身心活力。当代企业需要创造良好的工作节奏，让员工在公共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轻松切换，为集体议事和孤独沉思分别留出充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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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汀·康登是Steelcase美国地区公共关系和调研传播总监。多娜·弗林是该公司WorkSpace 
	Futures研究团队负责人。梅兰妮·雷德曼是该公司WorkSpace Futures团队高级设计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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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陷阱

	The Transparency Trap

	伊森·伯恩斯坦（Ethan Bernstein）| 文

	熊静如 | 译　王晨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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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Michael Wolf

	艺术作品：《透明之城》75　年代：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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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环境越透明越能提升公司业绩？答案是否定的。本文研究显示，更透明的环境并不总能提升业绩，私密性同样不可或缺。企业可以利用四种界线来划定秘密区域（注意力区域、判断区域、缓冲区域和时间区域），从而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提升公司业绩。

	

	

	
		核心观点

		问题　为了让人们更具创造性和生产力，管理者用开放的工作空间和实时数据来提升透明度。但太过透明会让员工感到被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转而将自己做的事情秘而不宣，连改善工作也要保密。这不仅降低了生产力，还带来矛盾的结果：透明度也降低了。

		

		


		解决方案　员工在私密区域内尝试新创意新方法时，表现往往会更好。组织用四种界线来划定私密区域：按团队成员划分界线（注意力区域）；反馈和评估界线（判断区域）；决策权和改善权界线（缓冲区域）；划定实验期限（时间区域）。

		

		


		益处　不太透明的工作环境可以带来更加透明的员工。通过平衡透明度与私密性，组织可以鼓励一定量的“越轨行为”来激发创新、提升生产力。

	

	

	如今，“透明”已成为管理中的一条口号。原因不难理解，毕竟如果人们在一览无余的环境中工作，不是会更加开放、可靠吗？不是更容易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更自由地分享信息和好创意吗？

	几年前，我曾希望验证这些益处。我试图寻找实验证据证明：透明可以提升公司业绩。可是通过严谨的实地研究、实验、以及深入企业内部的研究者观察，我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的研究显示，更透明的环境并不总能提升业绩，私密性同样不可或缺。这一发现是对开放工作空间研究的补充（详见本期《“我们”还是“我”？》一文）。

	透明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透明有助于减少无用功、促进合作、分享学识，但过多的透明却可能导致事实扭曲、抑制生产力，令即兴的试验行为不复存在。开放的工作空间、记录员工如何花费时间的丰富实时数据，可能会让员工感到自己被置于聚光灯下，没有安全感。此外，数据监测会导致行为改变，让他们变得即使没做坏事，也要不遗余力地保密。如果高管发现秘密行动的蛛丝马迹，出于本能，他们会变本加厉地监控员工行为。而这会令情况雪上加霜。

	这情形听上去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扭曲社会。很多领先企业里面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些企业中，高度透明和密集追踪没有带来改善，而是每况愈下。比如，某家全球承包制造商下面的一家手机生产厂（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之一），在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对管理者、其他流水线上的同事都隐瞒了他们做出的流程改进。原因何在？正如一位资深工人所言：“现在先瞒着，随后再拿出来讨论是最高效的办法。这样所有人都开心：管理者看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我们完成生产目标。”

	上述事件并非个例。我在研究中发现，个人和群组通常会花费大量资源和精力用于保密一项有益的活动，因为觉得老板、同事和其他人看到之后可能无法“恰当地理解”他们。即便所有人都怀有善意，众目睽睽下的压力不会改进他们的工作，只会打乱他们在做的事。

	然而，有些组织已经在私密性和透明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争取到双方的益处。他们使用四种界线，在透明环境中建立特定私密区域。分别是：围绕独立团队的界线，划定“注意力区域”，避免把每一个动作都暴露在群体监视之下；反馈与评估之间的界线，划出“判断区域”，避免办公室政治，不让人们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管理形象上；决策权与改善权界线，建立起“缓冲区域”，避免可利用的资源流失；精心设定的实验时间界线，划出“时间区域”，避免太频繁和太不频繁的干预。几项涉及不同行业、文化，不同工作类型的研究显示，划出上述界线的企业能从员工那获得最多的创新、产量，以及深谋远虑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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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团队的界线

	社交媒体平台、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透明工具越来越先进，我们的“被曝光”感越来越强。因此，秉承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人际交往的论点：人们花更多时间表演，试图控制别人的印象，避免尴尬，在工作中更是如此。我们按照受众需求订制服务，做他们期待的事情。

	以上文提到的手机工厂为例。该厂有1.4万名工人。我开始研究这家工厂工作环境的时侯，它看起来就是典型的透明环境：每一层约有足球场大，没有墙，也没有隔断；容纳多达2000名员工轮班工作。

	我安排了5位生于中国的哈佛本科生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工作。工人完全把他们当做同事。我很快发现，尽管处于开放环境中，生产团队对观察者还是隐瞒了很多。比如，标准操作规程要求先把条码贴到手机上再扫描，为了加快组装速度，工人们一次扫描多个条形码录入系统，而不是逐一扫描。停工时间里团队成员会交叉完成不同的任务，外部看起来像是在闹着玩，其实这种“玩”可以让他们在某个操作员落后的时候彼此帮助。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一种他们理性计算过后采用的能提高生产效率、又不想多费唇舌解释的生产方式。

	然而，这样的小伎俩是有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因违反操作规程造成残次品的风险上升、缺乏知识分享。为了检验一些基本的干预手段是否能解决问题，我设置了几个实地试验。该厂一层有32条生产线，制造相似的移动数据卡。我随机挑选了4条生产线来做实验，其他28条留作“对照组”。

	由于实验组生产线与对照组紧邻，技术人员在生产线之间挂起了隔帘。刚挂起帘子，一位参与实验的学生就听到工人说“他们给整条生产线拉上帘子该多好，我们就可以完全隔开了。这样的话我们干活会更高效。”我很好奇这话会不会成真，于是要求技术人员用医院床帘一样的大帘子把每条实验组生产线都完全隔开。5个月后，我大吃一惊：挂了帘子的生产线产量比其他的高10%到15%。即便我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比如霍桑效应（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别人观察的个人具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倾向——译者注），也是如此。

	帘子把员工和外界观察隔离开，有助于内部的问题解决、开展实验和保持专注。同时，帘子内部的工作变得更加透明。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帘子内的生产线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次品率依然保持在很低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帘子内的人关系越来越密切，让员工愿意作为一个群体，向外部分享他们的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企业内部的人们希望团队里完全透明，但不一定要对团队外透明。团队界线可以在完全透明的环境中建立特定的、富有成效的不透明。维尔夫软件（Valve 
	Software）就是一家极度透明的企业。我曾与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布莱德雷·斯塔茨（Bradley 
	Staats）一起研究过这家企业。这家顶尖游戏开发商允许它的400多名员工把时间100%花在他们认为对客户有价值的项目上。员工合作开发新产品或研究新特性时，会创建名为“密谋小组”的团队，把各自带轮的办公桌推到一起。办公室布局不断流动，有些人每星期都把桌子多次在不同的“密谋小组”间挪来挪去，维尔夫甚至还有内部应用来追踪桌子的地点。

	维尔夫的密谋小组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空间，用位置上的距离来维护隐私。虽然内部高度透明，但因为工作空间相互隔开，加上维尔夫不喜欢管理监控（没有人担负监控密谋小组、传递信息的职责），密谋小组在全公司范围内却没那么透明。私密性令他们得以更自由地研究创意。

	某个员工建立“密谋小组”、开始研究维尔夫如何进入硬件领域时，初始团队非常小。如果这个小团体试图立即争取整个软件工程师团队的支持，那么这个硬件想法可能就会胎死腹中。即使在维尔夫，你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说服那么多人支持新生事物。不过，争取少数几个人与你一起实验并建立雏形的方式是可行的。渐渐地，硬件小团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源加入，形成规模和发展趋势。为了招募更多人加入，早期的成员最终必须告诉别人他们在做什么，也就是必须提升小团队对外的透明度，但他们可以在准备妥当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来逐步透明。

	选择性屏蔽

	中国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挂起帘子，生产效率也随之提升。挂起帘子的生产线比其他生产线产量高出10%－15%。帘子里面的透明度、实验数量以及同事情谊都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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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尔夫给员工提供了创新的、富有成效的工作环境吗？它的成功印证了这一点。在其18年的历史中，有相当多顶尖的电脑游戏出自维尔夫。公司创始人表示，维尔夫每年的销售增长超过50%，员工人均贡献收入高于苹果或微软。它的游戏平台消耗的带宽，比大多数国家都多。借助密谋小组，维尔夫公司在这个以创新、快速建模和发布新品能力为生命的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维尔夫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的成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他企业也在利用团队界线的隐私促进创新和生产力。比如，谷歌不会追踪它的工程师把20%的用于个人感兴趣项目的时间花在哪了，但工程师在自组织团队内部能感到透明、可靠。这部分受保障的20%时间，打造出谷歌现有产品的半壁江山，包括Gmail、AdSense、Google 
	Talk、谷歌新闻、谷歌公交路线、Google Now，还有谷歌透明报告。

	团队边界对服务提供者的业绩也有巨大影响。在近期哈佛商学院研究中，梅丽莎·瓦伦汀（Melissa Valentine）和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展示了此类界线如何在医院急诊部门改善团队工作、提升效率。实验中，她们以柜台为界线，划出了流动性小型护士与医师团队，界线内的透明度和问责明晰度都有所提升。结果，急诊部门平均就诊时间缩短了40%多，而质量却没有下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其每日患者数量增加25%，为期一年的研究时间里，急诊部把量升质不减的进步一直保持下来。

	虽然观察工具（见后文《追踪每一个动作》）与合作工具已经越来越强大，个体在工作中对团队支持的依赖降低，但团队实际上在不断增多，而非逐渐消亡。纵向调查显示，现在《财富》1000强企业几乎都有正式团队架构，而这一数字在1980年还不到20%。

	虽然一系列因素引发了这股潮流，我的研究还显示，它与界线价值有关。现在工人可以用大型网络甚至人群进行合作，解决问题，但正如团队学者理查德·黑克曼（Richard 
	Hackman）所言，团队界线明确时，工作产出往往会更好。界线让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和“我们共同工作”上，让工人免受一切外部干扰，包括无意义的干涉、混乱的工作流程。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有一些外部观察者会给予帮助，但也总有一些人会破坏工作成果。无论空间上的还是心理上划出的界线，都能够限定观察人的范围。界线可以是帘子、密谋小组、柜台，即便只是名义上的团队边界，也可以缓解“被曝光感”，因为它缩小了观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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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每一个动作

		
			许多引领行业数字变革的企业，也在引领工作方式上的数字变革，让管理者可以远程观察员工工作。

		

		如今，就连知识工作也可以被数字化监控。一家位于西雅图的创业公司VoloMetrix提取并分析了企业邮件、日历、社交平台以及业务线运营数据，基于员工自己的合作和活动数据，或其下属的数据，提供“人员分析”生产力分析表。

		当然，除非雇主对被监控者说清楚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否则所有这些都会让人感受到被侵入，甚至有点吓人。企业说服消费者放弃个人信息的办法就是提供交换物。然而尽管透明的好处被说得天花乱坠，却鲜有实验证据能支撑这一点。管理者能拿出什么来换取追踪员工数据的权利呢？追踪数据能让他们工作更轻松或更有效吗？他们能由此获得赞誉而非制约吗？

		创业企业Ambition正试图让透明变得更具参与感，少一些侵入感。他们把表现数据汇报给员工，用户界面模拟足球赛的形式，让他们感觉好像在玩虚拟足球游戏。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Jawbone 
		UP、Fitbit、Nike+ FuelBand等可穿戴设备记录自己的数据，或许会让他们逐渐接受在工作场合的数字化追踪。这样一来，即使有老板看着，他们也同样能获得有益的自我认知。

		四个实例

		亚马逊仓库工人随身配备的掌上电脑可追踪、优化每个动作。

		乐购仓库工人佩戴臂带，功能同上。

		UPS运输车辆配有传感器，可记录司机的几乎每个动作。

		拉斯维加斯哈拉斯之家（Harrah's）运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记录侍者为顾客端送饮料所需时间。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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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和评估的边界

	实时数据是我们工作中的副产品，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组织合并到业绩评估中。于是，员工浪费大量宝贵精力用于印象管理。把基于数据的反馈与评估流程分割开来的工具有助于让人放松戒备，把关注点诚实地放在生产力和解决问题上，这才是企业需要的。

	不管哪种信息，只要成为正式业绩考核标准，通常都会让人感到紧张。然而，多数员工非常热衷提升自己的能力，只要看看Rypple的流行就知道了。这个社交平台能让成员在其上进行匿名反馈并收集反馈（Rypple创立3年后被Salesforce以6000万美元收购，更名为Work.com）。“你只要不断地问‘我在XX上做得如何？’”Rypple联合创始人丹尼尔·德鲍（Daniel 
	Debow）说，“就能获得纯为你提供的答案。”因为只有被评估者本人才能获取反馈，对反馈后果的担忧便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德鲍强调，反馈者给出的意见真诚、有用。因为确保私密性，他们不必担忧直率的批评会损害同事的声誉。

	能让员工从日常行为中学习、免于担忧所有小错都暴露在管理层面前的另一个办法是在“保护罩”中收集反馈。美国一家大型载重汽车运输公司在所有驾驶室挡风玻璃上安装了摄像头，让驾驶更安全、更高效。小型摄像头既可拍摄外部，也可拍摄驾驶员，收集并无线传输数据。分析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找出高风险行为，避免事故发生。绿灯告诉驾驶员一切正常，一旦出现重力事件（超速、急刹、或是突然转弯等不正常的驾驶操作会触发重力感应），指示灯就会交替闪烁红绿两种颜色；如果重力感应强烈，指示灯就会变红，摄像头开始存储触发事件前8秒、触发后4秒的连续视频。平均而言，一个车载摄像头每月存储5分钟的视频，还会记录卡车速度、位置等关键信息。

	作为监控车辆安全的一组教练，负责评估哪些事件可以避免，只有在造成损害或是有意违规的情况下，教练才会把记录视频提交给管理层。比如没有系安全带、开车时发短信等。监管者不能参与教练活动。

	最初安装车载摄像头时，驾驶员害怕“被老大哥时刻监视”。有些人一看到红灯亮就心慌意乱，反而加重了安全驾驶隐患。但现在因为司机知道管理层不会用视频来衡量或责难他们，便开始欢迎车载摄像头。一位教练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司机“把坏习惯变成好习惯”，提升驾驶安全性；另一位教练表示，教练和司机一起看录像“真的很有帮助，它转变了人们原有视角。”有时其实只是简单地意识到：“哦，原来我的车距保持得有点太近了。”

	没有担忧的反馈

	在一家运输公司，视频摄像头（而不是管理者）告诉司机该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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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权和改善权之间的界线

	管理者费尽心力把决策权划分清楚是有原因的。明确知道什么事该找什么部门的谁处理，有助于企业运行顺畅。比如，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以及决策僵局。可是，只让少数人有权限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组织内的其他人感到没有话语权，尤其当他们没有被邀请改善系统、流程、角色以及任务的时候更是如此。员工可能会把想法藏在心里或是偷偷地执行。如果组织不给没有决策权的人以改善权，那些能从别人忽视的角落里发现解决方案的人所做的创新，就会被企业以“服从性”和“一致性”之名碾碎。

	在两种权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非常关键，因为行使这两种权利的人有着不同的需求。行使决策权的人可以从透明环境中获益。如泰勒一个世纪以前所言，透明环境中“蛛丝马迹都会进入严谨、科学的调查”。虽然决策者想要可视性和透明性，但这种透明其实会阻碍员工进行改善的努力，因为它限制了改善所必需的实验。正如手机厂的例子所显示的。

	事实上，长期以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其他人面前，人们可以把熟练的重复性工作做得更好，即心理学所讲的优势反应；但在所谓“创造性思维”的学习任务上却表现更差。透明带来的可见性会带来自我意识和抑制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家当众演奏、私下练习，因为他们需要隐私空间来试错和实现进步。因此，恰当的透明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见性，都取决于活动和观察者。音乐家可能会在老师面前练习，而老师就是一位被邀请的教练，而非他们表演的观众。技术令大批听众得以近距离围观，超乎泰勒的想象。清晰的决策权能够放大这种效应。如果你站在聚光灯下，面对一位用演奏标准来衡量乐手的听众，你绝不会挑战还没练熟的技法。完全透明的环境会催生出对私密空间的渴望，你会希望门上写着“正在彩排，请勿打扰”。

	掌握上述规律的组织，会在完全透明之前给予员工缓冲期，让他们把放松的时间（富余资源）变得更具生产力而非更稀缺。我和威利·石（Willy 
	Shih）、妮娜·安格鲁（Nina Bilimoria Angelo）曾一起研究过伟创力（Flextronics）这家企业。通过建立“月光工作坊”，伟创力公司把位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工厂变成名副其实的乐高乐园，让员工在故障停机时间为生产线开发工具和装置。这一创造性活动背后深植主人翁意识（制造企业常常会用这种方式赋予员工改善权）。工作设计的装置由简单的管子、连接器和回收材料做成，花费只用了由特定供应商制造、更复杂设计的十分之一。质量可以让宜家看起来高端，但设计可以让宜家更快速、安全、高效。更重要的是，商店鼓励持续创新，把工人设想的创意快速变成现实。

	通过保障改善权让空余时间更具生产力的并不只是制造商。萨拉瓦南·科萨万（Saravanan Kesavan）、布莱德雷·斯塔茨（Bradley 
	Staats）和我发现，美国零售商贝尔克（Belk）也是如此。贝尔克为2.4万名员工和300多家百货商店升级了一个大部分为手动的人力调度系统。它本可以像大型零售商那样把所有的调度工作自动化，基于每分钟的销售数据、实时天气预测、完成特定工作所需时间以及其他数据，用复杂算法提升劳动力效率。但贝尔克想给店铺管理者和调度员一些灵活性，让他们依据员工差异和当地因素做调整。因为零售人员是消费者体验的关键驱动因素，而后者是销量的助推力。管理者选择最简单的技术形式，让当地店铺管理者和调度员可以自行判断，不用向集团申请就可以调整系统给出的调配方案。

	早期他们调整了70%以上的调度方案，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低于50%，变得更加高效、多产。与此同时，贝尔克的竞争者使用全自动调配系统，回报却不尽如人意。仅在执行可调整的调度系统后几个月之后的2013年底，贝尔克的试点商铺毛利就提升了2%。

	为了让富余资源更多产，哪些员工应该被授予改善的权利？这取决于组织机构及其领导架构。在一个精益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责任进行改善，但其他企业可能会把这视为一个机会而不是命令，可能会把改进权授予研发部门、由高级管理者构成的大腕儿团队、一线团队。组织可能会把改进工作部分外包给供应商、承包商，或是咨询顾问。无论如何，改进权的分配都反映并影响着战略，因此领导必须保护他们在内部的隐私空间里进行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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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界线

	在透明和隐私间实现精准平衡的另一种方式是在限定时间里进行实验。用这种方法，高管们在特定时间里给员工更多自由，这样人们可以在“隐私窗口期”里精心准备，释放最大价值。

	时间界线可以作为上述三种界线的补充。企业可能会设立临时团队来酝酿创意，提供一次性的个人研发反馈（比如360度评估），不会进入业绩考核，或是分配一个季度的改善权给特定的群体。一些生物技术和咨询公司从教育行业借来学术休假的概念，给员工一段时间拥有私密性和自由度的不透明缓冲期。谷歌常常会在周五使用他们“20%”的时间。

	捷安特公司CEO 罗祥安（Tony Lo）要求CFO杜绣珍（Bonnie Tu）开发一个商业模式，以更好地服务女性消费者的需求，为此给她有时限的决策权力。罗认为杜是最佳人选：她的资深、声誉，以及财务敏锐度让她能够不受传统规则的束缚；罗过去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要检查一下重要项目，现在则给她6个月时间（他认为项目所需的时间）研究并落实创意。杜和她的团队圆满完成任务，在台北建立专门针对女性的店铺，比其他任何一家捷安特店都更快盈利。一系列创新产品和服务成为全球类似店面追捧的范式。

	本着同样的精神，几家大型零售商在企业平面图中加入“柔性图表”，让商店管理者依据消费者行为，调整商品展示的地点和方式。虽然H&M等零售商已经将其作为标准方式，不过，大多数零售商还是把“柔性图表”限定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段，即本地化订制和独创性有望将销量最大化的时段。比如，店铺大多是在节假日密集的12月份施行实验。CVS把防晒霜放在轮子上，这样店铺管理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新摆放，以便从快速多变的天气和夏天核心时段的购买热潮中获益。

	曼联足球俱乐部的前管理者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Sir Alex Ferguson）被公认为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他对透明及其对业绩的影响有过一段有趣的阐述。他大量运用装有GPS感应器的运动背心，能在训练结束20分钟后分析数据。尽管如此，他却说自己“绝对不会在训练场上批评运动员，那是他们进行反常规实验的阶段，那些努力可能会对比赛有所帮助，也可能一无所获。”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越轨行为会让我们更愿意尝试其他做事方式，乐于打破范式。但是完全透明的环境会凸显风险，强调打破常规会有长期不良后果，由此导致激冷效应，让人们不敢实验。先进的感应和追踪技术让行为变得实时可见，个体、团队、监管者该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是一个管理话题，而非技术问题。带来心理安全感和信任的组织文化、平衡的权利格局，以及合作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对领导而言，用隐私区域来降低透明度也很重要，这样可以带来一定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创新和生产力。

	富有成效的怠工

	伟创力公司的“月光工作坊”鼓励工人在停工的时候用简单的管子、连接器和可循环材料搭建节省劳力的设备。工人们的发明包括：用于旋转沉重钢条的圆转盘；可保持过道畅通的伸缩椅；快速测量员工平均身高的测量仪；简单易用的滚轮存储车；用加热处理卸除“不可摘除”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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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圆转盘；右：伸缩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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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身高测量仪；中：滚轮存储车；右：加热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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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共享办公室激活创造力

	让员工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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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Michael Wolf

	艺术作品：《透明之城》93　年代：2008年

	

	本·瓦贝尔（Ben Waber） 珍妮弗·玛尼奥尔菲（Jennifer Magnolfi） 
	格列格·林赛（Greg Lindsay）| 文

	牛文静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对办公场所的关注，企业应从“每平方英尺的成本”（办公效率影响成本）转变到如何提升生产率（生产率影响绩效）上。企业可以利用全新的感应技术洞悉员工沟通的秘密，由此来设计数字化共享办公室。这种办公室通过为员工创造充分的偶遇和沟通机会，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力，最终提升公司业绩。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认为更多的开放空间会促进生产率和创造力，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点。他们还在使用每平方英尺造价作为管理工作场所的关键衡量标准。

		

		解决方案　全新的感应技术让我们能够搜集员工沟通的数据，及其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充分利用数字化工作风格来设计工作场所，同时为员工在办公场所制造偶遇机会，会带来生产率和创造力的提高。

		

		未来　为数字化工作者制造“偶遇”机会的办公环境设计将超越办公大楼，提高整个社区知识工作者的绩效。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将和城市规划结合，成为半公开－半私密的场所。

	

	

	公司内部的人际互动与个人绩效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点在硅谷已经成为信仰，体现这种信仰的新式建筑如大教堂一般拔地而起。谷歌新的办公大楼在设计上强调让员工偶遇的场地无处不在。

	Facebook即将让数千名员工在一间长达一英里的大房间中工作。雅虎曾因取消移动办公的政策而饱受骂名，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的解释是：“最好的决策和洞见都来自于走廊和咖啡间的非正式讨论。”三星最近公布了美国新总部的设计，设计理念和三星传统的注重等级观念的文化大相径庭：楼层间留有宽敞的户外空间，员工会不由自主地聚集于此，三星高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工程师和销售人员打成一片。三星半导体的副总裁斯科特·伯恩鲍姆（Scott 
	Birnbaum）表示，“最具创意的想法肯定不是在电脑前产生的”，新大楼“不仅为了促进合作，还会增加员工在思想碰撞时迸发的创新。”

	有这种信仰固然不错，但高管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类似三星这样的社交空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成为过去一长串令人失望的工作场所设计的延续：办公室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行动式办公室”（Action 
	office），之后演变为格子间，设计者随后拆除了隔板改为开放式办公，内向者为此四处寻找私密空间。其后还有四格间、酒店空间、沙发、流动办公、站立式办公桌、跑步机式办公桌和无桌办公。在此我要向马克·吐温致歉，我们根本就没有过新的办公室设计，只是在玩弄旧概念，把它们放到万花筒里进行随机组合。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这些方法是否有效呢？企业在对办公场所进行评估时使用的主要指标是“每平方英尺的成本”，空间效率成为重点。没有企业关注办公空间设计对业绩的作用，而后者才是关键。企业手中已经有答案的钥匙，只要把用于调查消费者行为习惯的感应器、活动追踪器、智能手机以及社交网络应用于企业内部，用在身处工作环境的员工身上，就能弄清楚工程师和销售人员交谈是否真的对业绩有作用。

	知识工作者之间的偶遇和互动有利于提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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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位于圣何塞地区的美国总部，设计有一个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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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和近左：楼层间的室外空间和宽敞的公共空间。

	

	

	证据浮出水面

	我们已通过一系列工具搜集到这些绩效的数据，工具包括简单网络分析法，也有可以捕捉到互动、沟通及位置信息的社交徽章。

	我们在不同企业的办公场所放置了数千枚徽章，其中包括制药公司、金融公司、软件公司及医院，最后从空间密度、员工距离以及社交本质三个方面得到了大量数据，并解开了优秀办公室设计之谜。举例来说，我们发现面对面交流是办公室最重要的互动。对此伯恩鲍姆（美国数理统计学家）在谈到让雇员“思想碰撞”时有所提及，我们的数据也佐证了这点：在组织内外的知识工作者之间制造巧遇和意外互动的机会，让大家有机会进行思想碰撞，能最终提高员工绩效。

	此外，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办公室设计带来特定改善——比如增强某些工作场所的生产率，提高另一场所的创新能力，或者在不同时间提高同一地点两方面的绩效。企业常用的绩效指标包括总销售额、新品发布数量等，我们将实验数据和这些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证明办公环境对公司的盈亏的确有作用，在此基础上改善了办公空间的设计。这将为我们未来打造办公空间的方式带来深刻改变，以下是其中三要点：

	意识到办公空间并非仅是企业需要分期偿还的资产，也是获得增长的战略工具。咨询及设计公司思略特（Strategy 
	Plus）的预测数据是，办公室在任意一天的使用率峰值为42%，按此逻辑，控制成本的最佳方式就是砍掉“浪费的”空间。但我们的数据证实，将效率放到次要位置，把增加互动视为重新设计空间的主要目的，能够提高销售额或新品发布数量。

	设计出适合21世纪数字化工作的办公场所。现在我们每天进出的办公大楼，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提供给我们工作所需工具的场所而已。将数字化沟通的模式与物理空间结合，可以增加员工互动几率，从而提高创新和生产率。

	重新打造办公室，让办公大楼、工业园区和多样化的办公空间融入整个城市规划之中。未来的办公场所，极有可能包含各种高度联网的共享式多用途空间，它们重新定义了各企业的疆界，改善了每个人的绩效。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我们需要搜集更多数据支持新设计和新管理理念，这一切也需要城市规划人员和市政府的参与。人力资源、IT以及后勤管理部门将被彻底颠覆，由支持部门变为辅助增长的部门。若企业能重新设计办公空间，让一切更符合今天的工作习惯，业绩提升指日可待。光有信仰远远不够，我们用数据证明一切。

	

	小咖啡机的大威力

	挪威电信公司Telenor的CEO乔恩·巴克萨斯（Jon Fredrik Baksaas）认为，该公司之所以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变为拥有1.5亿用户的跨国运营商，公司奥斯陆总部的办公设计功不可没。

	巴克萨斯认为该设计让沟通变得更容易，加快了决策流程，甚至创造了他所说的“进攻性思维模式”。早在2003年，公司就采取了“办公桌轮用制”（无固定工位），并可以轻松实现根据不同任务及参与团队的需要重新规划办公空间。这在当时绝对超前。

	空间设计的改变之所以奏效，根本原因是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巴克萨斯将办公室看做一种沟通工具而非不动产，因此战略、设计特性和价值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成本和效率。注册邮箱时，我们最看重在任务协同和文档传输上表现出色的供应商，同理也适用于对工作空间的投资。

	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人称桑迪）在2012年4月的HBR文章《解密梦之队》中，曾对Telenor新办公场所改善了员工沟通的情况有所解释。彭特兰利用徽章（和本·瓦贝尔公司使用的相同）追踪人们交谈时的数据，包括如何交谈，和谁交谈，大家在办公室怎么走动，去了哪儿干了什么。（员工自愿佩戴该设备，数据完全匿名，员工接触不到数据）。

	最后，彭特兰发现了成功沟通的三个关键要素：跨组走动（和其他团队互动），组内交流（和本组同事友好往来），社交活力（将互动圈子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中）。

	通过空间设计增加员工碰撞的几率，便能提高上述活动发生的可能性。数据反复证明，更多碰撞会带来积极结果。我们并未搜集互动内容的数据，但内容并不重要。无论聊了什么内容，碰撞总能带来积极改变。

	Telenor的CEO将其总部大楼视为沟通工具而非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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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场所可以成为半公开的会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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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孤岛格局，需要让人们走出办公室的空间设计。

	

	

	如前文所述，企业可根据需要，将办公室设计成方便员工跨组走动或同组交流的地方，也可以设计成让员工可以四处拓展社交圈的空间。比如，如果一个呼叫中心想提高生产率，应该把办公环境设计成让员工可以随时进行组内交流的地方。开放式社交空间往往不会促进组内交流，组内交流常会在小型团队的合作和互动中发生，他们的工位挨得很近，也没有隔板的遮挡。

	团队的茶歇场所是碰撞发生的关键区域。一个呼叫中心扩建了茶歇场所，员工不再整日守在电话边，而是和同组人互相交流，给客服代表更多时间和同事聊天，反而大大提高了员工生产率。

	但对于像Telenor这样需要不断创新和变革的公司来说，太多组内交流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样一来员工就没时间和其他组的同事及公司以外的人进行交流了，而这种交流至关重要。Telenor更重视跨组走动而非组内交流，所以办公空间设计得开放灵活——公司希望员工能在开放空间中巧遇意想不到的人，并随时找到地方进行头脑风暴。

	公司一旦找出自己需要的模式，并了解了该模式和业绩的关系，就能开始计算工作空间带来的价值而非成本了。我们曾将徽章发给一家药企的50位主管，他们承担着公司近1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想要提升业绩却不知该怎么做。有时销售额有所上升，但他们也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

	我们根据几周以来搜集的数据证明，如果销售人员和其他团队同事的互动，即跨组走动增加10%，销售额也会增长10%——完美的正相关。

	主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他们想知道该如何调整空间设计，便于让销售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员工交流？本例中答案和咖啡有关。当时该公司大约每6个人共享1台咖啡机，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在使用同样的咖啡机。销售之间互诉衷肠，营销人员彼此交谈。

	随后，公司斥资数万美元拆掉了多余的咖啡机，将其改造成体积更大的咖啡台，每台咖啡机可供120人使用，同时还打造了一个可容纳所有员工的超大咖啡厅，取代了仅供几人使用的咖啡机。在由咖啡机向咖啡厅转变的这一季度里，销售额增长了20%，也就是2亿美元，很快证明了重新设计办公场所这一投资决定的正确性。

	一些管理层可能会因此觉得，只要建造一个大型社交空间，静待奇迹发生就可以了，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必须在重新设计工作场所之前，明确自己想实现的目标（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创造力？）

	比如适用于药企的策略就完全不适用于大型家具制造商。一家大型家具制造商将其总部从经典的格子间变为开放式办公室，约60%的员工没有了固定工位。为了测试这一改变的效果，我们给在同一层的65位销售和营销人员配备了徽章，比较了改变前后的数据。

	呼叫中心的目标是让同组员工间增强沟通，以提高生产率。Telenor和医药公司则需要通过环境的改变促进员工和其他组成员的碰撞。家具制造企业需要处于两者之间的变化：让整个销售周期间的员工从整体上紧密起来，也就是多一些跨组走动，某些需要更多交流的特定团队需要更多内部沟通。

	公司以为少些办公桌，座位靠近些就能让大家关系更紧密，增强互动机会。无固定座位的确会增加不同组成员间的走动，此类互动增长了17%，但社交活力（某天某个人的偶遇数量）平均下降了14%。

	这表明这样的工作空间仅仅调整了员工位置，并没有增加员工流动。因为两人的临时工位挨得很近，营销部门的某位员工也许会碰上新同事。但他们一坐下来就没有离开过。结果，团队交流降低了45%。企业通过减少固定工位节省了在办公空间上的花费，但收益和生产率都迅速下降。

	结论是：目标不同，最具价值的互动类型也有所不同。惟一肯定的是，我们低估了互动的价值。跨组走动、同组沟通和增加员工碰撞机会有时比个人生产率或创造力更为重要。

	试想如果一位员工发现了提升绩效的方法，却没有告诉其他同事。她的业绩得到提高，但其他人毫无变化。假如她花时间和其他人交流自己的发现，她的生产率势必会受到影响，但她却提高了其他人的生产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案例中，即使个人生产率降低了5%，团队绩效也会有积极提升。

	这意味着：首先，多数员工的绩效评估是基于个体生产率，并未考虑团队整体生产率是否会通过更多互动获得增长。其次，企业为了提高个人生产率，投入无数资金改善工具，这些钱完全可以用在重新设计工作场所上，增加员工碰撞的机会，从而带来组织而非个人的成功。

	空间设计新手指南

	如果你想重新规划公司的办公空间以提高绩效，这个简单的表格可以祝你一臂之力。它使用了两个在办公空间设计中重要的因素——相对开放性和工位的灵活性来说明若要实现下面四种显著结果之一，该如何进行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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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变身办公室

	今天有一个因素让一切复杂起来：办公大楼不再是知识工作者的惟一工作场所。根据咨询公司Emergent Research的研究，现在三分之二的工作发生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最终，即使我们通过空间设计创造出理想的碰撞机会，这种设计仍然不完整，我们必须把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数字化工作和团队合作考虑在内，这是当务之急。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的工作空间通过文件共享、在线聊天、邮件及存档共享等沟通工具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拓宽了：研究表明团队之间的空间距离越远，互动和参与度越低，但线上参与度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然而，数据表明网上沟通无法取代面对面互动，后者还会促进前者（见后文《艾伦曲线仍然成立》）。我们用社交徽章做的研究表明，远距离的团队表现不如距离接近的团队。

	况且，建筑和科技的升级循环有些脱节。Telenor首屈一指的工作园区巧妙地整合了无线文档传输等数字化功能，该园区的建造时间比苹果手机问世的时间早四年，而且Wi-Fi当时并没有这样大的覆盖率。Telenor的私有无线网络当时属于新奇技术，如果晚几年，该网络的设计可能会有巨大变化（如果云储存和其他技术进步没有将其淹没的话）。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如何理解虚拟和物理空间的结合，对改善工作空间至关重要，对设计者来说也是很复杂的挑战。

	首当其冲承受挑战的就是员工自己。IT部门在过去10年里有了自己特有的工作空间，精通数字技术的员工开始要求自己的工作环境要适用于工作内容，而不是根据环境调整工作内容。这种转变在2005年最为显著，分别发生在旧金山、伦敦和柏林。技术人员、程序员和创意工作者不想在受限的办公环境中工作，却又不想因为在家办公被孤立。于是他们选择挤在一起工作，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共用工作空间。

	此类工作场所的早期发展是自发的，由使用者而非专业设计师负责建造。它们对大众开放，有时还免费。那些有意选择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和来自不同机构的人交流，并由此在物理空间再现了其网上活动常见的社区、社交互动、学习过程以及能量水平，同时还享有空间上距离接近的优势。他们逐渐设计出便于跨组走动的工作场所，提高了创造性。一切行之有效。

	在研究了全球45个共用空间后，我的同事珍妮弗·玛尼奥尔菲发现，人们选择此类办公环境是因为他们笃信在这样的环境中，比在办公大楼或家里工作更有利于业绩的提升。在2011年Deskmag的调查中，52个国家超过1500名同事支持了她的结论：

	• 75%的被调查者称在共用空间工作生产率得到提高

	• 80%称其工作网络得到拓展

	• 92%称社交圈得到拓展

	• 86%称隔绝的感觉有所缓解

	• 83%称他们相信共用空间工作的同事

	根据Emergent Research公司2013年的调研数据，美国和欧洲超过16万人正在使用数千个共用空间工作。该机构预测，5年后全球将有超过100万人在1.2万个共用空间中工作。另一项调研的结论是，进入2014年，72%的参与者预测自己的收入将有所增长。

	共用空间的增长和同事调研证明，人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他们数字化工作风格的共用工作空间，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得新知，体验不同专业特长，加速学习进程。

	共用空间的成功让一些团队从中“毕业”。尽管这一模式为独立工作者和小团队提供了他们需要的跨组走动机会，但当团队规模达到临界点（一般是10人左右），他们就需要转而提高彼此间的组内沟通，因此日常工作必须有私人办公空间和会议室。共用空间的扩张成为必然。

	一些初创企业最初因成本限制，只能在容纳几个人的狭小空间中工作，几家初创企业有时不得不共用一些私人工作场所，这种空间设计逐渐成为初创企业孵化中心。后来大型企业开始效仿，建造了许多类似的共享空间，员工可以和合伙人、研究人员以及顾客共同使用。亚马逊公司西雅图新址的二层基本上就是一个共用工作空间。

	艾斯酒店积极地将其纽约旗舰店塑造成一个开放的工作场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创造出Foundry，一个由各种研究中心组成的社区，工程师可以在其中和精心筛选出的创业公司、企业合伙人及第三方开发人员坐在一起工作，开发出可以更快投入市场的产品。连银行也不甘人后：网上银行ING 
	Direct开了7家咖啡店（现在叫做Capital One 360咖啡），一些客人会选择在这里工作，店员可以和他们进行互动。短租网站Airbnb将公司的一些会议室向大众公开，只要在旧金山，任何人都能通过Airbnb的网站免费预订。

	截至2014年，使用共用工作空间的人当中，

	72%认为自己的收入将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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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用工作空间是压抑的格子间和远程工作孤独感的应对之道。年轻的数字化工作者认为这些工作场所将提高他们的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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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曲线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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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托马斯·艾伦（Thomas J. Allen）1977年出版的创意著作《管理技术流》（“Manag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一书中，作者率先测量了物理空间和交流频率之间的负相关情况。“艾伦曲线”预计，我们和距离自己6英尺远的同事交流的频率是和距离60英尺的同事的4倍，而我们和不同办公楼或不同楼层的同事则几乎没有交流。

		但今天办公空间已经不仅限于物理场所了，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通过联网登录进一间会议室参加会议，不用彼此见面就能共同完成一个文档工作。貌似科技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也打破了艾伦曲线，交流和距离的关系已经不明显了。

		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艾伦曲线仍然成立。事实上，技术越进步，距离的接近越显得重要。由本·瓦贝尔进行的研究表明，面对面交流和数字交流都遵守艾伦曲线。在一项研究中，共用同一间办公室的工程师和异地办公的工程师相比，在虚拟世界保持联系的可能性高20%。当他们需要紧密合作时，同地员工比异地员工电邮的频率高4倍，导致项目完成速度快了32%。

		目所不及，行不同步。

		（返回阅读原文）

	

	

	拉斯维加斯的新实践

	共用空间大获成功是因为它成功地将促进跨组走动的优秀办公设计和个人及小团队的数字化工作习惯进行了整合。在一些案例中，工作环境不再限于办公大楼，而是涉及整个社区，这大大扩展了共用工作空间的好处，如高碰撞率和加速学习。

	拉斯维加斯的市中心项目（The Downtown Project）是这一概念的早期实例。网上购鞋网站Zappos的CEO谢家华（Tony Hsieh）在公司新总部（以前是市政厅）的附近区域投资了3.5亿美元。他的目标是通过自发吸引该区人才，发展当地初创企业及整个创业社区，让Zappos和该社区的雇员都从中获益。

	珍妮弗·玛尼奥尔菲参与了Zappos总部内共用空间的开发和分析工作，并牵头当地共用空间的实验，该实验开始于2012年年初，最终发展成涉及200名利益相关者的项目，其中包括Zappos员工、当地居民、初创企业、独立工作者等。整个工作空间在既有物业基础上进行了创意改造：包括一间咖啡馆、泰式餐厅的花园、旧教堂、赌场大厅及一间空置的公司公寓。

	早期结果显示，这一社区具有亲密共享型的本质，能够带来人员的流动性，创造出更多碰撞机会。跨组走动和社交活力值非常高。6个月后的数据表明，人们面对面的偶遇增加了42%，针对某些特定问题由参与者提出的动议增加了78%，增加了84%的新领导者，这些人是提出合作建议、拓展了项目范围和目标的参与者。大家发起了10项新的公民及本土社区项目，包括Sunday 
	Reset Project，该活动每月举办一次，倡导健康生活。

	Zappos和市中心计划将继续在该地的试验，并使用了新的衡量标准：“碰撞时长”，即每英亩面积上每小时可能发生的互动数量。谢家华的目标是在该社区实现每英亩10万次互动，约每年每平方英尺2.3个。

	市中心计划仍然是可控试验，并未完全体现企业和公民持续合作需要面对的复杂性，这种合作要成为一种日常活动，同时还要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此项计划也没有涉及办公室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如何整合共用空间的复杂性。（见后文《跨国公司该怎么办》）

	未来的办公场所将是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结合，员工和合伙人一起办公，工作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这项试验为这样的办公环境提出一种新模式。谢家华等人认为，按照这种模式设计的企业将会更加高效和具备创新能力。商业和社区同理，从长远看，比起那些阻止员工跨组交流，止步不前的企业，前者将会拥有战略上的优势。

	一个多世纪之前，泰勒将秒表和科学管理的概念带到了办公场所，并让人们逐渐认可效率是办公室（当时被认为是处理文字工作的车间）最重要的目标。今天，我们有了测量现代创新工场绩效的方式。初期发现已见端倪，未来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工作空间的定义：从在哪儿工作变为如何工作，然后再开始设计工作场所——实体的，虚拟的。过去的办公室是像盒子一样的格子间、办公桌、会议室及公共空间。未来的办公室，我们要跳出盒子进行创新的思考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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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该怎么办

		如果地理位置上无法接近该怎么办？假如我们的同事不仅在不同大楼，还在不同国家怎么办？

		一家消费性包装食品企业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该公司在26个国家拥有超过30万名员工，办公总面积超过2亿平方英尺。这种规模的碰撞管理要双管齐下。

		首先，效仿Telenor，企业必须将大楼看做沟通工具，用更多的开放环境和更亲密的工作空间促进互动。

		第二，必须将最优化的办公楼，通过虚拟空间联系在一起，让它们彼此之间的沟通简易高效。为此，企业需要一个“社区经理”的角色，他要管理办公场所的日常运营，并将设备管理、技术和企业沟通联系在一起。这一角色是在Yelp、Airbnb等在线社区及共用空间的实践中逐渐成型的。企业社区管理者尝试让无法面对面交流的人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互动，创造虚拟世界的碰撞。

		（返回阅读原文）

	

	Zappos使用新衡量指标“碰撞时长”

	来衡量工作场所的使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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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左下：公园混合了工作、生活和游戏空间，鼓励大家在其中获得惊喜和偶遇。右下：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计划的一部分，市中心集装箱公园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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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瓦贝尔是社交测量解决方案（Sociometric 
	Solutions）的总裁和CEO，该公司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访问科学家。珍妮弗·玛尼奥尔菲是该公司一名研发顾问，关注可编程环境，以及共用工作环境的设计效果及高技术工作环境管理的整合。格列格·林赛是《快公司》的撰稿，正在撰写一本讲述因缘际会的书，分析社交网络和物理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聚光灯 Spotlight / 作者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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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多余”

	——回访《让员工动起来》

	　　作者　本·瓦贝尔

	牛文静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如今的企业热衷于用大数据分析外部市场和客户需求，而硅谷率先将视线转向企业内部，通过传感器、数据分析等技术展开对员工的数据搜集，随着研究的深入，过去那些被认为和员工绩效无关的因素逐渐浮出水面。

	本·瓦贝尔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了“社交传感徽章”，利用传感技术搜集员工工作中的沟通数据，据此分析出员工行为和企业效益间的关系，在“硬指标”的指导下，企业的工作场所正在经历一场设计的革命。近期他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采访。

	

	HBR中文版：最初你是怎么开始研究工作环境的？为什么关于工作环境的话题变得日益重要？

	本·瓦贝尔：起初我对工作环境的研究并不感兴趣，主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测评方式提升公司效益，但随着我们在各企业部署社交徽章，搜集了大量的数据，从中惊讶发现，物理空间是迄今为止影响职场人士沟通的最大因素。

	在“公司”或“组织”的概念刚出现时，人们可以用直觉进行管理。但今天的工作内容变得异常复杂，直觉管理显然很低效。沟通是工作中最重要的活动。沟通质量对优秀的创意、确保执行力和留住最佳员工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母语各不相同，沟通成为很重要的议题。在管理沟通方面，办公场所很可能是企业最重要却一直被忽视的工具。

	这点在复杂的并购项目中尤为突出。每年全球60%的并购都会失败，损失的市场价值高达约1.3万亿美元。数十年来人们都没能在并购中吸取经验，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没有对工作环境下的员工进行过数据分析。改变始于工具，现在我们有了感应器和大数据分析，这是最有力的工具。

	

	HBR中文版：通过改变空间设计提高员工生产率和创意，前提是非正式交流比层级汇报及会议等正式交流更为重要，你的研究中也提到了这点，这是为什么?

	本·瓦贝尔：正式交流很重要，但非正式交流几乎完全被今天的管理界忽视了。调查表明，只有20%的沟通发生在正式汇报或会议中，剩下的都是非正式交流：工作技巧的交流、工作问题的解决及发掘新观点的过程。这些比其他内容更重要。

	

	HBR中文版：在交流中，面对面交流是工作环境中最重要的交流，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远程沟通的工具，比如视频会议和face-time等，这些可以替代面对面交流吗？

	本·瓦贝尔：我们从几十家机构中搜集到的大量数据表明，和数字化交流相比，面对面交流对重要指标（诸如生产率和工作满意度）的预测更准确。部分原因是，在沟通复杂想法和建立互信方面，面谈的作用不可取代。而这两方面在今天的工作中非常重要。

	Skype、电话会议、即时沟通工具等数字沟通技术并不适合即兴互动，也不利于建立互信。你不会错过远程会议，但参会者无法一起吃午饭、喝咖啡或在工作后进行私下沟通。这些活动的价值不该被低估。

	

	HBR中文版：谷歌、Facebook等公司用舒适的工作环境，例如瑜伽室、水族馆等吸引员工，提高绩效，你的解决方案和这些做法有何不同？

	本·瓦贝尔：这些科技公司，包括中国的一些企业，花重金打造了高端设施，创造出舒适而别具一格的办公环境，利用各种福利吸引员工，但初衷并不一定是为了员工间的互动。我认为如能利用这些福利，在公司内创造出某种特定的社交网络，让不同业务线或不同社交团体之间的互动最大化，它们的效果会更好。这样人们就不仅是在参与有趣的活动，而是建立某种关系，这对员工和公司都有利。

	其实谷歌有专门的人力资源分析团队，通过分析员工生产力相关的行为数据，根据公司内部合作模式和行为的自然变化，找出最有效和无效的管理方式。

	我的公司社交测量解决方案正在和设计工作场所的公司Steelcase以及Genslers合作，帮助他们用大数据来进行设计。我们不是设计师，但可以帮助企业和设计师使用数据来了解，哪种行为模式对哪类公司有效？企业该如何基于数据改进运营方式？如果在设计中融入数据分析，就不再是使用直觉和定性访谈来设计工作空间，而是通过一些硬指标来设计出让员工获得成功的工作场所。

	

	HBR中文版：你也访问过一些中国企业，中国多数工作场所还是体现效率优先，并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你对此的建议是什么？

	本·瓦贝尔：谈到等级和效率，中国企业家需要明白他们应该将那些东西最优化。办公室和办公桌不该用来体现权力，而应该展现工作内容的本质。如果高管都待在顶层办公室，不和下属坐在一起，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的生产率会非常低。优秀企业会逐渐靠奖励、头衔和其他标识来证明员工地位而非依靠工位。尽管改变过程很痛苦，但中国公司也会逐渐在这方面赶上。

	生产率比办公效率重要。办公效率大约能节省5%的人工成本，但生产率可增加大约5%的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公司需要利用数据来设计工作环境乃至企业整体的原因。不要认为空间改造是一种成本，把它看作投资。因为之前这个领域缺乏数据，所以这种投入产出很难量化，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中国企业应该关注生产率这样更高级别的概念，而非提高办公效率和节省空间。

	从做法上来说，我有几个简单的建议：

	如果你的公司很看重产品研发，那么让相关员工的座位尽量挨着，也就是让大家共用一个办公桌，或者干脆去掉办公桌，这样员工能快速顺畅地交流，也可以高效地四处走动。

	如果你的企业需要很多新产品创意，需要充分利用共用工作空间。当地星巴克的环境也非常适合员工获得创意灵感，可以把它视为外延的工作空间，这样相当于节省了办公场所的开支。

	最后，会议室是多余的，员工可以在室外或办公场所中边聊天边散步，连会议内容也一并讨论了。动一动对身体有好处，还能省去会议室的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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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文静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译。







	聚光灯 Spotlight / 中国视角

	

	




从割裂、单一到共享、多样

	中国办公场所革新

	李全伟 | 文

	

	

	

	

	
		一个共享多样的办公室，既能激发员工的创造思维、提高协作和沟通效率，又能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最终提高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自从奇虎360公司搬入新办公楼，企业沟通部的小刘就不再对开会感到头痛。从前，由于会议多，每天找会议室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另外，千篇一律的室内布局也令人心情不畅。现在，新办公楼每层都有大小不同的会议室，在七八楼合层还有造型独特的南瓜屋充当会议室。小刘感到新环境更能让人身心放松、思维活跃，工作和会议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办公场所的设计，我们没有一套系统理论，但公司希望办公室像家一样舒适。”奇虎360公司联席首席财务官徐祚立说，“员工是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不仅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还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把办公场所从成本中心向创造中心转变，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管理者没有想过。随着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办公场所的设计和布局也要实施“共享多样的办公环境策略”。

	

	传统办公场所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企业在办公室布局时，无论是总裁还是行政负责人没有太多考虑，除关心交通因素外，只是按照职务不同而有差别地安排办公室，根据部门业务和人员不同而安排办公空间，会议室也是随意分布。

	也有些企业家侧重于风水研究，认为风水环境的好坏对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有影响。在办公室布局时，处处按照风水理论来规划：用罗盘测八卦方位、定吉凶位置。企业家更会选择宽阔明亮的地方做办公室，选择背后有靠山的位置安放办公桌。

	专业研究办公场所人类行为的Steelcase对传统中国企业的办公环境，曾经做过大量调研。他们发现：固定座位为主的常驻办公区占据了绝大部分区域；以会议室为代表的合作共事区见缝插针的布局；不同等级的中层及高层管理人员有着大小不同的单独办公室；老板的办公室无疑是最大的。（见图1《典型中国办公室布局》）

	Steelcase亚太区市场传讯总监Cherry Wan说，传统办公室布局主要有三方面的局限：一是对高管人员办公环境的关注大于对基层员工的工作环境的关注，这会导致员工在归属感方面的失落。二是没有充足的合作共事区域，会降低员工之间沟通协作的积极性和效率。三是在办公文化方面，中国过去是属于典型的“专制型”，即员工只需完成各自工作，决策均有高层制定。而等级森严的办公环境，会强化这样的办公文化。

	如此办公环境，由于物理隔墙较多，空间设计体现出的等级标识明显，容易衍生本位主义，员工间易产生心灵的围墙，只关注自己负责的工作，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彼此交换工作经验，缺乏沟通、互动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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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典型中国办公室布局

	

	（返回阅读原文）

	现代办公场所释放创造性

	许多管理者认为，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可以采取物质激励，这种想法没错，但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能够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创造力和竞争力。

	Steelcase认为办公环境对员工的影响主要由五方面来实现。

	促进员工身心健康。良好的办公环境可以支持员工在生理、心理以及认知层面的健康，使得员工处于理想的工作状态，这对于工作效率至关重要。

	鼓励合作共事。沟通协作是当今工作的重要形式，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在员工之间、团队之间相互协作来完成，一个良好的支持沟通协作的环境就能提高效率。

	支持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在工作中，员工既需要独立处理各项事务，也需要与其他员工或团队展开合作共事。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通过合理规划办公空间，帮助员工实现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而不会相互干扰。

	塑造企业文化。办公环境是文化塑造的重要一环，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激发创新。Steelcase的研究表明，创新是一项实体活动，它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探索和实验。这意味着，能够在现实和虚拟环境下把人们聚集到一起，这对于创新的结果来说非常关键。而在这个过程中，办公环境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代办公环境最本质的一点：办公环境要能够支持员工完成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员工能够根据自己的工作任务选择工作的区域和方式。Steelcase将办公空间里的工作分成四种模式（见图2《互联化办公形态模型》）。

	一个互联化的办公场所为固定办公的员工安排好固定的办公区域，为移动办公的员工设置可以共享的“流动办公区域”，为个人和团队办公提供多种区域，方便大家使用。

	这种概念所形成的现代办公空间由原来割裂、封闭的状态变成共享多样的办公环境。“多样化办公环境策略”具体是大力压缩封闭的办公位，扩大多功能共享区域。合作办公不仅出现在严肃的会议中，还出现在休息区域、团队办公区域、项目会议室，通过一些轻松的非正式互动来展开。（见图3《现代办公室规划图》）

	奇虎360公司办公面积有7万多平方米，员工人数5000多。徐祚立说：“我们不想把办公场所布置成等级森严的传统形式，而是要给员工创造一个灵活有创意的环境。”奇虎360的办公场所没有分成明显的条块，尽量在里面融入方便交流的功能。公司在办公楼的7层和8层间建造了“南瓜屋”广场，在办公区中还设有滑梯、吊椅。事后证明，这个办公环境特别受到员工的欢迎，大家喜欢在这里开会和非正式沟通。（见图4《奇虎360的“南瓜屋”广场》）

	作为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奇虎360公司还根据工作特色安排办公空间。有的团队工作需要大范围大强度的沟通，公司尽量把这些团队放在开阔的地方，以便提高沟通效率。有的研发团队由于工作目标已经确定，不需要强烈的发散型思维，工作性质要求不受外界的干扰，公司会安排到相对封闭幽静的环境。对于办公桌椅的摆放，奇虎360把研发部门的一些小团队布局成一个一个岛的形状，桌椅的布局由传统的并排式变成十字交叉式。这种安排没有明显隔断，目的也是方便大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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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互联化办公形态模型

	

	（返回阅读原文）

	

	员工的创造型思维多产生于相互沟通之时，现代办公场所在设计时应注重实现这一功能。新城集团是一家商业地产企业，Steelcase在帮助他们规划总部新办公空间时，把封闭工作位的空间压缩在30%以内，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非正式会议和交流空间。这些空间大小各异，能够让员工方便地在与一个同事近距离接触的环境下自行选择交流的空间。

	这种设计使新城集团总部员工间相互交流变得普遍和频繁。据Steelcase的统计数据，员工一天中与其他同事沟通的次数由改造前的2次变成改造后的4－5次；改造后员工间的沟通效率提升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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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现代办公室规划图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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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奇虎360的“南瓜屋”广场

	

	（返回阅读原文）

	针对中国企业的建议

	对于传统的中国式办公空间，Steelcase建议中国企业把注意力从关注等级转移到工作模式上来。按照工作模式所需要的人员和设备的支持来设计办公空间，以下是具体建议。

	1．优化置业使用。根据研究，中国员工可以忍受相对密集的办公区域规划，这就为设计其他活动空间腾出了更多位置。更为先进的行政领导办公区域设置可以选择相对较小的办公室，取消传统的用于私人休息或者学习的功能，创造出一个适合个人办公的空间，同时也可以作为私人办公室来接待公司的访客。如果领导办公室很大，可以将办公室规划成几个区域：领导个人工作区、会客区、与高管成员合作共事区等，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和工作效率。

	2．强化合作共事。合作共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四面封闭的会议室和冗长的会议，越来越多的合作共事可能是随时发生、持续时间不长（15－30分钟），因此规划不同的非正式的合作共事区域对提高员工参与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在对中国办公环境的调研中，Steelcase发现，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支持“我们－占有”这种工作模式的办公空间，而这样的工作模式对于创新往往特别重要。因为在中国企业，设立专门团队从事前沿工作是非常普遍的模式。另外，自然采光对员工健康很重要，Steelcase建议提前设计通风空调等系统，将光线敞亮和通风透气好的地方留给普通员工。

	打造一个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办公空间，是一个值得企业管理者研究的新课题。今后随着技术尤其是追踪感应、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公司里最具创造型思维的人才。这些被标识出来的人可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团队成员一起提高创造力，最终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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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全伟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对话 HBR-C Dialogue

	


	[image: ]

	





	专访复星集团CEO

	梁信军：战略要顺势而为

	王丰 | 文　李武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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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3.8万元发展到2900亿元，复星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战略能力，其投资布局几乎每次踩在节奏上，而做到这点的基石则是他们多年坚持“投资为主”和“团队主义”。

	

	

	2014年5月，复星国际完成对葡萄牙保险公司Fidelidade的收购，公司总资产超过2900亿元，其新定位是成为中国版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22年前，复星国际的母公司复星集团（下称复星）创始人郭广昌和梁信军开始做市场调查业务，起始资金仅3.8万元。

	从做市场调查业务到房地产、医药领域的产业整合，从投资重化工业到做全球资产管理集团，复星的战略布局几乎每次踩在节奏上，按复星集团CEO梁信军的说法，就是要顺势而为。

	纵观复星发展史，1992年至2000年，当中国经济的成长动力是制造业和国企改革时，复星主要在房地产、医药等产业内沿着产业链、跟着市场准入的节奏进行产业整合；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重型化，消费开始崛起，复星逐步转向重化工业、零售、文化产业，集中投资了钢铁、矿业等等；2008年后，中国消费尤其是中产阶级消费进入崛起周期，复星的投资方向便指向消费升级、体验式消费、个人金融、移动互联网等。从1993年至2013年，复星投了70余个项目，年回报率超过30%。

	复星之所以每步战略比较正确，其基石就是他们多年坚持“投资为主”和“团队主义”，这两条对复星的战略形成了有效支撑。

	先看“投资”。一直以来，复星在外界看来有着两张面孔：在有的人眼中，复星是一家大PE，总部400多名员工，绝大部分是投资经理；在另一些人眼中，复星则是一家多元化实业集团，整个集团已经覆盖了金融、医药、钢铁、矿产、地产、零售、文化旅游等产业链，近两年还在移动互联网和消费升级领域进行着快速布局。复星却认为，过去22年以来，他们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成为一家立足于中国动力的全球资产管理集团。

	复星集团业务结构及组织架构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之净资产达到人民币39,628.2百万元，较2012年末增加12.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之利润为人民币5,518.9百万元，较2012年同期上升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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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对复星的这种“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解，恰恰可以看到这家民营企业的方式哲学：始终用动态的观念看待一切，环境在变化，自身实力在变，商业模式和战略也在随之而变，但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一直不变——找到成本最低的钱，从产业经营的高度进行价值投资，再通过有效管理提升企业价值。一如梁信军所说：“回看历程，我们只是在一步步做而已，我们的战略在一步步延展，我们追求的是平稳前进、水到渠成。”

	再看“团队”。复星是一家信奉团队主义的公司。包括郭广昌、梁信军在内的4位创始人在公众面前展现的更多是职业化的一面，他们极少在公众面前显现个性化的表达。郭广昌曾讲过一个故事：蚂蚁起源于恐龙时代，直到人类时代依然群族兴旺。为什么？看看蚂蚁怎么过河就知道答案了，每到过河时，成群的蚂蚁就会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一起，像球一样滚过河水，尽管这样做，最外围的蚂蚁总会被冲走一些，但整个蚂蚁群体最终实现了过河的目标。

	在复星，尽管强调个人领导力发展，但团队主义始终高于个人，这在复星“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的价值观中可以清晰地得到认知，所谓齐家，就是团队主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从头到脚的团队主义，真正支持了复星在管理上“尊重专业”的文化，从而有效实施了分权与授权，保持并激发了被投资企业的活力。

	目前，复星正在进行平台化战略转型，其目标是要成为双轮驱动的全球一流投资集团——“以保险为核心的综合金融能力”和“有产业深度的全球投资能力”。这次转型极具挑战，复星过去的战略经验和战略基石能否帮其取得成功，还需进一步观察。此次采访我们主要关心，在过去的22年中，复星为什么能够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步步正确地进行“战略延展”？复星在每个战略阶段所遇到的核心的管理挑战是什么？目前复星又如何通过推动平台战略把整个集团带入新的发展周期？2014年5月12日，复星集团上海总部，HBR中文版就此独家专访了复星集团CEO梁信军，3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梁信军思维缜密、口才极佳。

	

	创业战略就是撞墙

	沿着中国经济开放的节奏走，以前不让民营企业干的事，一让你干，你就马上干，绝对有钱赚。

	HBR中文版：你们创业时，面对的环境是怎样的？

	梁信军：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企业迎来了真正的变革时代。当时郭总（郭广昌）和我结识了上海市杨浦区的一位科室主任，他知道我们对未来充满想法，就鼓励我们说，现在机会很多，不妨试一试，1992年11月，我们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从内部小环境来看，我们可以说是“三无”：无钱、无技术、无后台，就这么下海了。

	

	HBR中文版：在这种条件下，你们确立了什么目标？

	梁信军：下海之前，我和郭总都在复旦大学团委工作，月收入200多元，当时的目标很简单，赚到100万元就退休。郭总在复旦团委的统计预测分析中心工作，我在调研部，我们就搞了市场调查业务，当时这项业务还是新生事物，全国不超过10家，当然市场也不成熟，我们有单就接，300元的业务也接过。

	

	HBR中文版：创业期你们有战略吗？

	梁信军：只要是创业，战略就是一条，撞墙。就像《连线》杂志第一任主编Kevin 
	Kelly说的，战略就是一种生存意志。你撞了很多次墙，突然发现，这个方向没有撞到墙，继续往前走，慢慢地，路就撞出来了。我们也一样，用10个月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元。“元祖食品”是我们的经典之作，当时它从台湾来大陆，怎么也打不开市场，经过1个月的市场调研，我们给了它两个结论：一，月饼普遍过甜；二，高档礼品市场有空档。元祖食品据此调整了产品结构，很快打开了市场。

	

	HBR中文版：既然第一条路就走通了，为什么不专注地做下去？

	梁信军：每个企业都有创始人哲学，郭总有一句话，当一个生意门庭若市时，也是你该考虑转型的时候了。

	随着台资企业大量进入大陆，国内的调查公司越来越多，而1992年至199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房地产热，房产销售几乎都是在工地上竖块牌子就可以做生意的“坐商”模式，于是我们留了一小部分人继续做原有业务，大部队转入房产销售业务，我们最早采用了“直邮”的主动销售模式，只用了1年，房产销售业务就给我们带来了1000万元收入。

	

	HBR中文版：后来你们只用两年就赚到1000万元，为什么还要引入其他三位创始人？

	梁信军：每到你快要完成阶段目标时，郭总就会提出另一个像大山一样的目标。1993年上半年，我们决定将“第一桶金”投入基因检测产品研发，汪总（汪群斌）和范总（范伟）都是生物医药的权威专家，次年，他们加入创始团队。至此，正式形成了复星创始团队，郭总任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汪、范分别担任医药、地产的负责人。

	

	HBR中文版：创业阶段，复星就形成了多元化的实业发展局面，这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挑战？

	梁信军：挑战很多，比如人才储备不够，执行力不够，对行业认识不够深刻，我们也因此撞到过墙。1994年保健品市场兴起，昂立推出“昂立一号”、乐百氏推出“生命核能”，史玉柱推出“脑白金”等等，我们也推出了一种不含蔗糖的糖果“咕咚糖”，市场滞销，我们又上了彩色火焰蜡烛、婴儿尿湿报警器，都没有成功。

	对此我们马上进行反思，主要有三条：一，投资项目前做好尽职调研，要始终倾听客户声音，不能迷信旧的专业化经验；二，坚持价值投资，不追短期利益；三，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决策权下放给最专业的人士。

	

	HBR中文版：渡过创业期之后，你们确立了什么目标？

	梁信军：我们确立了上市的目标，当时的民营企业基本不敢想这事，因为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确立的上市门槛很高，很难通过。1995年，我们的乙肝试剂研制成功，当年就实现了1亿元的销售，而地产业务也由单纯销售转向了地产开发，复星的生物医药和地产两大板块正式形成，我们需要对接资本市场才能实施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HBR中文版：如果说创业期的战略是撞墙，复星在1995年进入发展期之后，战略上做了怎样的调整？

	梁信军：1996年复星的利润已经1亿多元了，要真正考虑战略了。我们仔细梳理了4年来撞墙的过程，发现了一条路径：沿着中国经济开放的节奏走，以前不让民营企业干的事，一让你干，你就马上干，绝对有钱赚。

	这个战略可以具体描述为：一，政策一准入，就进入；二，做好准备，领先半步。为什么这个打法比较有效呢？在我们加入竞争之前，市场上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比较低，活得都比较滋润，我们当然可以挣大钱，这就是我们的战略逻辑。

	应用这一战略，1996年至2001年，我们以生物医药、地产两个板块为主，进行了产业链整合，踩着政策对民企解禁的鼓点，跟着开放政策走，做第一波的加入者。1996年进入中药生产，1997年、1998年进入医药终端，1998年从地产销售全面转入地产开发等等，这一战略在我们的实践中反复被强化。

	

	实业多元化背后的缜密管控

	HBR中文版：1998年复星医药在沪上市，推动复星做出了怎样的改变？

	梁信军：这直接促使复星完成了商业模式的改变，从企业经营过渡到产业经营。企业要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做企业的高度，而是要提高到做产业的高度。首先，只有从产业的高度来经营和优化企业，企业才能发展成为行业的龙头，其次，还可以在产业周期的变动中不断发现、捕捉到企业的潜在价值。

	

	HBR中文版：那时你们的对标企业是谁？

	梁信军：1998年至2007年，GE和和记黄埔都是我们的对标对象。GE要求旗下企业做到数一数二，和记黄埔的原则是做好产业搭配，我们给旗下各业务板块企业的目标是，都要做到行业前三名，复星的产业经营思维也主要坚持三点：一是培育核心企业，做到产业领先；二是围绕核心企业打造完整产业链；三是在集团内部完善产业链匹配，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企业生态系统。什么叫互补？就是两个行业，当第一个行业好的时候，第二个行业可能是坏的。反之亦然，这样，好坏可以相互抵消，使集团整体的现金流达到稳定。比如复星注重医药、零售这类弱周期行业与钢铁、矿产这类强周期行业的配比。

	

	HBR中文版：2001年，复星全面出击，表象看与当时资本市场兴盛一时的资本大鳄进行资本运作的做法很相似，背后的管理运作有什么不同？

	梁信军：我们虽然思路开阔，其实很谨慎，有时甚至保守。投资前，我们要对环境、行业、企业做持续地研究，筛选出少数超过中国GDP增长速度的行业，然后在少数行业中，持续跟踪已经成为或者有潜力成为前10强的企业。执行策略上，通常是先参股一家，学习几年，把行业摸透，包括这个行业的人才在哪儿，管理关键在哪儿，摸清楚后，在行业景气周期到来之前，大举进入。比如复星从1996年就开始投资商业，一直到2000年，投资不超过8000万元，我们花了整整4年来体会商业经营的真理是什么，然后大举进入，2000年收购豫园商城，2001年合资友谊集团，2002年合资中国医药集团，3年3大步，奠定了复星在国内商业领域的龙头地位。再比如海南铁矿，从关注到最终签署合作意向书，用了4年，持续跟踪，把握最佳时机，以较低成本投资，我们进入其他产业也一样，都是这种方法。

	

	HBR中文版：这种管理运作的关键什么？

	梁信军：关键是风险管控和专业能力。所谓风险管控，就是以守住底线为前提，然后创造空间。古罗马那些常胜角斗士，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锐利的剑，而是有足够坚硬的盾牌。复星的盾牌是以制度和文化为核心进行建构的。我们通过5条纪律来降低风险：1，设立严格的流程与苛刻的评估标准，进行规范的尽职调查；2，重视目标企业创始人与团队的管理能力；3，重视复星的产业经营能力，一旦出现投资企业管理不善的情况，可以派人接手，真接介入管理；4，完善的退出机制；5，赛马文化，通过内部不同项目的竞争，从考察到最后投资成功的比例只有1%。

	

	HBR中文版：很多民企都提倡尊重专业，但当与老板文化冲突时，往往听老板的而不是听专业的意见，复星在决策投资项目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梁信军：我们从上到下建立了尊重专业能力的文化和制度。在复星的7人董事会中，有3位专家型董事，分别负责法务、财务、人力资源。我们做项目决策要从4个角度来看：第一、这个项目有没有发展前景，有没有竞争力；第二、财务角度是否比较好；第三、从法律角度来看，有没有法律和政策风险；第四、从团队角度来看，做这个项目的团队是不是有竞争力。董事会采取一票否决制，有双重含义，就是说，根据上述4个角度评价项目，任何一个条件达不到，我们就不做；有任何一个董事不同意，我们也不做。

	

	HBR中文版：在产业经营模式下，复星设计了怎样的管控体系？

	梁信军：我们采用的是三层管控体系。包括集团层面，产业集团层面和企业层面。集团层面提供战略指导、考虑产业进退、支持企业业务开发、建设品牌、声誉、资产保值增值、人力资源、财务、法律和风险控制等各方面，产业集团层面的功能主要是投资产业链条中的核心价值环节、通过并购巩固市场领先地位并增加市场份额，企业层面主要是运营，通过系统的对标管理，以严谨的绩效考核形成成本领先及创新优势，提高行业竞争力。上述三层管控体系下，上一层对下一层的日常管控主要通过三条线进行，分别是财务、法务以及企业每年的预算和规划，其中，财务和法务是管控的核心，至于企业日常经营，集团很少直接去干预，但有一条红线，任何企业都不能因为合规性问题引发社会对整个集团评价的下降。

	

	HBR中文版：2004年，以德隆系资金链崩溃为标志，同期很多活跃于资本市场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当时复星的财务健康状况也受到质疑，这让你们意识到了什么问题？

	梁信军：记得当时郭总向通用电气CEO韦尔奇先生请教：怎么处理多元化风险的问题？韦尔奇回答：最好的答复就是拿事实说话，开放你的账簿，让他们看一下，看完以后他们就都明白了。韦尔奇实际上说出一个关键词：透明度。我们当时的资本运作平台是以各个产业板块的上市公司为平台进行运作的，集团作为整体并不透明，由此，我们决定将集团整体拿到香港上市，香港资本市场更为规范，更利于复星加强公司治理并树立阳光、透明的形象。

	

	HBR中文版：那次危机对产业经营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梁信军：2004年之后的两年，我们收缩了战线，可以说，一直到2011年之前，伴随外界对复星多元化利弊的争论，我们也一直对产业经营的商业模式进行着反思，产业经营模式永远受制于资金链，以前我们主要是债务融资，贷款成本很高，然后是股权融资，但要以股权为代价，还要受到股市周期波动的不确性影响。2010年，我们与保德信成立基金，经过这些尝试之后，2011年，我们终于决定实施商业模式再次转型，我们的新定位是投资集团。另一方面，2004年的信誉危机让我们感受到，我们需要其他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来支撑我们的价值投资，我们开始研究巴菲特，巴菲特为什么做得比别人好？两个核心，一是资金来源是保险金，是负成本；二是他强调很有纪律性的价值投资，我们决定走巴菲特模式。

	

	HBR中文版：这次转型的核心是什么？

	梁信军：核心是使保险资产成为复星的核心资产，用保险资金去投资，最符合我们进行价值投资的理念，我们需要尽快把保险板块培育起来。我们提出双轮驱动，一个轮子是以保险为核心的综合金融能力，另一个轮子是有产业深度的全球投资能力，而后者一直是复星擅长的，是我们持续积累起来的能力。2007年，复星国际在香港实现IPO，融资额高达128亿港元。当年，复星就参股永安财险，5年后的2012年复星与美国保德信合资成立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2013年，复星与国际金融公司合资成立鼎睿再保险，2014年上半年，复星以10.38亿欧元收购了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Fidelidade, 
	Multicare, Cares80%股份，双方完全合并后，保险资产所占复星总资产的比例将达到39%，这个比例已经接近了产业运营资产的占比（45%）。

	

	平台化战略转型

	最差的管理是什么？就是把分层管理变成了隔层管理，把分块管理变成了隔块管理，我们传统的科层体系很容易把组织机能带到后一种状态。

	HBR中文版：从产业经营模式过渡到投资集团模式，实现了复星从实业多元化向投资平台化的过渡，需要在战略上做出怎样的调整？

	梁信军：2012年我们正式提出了“平台战略”，根据当时的内外部环境，我们认为，平台战略是实现投资集团这一商业模式的有效路径。从外部环境看，随后到来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把本轮中国重工业景气周期拉到尾声，同时也敞开了更多的机遇窗口，包括全球化、消费升级，还包括中产阶级崛起、移动互联网、养老、环保等大趋势下的投资机遇。

	从复星内部环境来看，随着2007年以后基于上述趋势下的一系列投资，复星已经形成了大健康（包括医药、医院、养老）、大文化（包括地产、传媒、旅游）、大金融（再保险、寿险、财险、小贷和银行）、大物贸（包括商贸、物流）等四大平台架构，这个架构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按照行业、模式、区域等建立条线，到2012年，已经形成了几十个投资团队，这些团队分属于集团及各产业板块。

	

	HBR中文版：平台战略的目标是什么？

	梁信军：目标是把复星平台打造一个智慧生命体。彻底打开既有的行业平台，打通产业链，让复星大平台能够支持到每个团队作战，无论是单独作战还是协同作战。在这个智慧生命体中，每一个细胞都具有相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价值观，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员工，既有明确的分工，又可以无边界协作，生物学上有一个“全息生命体”的概念，意思是，生命体的各个部件都包含着生物体的整体信息，我们要做到人人都是全息复星人，这需要我们进行诸多机制的再造及优化，包括人才通融机制、价值分享机制、激励机制、跨界机制和淘汰机制。

	

	HBR中文版：实施平台战略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

	梁信军：是组织变革，我们需要颠覆性的管理创新。最差的管理是什么？就是把分层管理变成了隔层管理，把分块管理变成了隔块管理，而我们传统的科层体系很容易把组织机能带到后一种状态，把有机生命体肢解成一块一块，这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要通过组织变革来“拆墙”。从2007年至2012年，我们用了5年时间孵育平台战略，这期间，我们不断思考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才适合从实业多元化过渡到投资平台化。在外部世界快速、多元变化下，组织内部需要打通，不能再有部门阻隔和小圈子了。2014年，我们提出了组织变革的口号“通·融”，目标是让复星大平台上的所有要素之间都能实现融会贯通，实现众多资源之间的协同利用，实现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无缝协作。

	

	HBR中文版：复星平台化意味着要打破部门边界，切割既得利益，对于员工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变革如何开局？

	梁信军：首先要达成共识。我们提了一个基本问题：复星是一个怎样的企业？最后总结出了9个“提倡”和9个“反对”。我们提倡什么？就是真正利用复星这个发展平台，把自己的梦想和激情全部发挥出来，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共同成长。我们鼓励集团和各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助力、共同创造价值。我们反对什么？我们反对把复星“平台”变成“阳台”，在上面混混日子，得过且过，没有激情。我们反对只知追逐个人利益，反对夜郎自大、心胸狭窄，对培养“继任者”的工作排斥抵触、固步自封、不用能人、不用比自己强的人。9个“提倡”和9个“反对”指向的就是组织变革的方向。

	
	2004年至2013年复星集团总资产变化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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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复星集团

	

	

	产品思维需平台协作

	HBR中文版：达成变革共识之后，如何选择变革的抓手？

	梁信军：抓手就是产品，以前讲产品，好像是个小事儿，是产品经理管的，现在全球都处于结构变动期，一个产品可以打磨出一个新产业，可以摧生出一个新业态，而且，以产品作为变革启动点，可以更直接地发现问题。于是，我们明确了企业负责人的核心责任：一，确保战略与总部的一致性；二，产品；三，团队建设。我们要求所有管理者都要有产品思维，包括董事长，我自己以及总经理们，都要更多地考虑产品，经常要问，这个产品可以促进组织创新吗？这个产品会产生新的盈利模式吗？你作为一把手，你要介入到产品中去，让大家尝到甜头，然后交给团队去迭代。

	

	HBR中文版：你指的“产品”应该是那些能够牵引组织变革的产品？

	梁信军：对，比如蜂巢项目（全称为蜂巢城市社会），它是复星首创的通过整合全球资源，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方式参与城市核心功能建设的新型城镇化产品，用来弥补过去城市化的不足，它可以系统化地平衡解决交通、环保、就业、经济结构等城市问题，以功能为主题，可以细分为金融蜂巢、健康蜂巢、文化蜂巢、物贸蜂巢，旅游蜂巢等，比如健康蜂巢要做一个养老项目，在复星平台下如何做呢？首先是业务解禁，我们告诉医药团队和地产团队，你们都可以干起来，过段时间，地产团队干得不错，我就会让医药团队配合地产团队，这个项目就由地产团队管理。随着业务解禁不断深入，现在，后台的行政职能部门也可以去做投资，比如品牌部可以进行文化领域的投资，一旦你成功了，把现有职能部门的位置空出来，我们还可以再去找别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HBR中文版：拆墙之后，如何激励大家在平台下协作？

	梁信军：首先要建立激励体系。今天他帮你服务，你给他付费，明天你帮他服务，他给你付费，两边的激励政策要一致。其次，内部要充分了解和理解。我们有个复星学院，经常搞一些活动和课程，比如复星资源课、午餐分享会，在大家午餐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上台去讲，讲自己的能力擅长和业务积累，大家都会记住，为日后的合作增进彼此了解。其三是运营打通，资源共享。比如，复星目前拥有基础渠道数量就达到两千家，渠道终端是运营打通的基础资源之一，一般的投资基金是没有这些资源的，基于这些资源，任何被投企业都有条件基于平台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这也是平台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HBR中文版：围绕创新项目和产品，新的组织单元如何形成？

	梁信军：我们称之为“三驾马车”，就是针对一个项目，需要有三类人，一类是专业的投资经理，一类是与政府资源对接的人，一类是擅长当地化经营的人。三驾马车都得有，会产生一个“铁三角”，负责运作项目，将来项目分红，就是这三人分了，铁三角可以自发形成，也可以是我们调派，因为他们可能隶属于不同的团队，在项目运作中，成员不需要向各自所属部门汇报，但业务运作是透明的。

	

	HBR中文版：如何进行投后的风险管理？

	梁信军：我们的方法是，在冰冻一尺时就进行处置，这个方法我们称之为红黄绿灯制度。具体来说，如果你所投资项目的当期业绩低于你事先预期或集团所设定的预期的5%，亮绿灯，意味着投资风险可控，由你自己处置；如果处于5%至15%之间，就亮黄灯，这时，ED（执行董事）或MD（常务董事）就得跟进了，帮助你控制风险；而如果是15%以上，红灯就要亮了，集团的执行董事就要跟进，红黄绿灯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团队协作处理问题，既简单又有实效，有效地推动了复星管理体系的综合服务能力，开始只是在投资部门应用，从去年开始，我们把这套制度推广到了全集团。

	

	价值观的力量

	在充分授权的同时，一定要以充分约束作为保障，如果没有充分的约束，就是放养，放养一定会出乱子。如何约束？首先是价值观的约束。

	HBR中文版：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的过程中，作为CEO，最关键要把握什么？

	梁信军：在充分授权的同时，一定要以充分约束作为保障，如果没有充分的约束，就是放养，放养一定会出乱子。如何约束？首先是价值观的约束。我们特别强调价值观的统一。我们的价值观是“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修身就是学习和进化，齐家就是团队精神，立业就是培养每个人的领导力，助天下是社会责任。打个比方，大家分处于不同团队，现在有个事儿，甲求乙帮忙，乙不帮，这种事只要出现两次，乙这个人我们就肯定不能用，因为这不符合复星的团队价值观。在复星，别人找到你帮忙，你先不要问是不是会有相应的激励，先帮完再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从2014年开始，复星实业考核高层时，针对价值观的考核占到了50%的权重，价值观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才是管控制度的约束。

	

	HBR中文版：推出平台战略以来，在集团管控方面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梁信军：目前整个复星集团只有两层架构：投资决策层和企业运营层，这个架构是经过“化四为一”（集团股东会、集团董事会、集团管理层和诸产业板块管理层这四层融为统一的投资决策层）之后形成的。投资决策层直接对应企业运营层，后者由一个个项目公司组成。

	

	HBR中文版：双层结构下，基于平台战略的管控方式是怎样的？

	梁信军：我们称之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要求复星旗下不同的产业平台要打通边界，比如同样一个资金来源，要覆盖到不同平台，要能够动员平台上所有人来帮助你投资，这就要求投资决策层的视野要跨出自身条线的边界，达到复星大平台的边界，这是统一调配资源的保证。“纵向到底”，我们通过五条线保证管控职能一竿子插到底，接触到实际情况。第一条线是投资，你始终要关注企业的动态价值变化，包括同行的情况，市场的情况等等；第二条线是财务；第三条线是风控，包括产品质量、环境和反不道德交易；第四条线是人力资源，这可以使总部非常清楚被投企业的员工竞争力水平。第五条线是品牌与公共事务。对于集团品牌与公共事务部来说，要随时了解被投企业的具体需求，以便提供支持和协同。

	

	HBR中文版：未来复星会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梁信军：过去22年来，我们始终在做一件事，成为一家立足于中国动力的全球资产管理集团，目标是管理1万亿元的资产。未来，复星是一家以保险为核心的类巴菲特模式的投资集团，从中期目标来看，在上述长期定位下，我们专注的是中国成长动力。

	

	HBR中文版：复星每天都在创造变化，22年来，复星资产规模由3.8万元涨到了2900亿元，除了核心团队没有变之外，还有什么没有变？

	梁信军：价值观，前瞻能力，市场嗅觉，尊重专业，最后是注重人力资源，这些永远都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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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星集团创始人之一， CEO、

			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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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时间：1968年10月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

		简介：1991年在复旦大学取得遗传工程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次年便与郭广昌一起投身于中国刚刚涌起的市场经济浪潮。他把这个浪潮定义为中国动力，他的经营哲学是踏准节奏，顺势而为。当然，成就复星与众不同的因素还包括他们的管理口诀，梁信军将其概况为四要素：领先半步、管理创新、注重知识积累、重视人培养人。虽然在商海生涯已经历练了22年，但梁信军永远有作为老师的一面，很早，他就把帮助员工成功当作使命，他鼓励团队将管理进化到领导力，“我们需要的人，一定是有强烈意愿去做事的人，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一定要多用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培养出一批与复星一起面对未来的核心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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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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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著名的领导力专家，管理学大师沃伦·本尼斯在今年7月病逝。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有些陌生，的确他不像德鲁克和克里斯坦森那样赫赫有名。然而在管理学界，他是公认的领导力大师和先驱。与很多管理学者不同，本尼斯的很多研究和洞见都源于他的个人经历。1925年，本尼斯出生在新泽西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在1943年参军，奔赴二战战场，成为整个欧洲战区最年轻的军官，并荣获紫心勋章和铜星勋章。战后，他又担任纽约州立大学教务长和辛辛那提大学校长等职位。《福布斯》杂志称他为“所有领导力大师的院长”，可见其地位与声誉。本期杂志选载的文章成于本尼斯职业生涯后期，半自传的形式总结了他在领导力研究中的智慧和亲身经验，文风随性洒脱，颇有功成身退，随心所欲的境界。他在文章中写道：“领导者每进入一个新境界，都意味着新的危机和挑战。蜕变过程痛苦无比，如能做好准备，便可安然渡劫。”我们认为每一个领导者，无论年轻或资深，都能从这篇充满智慧的文章中获益并一瞥故去大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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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七步人生

	The Seven Ages of the Leader

	沃伦·本尼斯（Warren G. Bennis）| 文

	刘铮筝 | 译　康欣叶 | 校　安健 | 编辑

	

	

	

	

	我第一次深入接触到领导力是在二战期间。当时我只是个19岁的步兵中尉，被战火吓破了胆。我受命接管位于比利时的一个排，到达前线时已是午夜，几乎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这个排宿营在一座被炸成空壳的民宅中，他们的通信兵把我带到厨房里，给了我一条长凳让我休息。但我没睡在长凳上，而是打开睡袋和其他人一起打地铺。那一夜我根本没睡，耳畔都是隆隆炮火声。我当时就是个生瓜蛋子，对人情世故和带兵指挥皆知之甚少。当房间里其他人开始翻身醒来，我听到一个中士问旁边的人：“那人谁啊？”“我们的新排长。”他答道。中士说：“不错，这人靠得住。”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该做什么，却误打误撞走对了第一步——低调地融入集体而非招摇过市。实际上，我一直躺在地板上装睡。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我就了解到麾下士兵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或者说他们需要把我塑造成理想中的排长，他们的确做到了。在接下来的几周中，这些经历过战火的兄弟让我活了下来。他们也身体力行教会了我怎么带兵。在刚来时认可我的中士后来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点都没夸张，是他教会了我战场上的必修课，比如应如何穿越战区才能避免被炸飞。

	尽管职场上的领导者不用担心有被炸死的风险，但我在比利时的经历和职场上新领导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被空降到现成的组织，人们感情甚笃，已经彼此熟识。他们都对我有很多期待，但我对此却并不完全了解。新下属一直在观察我的言行是否合格。每名“新官”都会被怀疑和误解，同时还要照顾下属的个人需求和时间安排。如果从一开始没有谨言慎行，往往会招致祸端。“万事开头难”是每个领导职业生涯中很多必经之路中的一条，这些必经之路往往会埋伏着管理者的个人危机。商学院没有如何应对此类危机的课程。经历危机的过程十分痛苦，但也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爱读莎士比亚，每次重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莎翁在剧作《皆大欢喜》中，将人生分为七大阶段。领导者的一生也可以分为七个阶段，而且和莎翁的描述异曲同工，它们是：婴儿、学童、恋人、将军、政治家和贤者等时期。了解每一发展阶段，并考虑其中容易出现的典型问题和危机，不失为学习领导力的一种方法。

	我无从建议如何回避这些危机，因为很多危机根本无法避免。而且回避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应对每一阶段的挑战，才能做好准备进入下一阶段。了解即将来临的挑战，至少可以帮助领导安然度过危机。如果运气好，他们会在历练中幸存，变得更强大、更自信。首先来看第一阶段的新手领导，即莎翁笔下“在保姆怀里啼哭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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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嗷待哺的婴儿

	未来领导者的标准之一，就是具有识别、追随和赢得导师的能力。好导师能够改变人的一生。

	对刚成为领导者的年轻男女而言，面前的世界一片神秘，甚至令人恐惧。虽然不至于退缩哭泣，但很多新任领导都希望公司中能有个类似“保姆”的角色，帮他们排忧解难，减少过渡期的阵痛。比较幸运的高管会得到“导师（mentor）”的帮助。“导师”这一概念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门特（Mentor）。当俄底修斯准备出征时，女神雅典娜创造了门特，帮助这位英雄照料爱子忒勒玛科斯。门特兼有男女两性特征，暗示着领导力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比师徒更深厚的关系。但现实中没有女神，导师也不会主动现身。尽管很多人认为，导师会寻找年轻有为之辈，鼓舞和支持他们；但事实则恰恰相反。最好的导师一定要自己找。未来领导者的标准之一，就是具有识别、追随和赢得导师的能力。好导师能够改变人的一生。

	当罗伯特·托马斯和我合著《极客与怪杰》（Geeks and Geezers）一书时，采访了两代领导人。我们采访到了一位杰出的年轻企业家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 
	Klein）。他从事房地产和互联网产业，从4、5岁起便有了第一位人生导师。这段经历也被收录于罗伯特和我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领导力熔炉（Crucibles 
	of Leadership）》一文中。迈克尔的第一位导师是他的祖父，迈克斯·克莱恩（Max Klein）。迈克斯是20世纪50到60年代风靡一时的绘画游戏套装“数字填色”的发明人（该套装包括颜料、画笔和标着不同数字区域的画纸，没有绘画基础的人只要按照说明，对应数字填充不同颜色就能画出专业级作品——译者注）。这套游戏使迈克斯成为富翁，但他没有一个孩子有兴趣继承生意。当他发现孙子迈克尔的商业天赋时，迈克斯立即把握时机，循循善诱。爷孙俩经常通过电话长谈，直到迈克斯去世前的数周都是如此。可以说，爷爷的言传身教相当于让迈克尔从小就接受一流的商学院教育。迈克尔不到20岁时，就成了百万富翁。

	还没当领导者就有了导师，可能令人觉得有些奇怪，但尽早培养好习惯没什么坏处。几年前一次冠心病发作后，我在住院期间无意中担任了为期数周的人生导师。在医院里有一位特别善解人意的护士，似乎能提前知道我的所有需求。我们很投缘，经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一直能到聊到深夜。他告诉我，他家在洛杉矶中南部，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但自己依然有志于成为一名医生。他不仅对我的照料无微不至，其性格和毅力也深深打动了我。当他为就读医学院做好准备时，我竭尽全力助他成功。我帮他联系合适的管理者，写推荐信。他寻找导师的技艺不亚于任何高管猎头：选择了我作为他最初的导师之一，他的人生就此改变。我想通过此例，给“婴儿期高管”一个建议：当你接手第一份管理职位时，可能会感到势单力孤，因此征募到一支有力援军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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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面红光的学童

	初探领导力，仿佛走上一条充满艰辛的学习之旅，又像初为人父人母时的经历。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你需要为他人的幸福负责。更糟的是，你必须学会在公开场合应付一切。你的一言一行受到密切关注，除了极少数人享受这种被聚光灯包围的感觉，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紧张不安。不论你喜欢与否，作为一名新领导者，你时刻都备受瞩目。任何人都有权评论、批判和解读关于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着装、伴侣、餐桌礼仪、遣词造句、你的才智、朋友、孩子、孩子的餐桌礼仪等等。

	正如任何初次参选的总统候选人所言，最初的言行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与之类似，心理治疗中医生和病人最初交流的10分钟至关重要。据研究显示，大学生在入学迎新活动中结成的友谊最长久。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对别人做出评判的过程十分武断，往往通过一两个举动，在几秒之内就能判断出自己和另一个人合不合拍。

	同理，人们在评判领导和组织时也是如此。新领导刚上任时的言行，往往在分秒间决定了他能够赢得人心还是招来反感。而且这些言行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影响到团队表现。因此作为新任领导，在刚加入组织时保持低调总不会出错。低调行事能为你赢得足够多时间收集信息，并有利于建立人际关系；能让你慢慢融入组织文化，从新同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低调行事也能让组织成员充分展现才干：他们会觉得，你不是个独裁的领导者，给予下属充足的发挥空间。

	回首往事，我要把自己在比利时当排长时取得的小成绩，归功于在候补军官学校接受的教育，虽然那只是短短4个月填鸭式的训练。除了各种求生技能之外，教官反复强调的一点是：至少在刚带兵时，我们真正的老师是那些饱经战火洗礼的军人，也就是我们手下的士兵。任何组织中这个道理都成立。尤其在刚接手组织时，你能否成功留下来，完全取决于那些最富经验才干和最得力的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初，史蒂夫·桑普尔（Steve Sample）成为了UCLA校长，他上任时保持了完美的低调作风。桑普尔至少微服造访了该校园两次。其中一次他来学校参加足球赛，和并不清楚他身份的教职工与学生聊天。通过亲自走访，桑普尔了解到该校的真实情况，而非推举者希望他看到的学校。在上任后的前6个月中，他并未高调作出任何决定。他很清楚，如果自己和教职工及学生的关系不够融洽稳定，他所作的任何重要决定执行起来都会很困难。新校长上任后前6个月内发生的任何重大变化，无论其时间安排或内容如何，都会被自动贴上武断、专制和不公平的标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最初表现如何，你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左右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从你走进办公室那一刻起，甚至在没见到本人之前，你的准下属就对你有了成见。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你，信不信任你，他们对你的成见和你本人的真实面目无关。领导者好比镜子，能反映出其下属对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下属的需求、渴望和恐惧造就了他们的领导。在你上任之前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下属对你的看法。如果你接手的公司经历过几轮裁员或者类似危机，员工自然会认为你也是来清理门户的。为了保住工作，他们可能会公开表现出对你的谄媚或敌意。而其他人则可能将你视为救世主，让他们摆脱前任差劲领导的阴影。因此你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不要太在意新下属对你的评价和态度。而第二个挑战处理起来更棘手。你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下属对你的部分评价可能很准确，哪怕是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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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歌的恋人

	莎翁将人生的第三阶段比作“呜呜哀鸣的熔炉”，这一比喻也适用于被组织中一连串问题折磨的领导者。对沿着职场阶梯一路升上来的领导而言，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昔日平级同事变成今天下属的情况。

	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第二幕中对类似情况的描述十分精彩，讲的正是哈尔王储登基成为亨利五世后，和酒友福斯塔夫之间的关系。老骑士福斯塔夫比哈尔年长很多，是指引他的不二良师。福斯塔夫为哈尔与世隔绝的王室生活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从狭隘的王室教育之外，了解到臣民们的所感、所想和所需。但当哈尔成为国王，需要履行王室责任时，则与福斯塔夫划清了界限。尽管他曾和这位老友痛饮美酒、狂欢达旦，但却没有邀请福斯塔夫参加他的加冕仪式，而是直截了当地说：“老人家，朕不认识汝。”

	如今的领导都会和新登基的亨利五世一样心有戚戚。处理和老同事的工作关系需要十分小心。除了军队之外，大多组织都觉得自己可以称得上民主，但其实它们都很独裁。作为当代领导者，你不可能像亨利五世那样翻脸不认人，毕竟他们曾和你共进午餐、共享秘密。但毫无疑问，升职后，你在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也会随之变化。或许你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说话了；在面对你时，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尴尬甚至讨厌你。即便你只是在履行领导者应尽的职责，老同事会觉得你在仗势压人。

	我认识一位叫玛乔丽的年轻领导者，她是一家医药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最近被提拔为市场部总监。她和这一职位的另两位候选人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尽管玛乔丽比另两人年轻，而且没有他们经验丰富，但她的工作表现一直是最突出的。玛乔丽升职本在情理之中，但这一转变过程却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很多。曾经的好友对她心生妒嫉。而且有时她在高管会上听到对好友的批评，之后马上又要和这位好友共进午餐。玛乔丽怀念和好友无话不谈的时刻，也怀念他们曾给予自己的支持。现在共事的管理者们做派都比她官僚，有人甚至建议她和昔日好友划清界限，但她根本不愿这么做。她的折衷做法是，在和新同事交往之余，也留出时间和老同事叙旧。尽管兼顾两者并不容易，但玛乔丽至少走对了第一步。她和老友开诚布公，在乎他们的感受，并向老友们保证，自己看重这份友情，在未来也一样。

	尽管玛乔丽面对的转变很艰难，但至少她了解自己所在的公司和其中员工。而新加入公司的领导连该听谁的话，该信任谁都很难判断。需要关注的种种人和事往往让新领导应接不暇。通常组织中吵嚷最欢的那位最难缠，也是新领导最需要小心应对的人。50多年前，著名心理医生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就给我上了一课。当时比昂正在探索群体心理治疗这一全新领域，他告诫参与群体治疗的学生说：如果你只关注叫嚷声最大的那位患者，就会触怒群体中其他更健康的患者。他们会开始疏远你，让你无法专注与群体治疗中最重要的问题，最终研究目的也可能流产。

	知道该关注什么很重要，也很难做到。满怀改革希望的新领导往往遭遇“下马威”——原班人马会心照不宣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保持现状。新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接踵而至，如果一一回应，根本无法完成你自己的时间安排。我在辛辛那提大学任校长时，根本没有料到亟待解决的问题会如此之多，光是每天要回的电邮就达150多封。琐事积少成多，让我没有足够精力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应为大学规划出清晰蓝图，并动员其他教职工和学生将之付诸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有效执行要务的后果极具灾难性。

	无论是内部升职还是外援，所有新领导总会面临的一大共同挑战是：请组织中的某人离开岗位，说白了就是解雇某人。这是个痛苦的决定，因为解雇对所有人都是个打击，而且没有所谓的合适时机一说。你总觉得对不起将要被解雇的员工，觉得他们不是刚诞下三胞胎，就是刚下血本买了房子。没人能告诉你到底应该如何人道地开除员工，惟一能做的也就是提醒自己谨慎行事，因为和外科医生与恋人一样，正在掌控着他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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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胡子的士兵

	有的明星下属表现极其出色，风头甚至盖过了老板——这正是对领导者人格的试金石。

	时间一长，领导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适应自己的角色让领导越来越有自信心和决断力，但也可能伤及他们和下属的联系。后果可能有两种：领导忽视了他们言辞举止造成的真正影响，想当然地认为下属向他们汇报的都是实情。

	尽管领导最初的言行受到的关注最多，但下属随时都在察言观色。哪怕是一些随意的小动作，都会被下属看在眼里。越是成功的领导，越懂得谨言慎行。因为有时领导随口一说的话，都会马上被下属执行。稍有不慎，你可能会遇到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类似的情况，虽然不会有那么夸张。有一次他低声抱怨托马斯·贝克特说：“没人能宰了这个爱管闲事的教士吗？”（译者注：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是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原本跟亨利二世关系密切，在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与亨利二世反目。）他的四个贵族手下听毕，立刻出手谋杀了贝克特。同理，现在也有不少领导，还没考虑周全就脱口而出“我们应该注意一下我们的技术战略”之类的话。数月之后，一份冗长的PPT报告和高昂的咨询费用账单便摆在了他们面前。

	下属不会对领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位叫克莉丝汀的高管和她的团队工作关系融洽。她管理的部门一直井井有条。不料有一天，爱将约瑟夫出现在她办公室门口，看起来不太对头。约瑟夫告诉她，另一家公司打算挖走他，而且他想跳槽。这个消息来得太不是时候，因为克莉丝汀的团队正准备发布一款重要产品。克莉丝汀十分困惑，因为她和约瑟夫是好友，约瑟夫也从未和她抱怨过对自己职位的任何不满。如果约瑟夫告诉她想要新机会，克莉丝汀会专门为他设置一个职位。然而一切都太晚了，现实情况是，无论两人关系多么好，克莉丝汀依旧是约瑟夫的老板，而职员不会告诉老板他们对猎头说的话。因为克莉丝汀和约瑟夫共事默契，使她误以为约瑟夫对目前工作满意。

	事业稳定的领导者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就是如何培养优秀员工。有的明星下属表现极其出色，风头甚至盖过了老板——这正是对领导者人格的试金石。不少领导都会利用自己的上级地位压制竞争。最近我听说了一件类似的事。一名管理者深受其上级和同事爱戴，但当他被提拔为部门领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新下属开始抱怨他的管理方式，而且这些不满并非完全出于嫉妒。提拔他本身就有些勉强，也让他第一次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力不从心。不久后，下属们发现他开始将别人的想法据为己有，并在背后说一些员工的坏话。当下属就上述问题和他对质时，他看起来特别无辜，坚称自己根本没做那些事。可能他本人并未意识到，他在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结果就是，下属们一个接一个弃他而去。一年后已经没人愿意在他手下工作，最终他被解雇了。

	真正的领导者应具有宽广的胸襟。当然，在看到别人取得了自己难以企及的成绩时，任何人心里都难免不舒服。但真正的领导求贤若渴，不会拒绝比他们优秀的人才。原因之一就是，有才干的下属也会让他们自己获益。很多和我们同时代的优秀领导，包括曼哈顿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鲍勃·泰勒（Bob Taylor）甚至华特·迪斯尼（Walt Disney）都有足够强大的自信，敢于聘用有可能将他们取而代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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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经百战的将军

	事业巅峰期高管面临的一大挑战，不仅是允许下属说真话，而且还要能把真话听进去。莎翁的剧作《凯撒大帝》提供了一个关于失败领导者的案例。凯撒在3月15日执意要去元老院，没想到自己真会葬身于此。其实在动身前，他早就得知这是个大凶日，可能会有不测发生。因为预言家警告他：“小心3月15日”。作为信奉鬼神之说的罗马人，凯撒也能从种种凶兆中预知危险：猫头鹰在白天哀鸣；狮子跑过街头；他的爱妻卡布妮亚做了关于他的噩梦，恳求他不要出门。卡布妮亚梦见他的雕像上有100个泉眼，血流如注。对于凯撒这样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的军事天才而言，难道这一切还不能说明问题？如果这还不够明显，他的支持者，罗马教师阿特米德斯将谋反者名字记录下来，曾三次试图将警讯递到凯撒手中。在阿特米德斯最后发出警告数秒之后，谋反者布鲁塔斯和他的同伙一拥而上，杀死了凯撒。

	凯撒闭目塞听的原因不仅是傲慢，但和他一样深受其害的领导还有很多。电影大亨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F. Zanuck）就是出了名不愿听取逆耳真相的CEO之一。据说他曾经吼道：“等我说完了你再说‘是’！”，可见他压制了多少异见。更近一些的例子是《纽约时报》已被免职的执行主编霍威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雷恩斯的很多做法都堵塞了言路，其一就是偏听偏信。他的坏名声很大程度是因为严重偏向一小部分员工，明显区别对待所有其他员工。即使雷恩斯将员工区别对待有情可原，但在处理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事件上，这种两级体系极不明智，最终断送了雷恩斯的前程（译者注：《纽约时报》被迫登报承认，杰森·布莱尔剽窃和捏造新闻）。因为他和编辑部大多数人都很疏远，即使大家知道布莱尔可能会酿成大祸，也没人提醒雷恩斯。而且雷恩斯也不相信仅有几个说出真相的人。雷恩斯和他的责任主编杰拉尔德·博伊德（Gerald 
	Boyd）都十分“一言堂”。当一位颇有声望的记者大胆指出博伊德犯下的错误时，博伊德居然递给他一枚硬币，让他给《洛杉矶时报》打电话，另谋高就。结果这位记者马上离开《纽约时报》去了加州。

	雷恩斯对自己在2003年被解职感到由衷惊讶，这一幕非常像莎士比亚笔下凯撒的处境。他肯定读过2002年肯·奥莱塔（Ken Auletta）发表在《纽约客》上关于他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指出，舆论认为雷恩斯是个傲慢的人。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人，雷恩斯本应能分辨出下属是真心认同他，还是敢怒不敢言。但自高自大的他没能建立其每位领导都需要的同盟。当布莱尔在新闻报道方面的不法行为被曝光后，雷恩斯偏袒的那一小撮人根本无力保住他的饭碗。相比之下，真正的领导者不会有中东谚语中所谓“厌倦的耳朵”。他们内心足够强大，不管事实多残酷，他们都能接受。不是因为他们是圣人，而是因为只有坦然面对真相，才能成功和生存。

	我在上文提到过，新任领导在工作刚开始的数月内，应避免进行重大改革。但到了这一阶段，挑战有所不同。因为在职业生涯中又前进一步的领导者往往肩负改革使命，他们的行动会直接影响到组织未来的命运。优柔寡断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必须先摸清公司原班人马的情绪和动机，才能采取行动。

	我真希望1971年自己刚到辛辛那提大学任职时就明白这个道理。我当时的任务是把这所地方院校改造成州立大学，这个目标绝不是学校教职工或辛辛那提市民普遍能接受的。一位资深校董已经告诫我要低调做人，才能进一步了解当地保守的社区和居民，并让人们更认可我。我没有理会他的忠告，认为大力宣传这所大学，进而宣传我自己，会有助于我的事业发展。因此我接受邀请，主持一档周播电视节目。更糟的是，这档节目就叫《本尼斯！》（Bennis！）。这个惊叹号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当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能被视为傲慢外来者，却自以为救世主。但《本尼斯！》的播出确实使人们对我产生了这种看法。正像人们的最初印象往往无法磨灭，学校员工对我的最初看法使我实现改造这所大学的理想难上加难。

	由于不了解所处工作环境或没得到下属支持，领导者遭遇了失败。这样的例子在企业界不胜枚举。德克·贾格尔（Durk Jager）就是其一。他在宝洁只呆了不到一年半，批评他的人指责他对公司进行的改革太多太快。贾格尔没能使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认同他改造宝洁的远景，他的继任者雷富礼（A.G. 
	Lafley）却成功了。最初雷富礼看似放弃了贾格尔意欲进行的“大刀阔斧改革”。雷富礼虽以渐进方式改革，其本质和贾格尔的设想一样激进。雷富礼的改革也包括到公司外部寻找新创意，这与宝洁公司传统的“内部发明”哲学背道而驰。他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雷富礼说：“我不攻击别人，我避免说宝洁员工很糟糕……我保留了公司的核心文化，把人们引领到我想去的地方。我让他们一起参与到改革中，但并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改革。”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她接管惠普时至少有三重不利因素：女性、外来者、非工程师出身。反对她的人恰好是代表公司传统势力的创始人之子，沃尔特·休利特（Walter 
	Hewlett）。菲奥莉娜的聪明之处在于，始终尊重惠普的辉煌历史。即使在酝酿改革，包括同康柏公司（Compaq）合并时也是如此。在她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菲奥莉娜规划了公司的蓝图。她从“发明”一词开始说起，在肯定惠普创始者开拓精神的同时，重新诠释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车库法则”。她没有轻视来自休利特的压力，而且有计划地支持和团结董事会中其他成员。决定性时刻到来之时，董事会多数成员采取行动，将休利特逐出董事会。与康柏合并成功与否，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比昂医生一定会对菲奥莉娜的做法大加赞赏。她没有对休利特反应过激：不攻击他，也不花太多时间解决他的个人担忧。相反，她坚定不移按计划行事，并且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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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眼镜的政治家

	与莎翁笔下第六人生阶段相对应的，是领导者的权力开始式微的时期。但与莎翁描写不同，这一阶段领导并非“穿拖鞋的消瘦傻老头”，他们为了组织的利益苦心经营，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接班人。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他们见多识广、洞察力敏锐，领导生涯早期的棱角和野心也被打磨圆润。因此他们在过渡期重要岗位上还能发挥余热。

	在职业生涯晚期，能够担任类似棒球赛中的救场替补角色，同样令人兴奋。继布莱尔丑闻之后，《纽约时报》董事长亚瑟·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急需能接替雷恩斯的人。约瑟夫·莱利维德（Joseph Lelyyeld）临危受命，担任临时执行主编。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十分明智。莱利维德是德高望重的老记者，利用职场中多年积累的经验，立即平息了这场危机。而且他并不贪恋权势，功成则身退。

	再来看某一政府机构主管的例子。这位主管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目标，并且对和自己职位相关的种种政治权术感到厌倦，因此萌生去意。但当得知某驻外办公室需要临时领导时，他欣然接受外派，推迟了退休时间。他比年轻的领导更适合这一岗位。因为他不仅带去了毕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不必浪费时间勾心斗角，以图谋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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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璞归真的贤者

	如我在前文中所说，接受导师指点对年轻领导大有好处；担任导师一角也令人获益匪浅。成为导师是领导者在职业生涯晚期能享受到的最大乐趣之一，堪比含饴弄孙。也正是在这时候，他们有了培养年轻一代接班人的紧迫感。回头说说我认识的那位想当医生的青年护士。显然，这位年轻人从我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而这段忘年交也让我收获颇多。我懂得了导师的真正含义：教学相长。我也懂得了建立和巩固同导师的关系并不等于阿谀奉承，而会使双方互惠互利。这些年来，我对那位男护士的敬意与日俱增。当他几乎以班上最优异的成绩从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我亲自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

	担任导师不仅能让你自己获益，还能为你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职场经验。和我与青年护士的例子类似，上文中的企业家迈克尔也受惠于他的祖父迈克斯。作为一名极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迈克斯把自己毕生积累的智慧传给了孙子，可以想见他有多欣慰。这种互惠关系影响之深远，甚至能超越双方的亲情。导师的指点并不限于交换信息。在和野生狒狒群居生活的实验中，神经系统科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发现老狒狒和年轻狒狒会结成同盟。这是一种颇为成功的生存战略，和没有结盟的同龄雄狒狒相比，与年轻雄狒狒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年老雄狒狒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不管是狒狒还是人，建立了导师关系的个体都会交换宝贵且微妙的信息。在年长者探索多变世界、在利用自己的宝贵时间作出各种尝试时，年幼者可以从其成败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

	在撰写《极客与怪杰》一书时，我们对年长和年轻领导者进行了比较，发现领导者的核心素质就是适应能力。真正的领导者能够灵活决策并取得成功。有了适应能力，人们就可以战胜那些随年龄增长出现的挫败感，使自己不断升华。莎士比亚把人生的最后阶段称作“孩提时代的再现”。无论健康与否，对今天的老人而言，高龄既不意味着等待死亡，也不意味着被人遗忘。这是一段可以重新发现孩提时代的金色时光，每天早晨醒来，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希望和期待，急待重新探究和发现。到了这一阶段，随着岁月流逝，功名利禄会越来越不重要，人生则日趋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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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伦·本尼斯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商管理学院杰出教授。他也是哈佛商学院波士顿校区的托马斯·墨菲杰出研究学者，以及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本尼斯著有25本关于领导力和变革的书籍。







	经典重读 HB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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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沃伦·本尼斯

	茱莉亚·科比（Julia Kirby）| 文

	康欣叶 | 译　刘铮筝 | 校　安健 | 编辑

	

	


	7月31日传来一个噩耗——沃伦·本尼斯去世了。对于哈佛商业评论编辑部来说，他既是多年的好友，又是长期合作的作者。许多教育工作者及咨询顾问想必也会怀念他。

	让我们定义一下“长期”：1961年，沃伦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领导力的修正主义理论》，文章主旨即标题。我们在半个世纪后回顾这篇文章时，发现它所传达的信息显得不那么修正主义：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组织不需要金字塔尖的独裁者，而是更彰显人性，崇尚民主的领导者。沃伦更喜欢用这个短语：“从大男子主义到乐队指挥”。然而那时，巨型企业很难为此理论所动。

	沃伦提出的修正主义从另一个层面上产生了影响。在1961年之前，“领导力”并非《哈佛商业评论》中的常见话题。管理学通常与企业组织的效率以及公司运作的监管有关。尽管一些高管在激励他人以及识别未知挑战方面胜人一筹，但是在管理学领域，“领导力”还是一片空白。对于一个追求科学性的学科，领导力话题显得格格不入，仿佛一片不可触碰的禁区。

	沃伦喜欢自称“幸运儿”。在他为《哈佛商业评论》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一篇个人反思中，他甚至称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功全依靠一些“不体面”的因素：野心、不安、努力以及幸运。但是俗话说得好，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幸运。事实是，他在人们不屑一顾时抓住领导力这一话题，然后毕生潜心研究这一领域，直到它成为正统学科。沃伦通过与商业领导者持续且缜密的对话，辅以个人洞见，使领导力话题不断进化。

	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垂青领导力话题？沃伦提到过许多影响他的人。因此在沃伦二战之后来到安提阿学院追随时任院长麦克雷戈（人性假设理论的创始人）时，他非常理解领导者与其追随者的关系。此外，我们不难理解，“沃伦”这个名字同样对其一生产生影响。沃伦·加梅利尔·本尼斯于1925年出生，以当时颇受欢迎却在办公室意外死亡的总统命名，然而哈定总统留下的英名很快由于一件丑闻的公之于众而蒙受阴影。与恶名昭著的人同名，沃伦在年轻时想必就思考过是什么使一些人留下财富，一些人留下糟粕。

	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几十年里，沃伦无所畏惧地探索这一难以钻研又不容忽视的领域。他写下了《会讲故事的领导者》一文，与鲍勃·托马斯合著了《领导力的熔炉》，并写就了《领导者的七步人生》，分析塑造领导力的关键时刻。他与诺埃尔·蒂奇在《作出判断》一文中对领导智慧的能力进行了探讨，在《下一步需要：公正的文化》一文中讨论了领导者如何影响组织文化。

	或许像沃伦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有野心、不安、努力且幸运。但他同时充满个人魅力，彬彬有礼，为人慷慨且幽默感十足，甚至可以说他过分乐观。在缘起于他的回忆录《依然惊奇》的一次的采访中，沃伦说他又计划起了一本新书：我在想，虽然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我下一本书可能会以一个词为标题。我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我觉得这个词充满力量——那就是“慈悲”。我认为这个词很适合作书名，尤其是一本有关慷慨、尊重、救赎与牺牲的书。这些词听起来都有些神乎其神，但是我认为它们都是领导力的必备要素。“慈悲”最终没有机会上架，但是有幸与沃伦相识且共事的人恐怕已经领悟了书中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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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茱莉亚·科比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总监。







	
	

	特写 Feature

	

	




阻击“内贼”

	The Danger
	from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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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阿普顿（David M. Upton）

	赛迪·克里斯（Sadie Creese）| 文 

	刘铮筝| 译　熊静如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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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威胁　与内部人员有关的网络攻击危害很大，而且数量在上升。内部攻击涉及员工、供应商或其他能合法连接到公司计算机系统的人，占所有网络攻击的20%，一般电脑防卫措施对其无效。

		

		关键　要想提高对内部攻击防御能力，方法与提升质量和安全无二：网络安全，人人有责。

		

		解决方案　密切监督员工，并告知他们可能发生哪些威胁，以便他们上报可疑活动。要求供应商和分销商将风险最小化，并对其进行定期检查。领导则须与IT部门紧密合作，保证重要资产得到保护。

	

	

	我们都对2013年美国塔吉特（Target）超市遭遇网络攻击事件记忆犹新：黑客窃取了约4000万顾客的支付卡号和约7000万顾客的个人数据。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塔吉特：名誉扫地、利润大幅下滑、CEO和CIO相继离任。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尽管黑客是外贼，但他们之所以能进入这一零售连锁公司系统，是因为使用了内部人员证书：证件持有者正是塔吉特的冰箱供应商。

	网络攻击日益增多，塔吉特只是其中一例。来自外部的网络攻击已经引起了各界极大关注，比如无孔不入的知识产权黑客攻击，Stuxnet蠕虫病毒以及东欧黑客集团的恶意滋扰等。但相关企业或内部员工造成的网络攻击威胁更大，而且内鬼的危害要比外部黑客攻击严重得多，因为内鬼更容易进入系统，作案机会也大得多。他们造成的损失五花八门：操作中断、知识产权遗失、名誉受损、投资者和顾客信心下跌、以及将敏感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包括媒体。据多个机构估计，每年美国至少发生8000万起内部攻击，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很多攻击并未被报道。这些攻击每年造成的影响价值以百亿计。

	很多组织承认，它们尚未有完备的安全措施来查找或抵御内部攻击。原因之一是，这些组织仍不愿承认这一威胁规模已如此之巨。

	过去两年间，我们一直负责一个国际研究项目，其目的是大幅改善组织发现和抵御内部威胁的能力。该项目由隶属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的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CPNI）赞助，研究团队由来自牛津大学、莱斯特大学和卡迪夫大学的16名成员组成，包括计算机安全专家、商学院研究公司治理的学者、管理学教育家、信息可视化专家、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

	我们以跨学科方式研究所得的结论不同于通常的观点和做法（见后文“失效的常规做法”）。例如，很多公司目前的做法是：阻止员工使用工作电脑登陆与其工作不直接相关的网站，比如Facebook、交友网站和政治话题网站。我们则认为，公司应该给予员工网上浏览的自由，但要用常备安全软件监督他们的活动，从而得出与行为和人格有关的重要信息，便于查找隐患。我们在本文中将分享把内部攻击可能性降至最低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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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视内部攻击

	内部威胁来源多种多样，可能是刻意为之，也可能是无心之过，有人将所在单位的网络资源用于非法和恶意用途，也有人在无意间造成了安全隐患。他们可能是正式员工（从清洁工到高管）、合同工、或第三方数据及计算机服务供应商。斯诺登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他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一名合同工，从NSA窃取了敏感信息。通过合法登录，内部人员可以窃取、扰乱或损毁计算机系统和数据，而且不会被那些只防御外部攻击的普通安全解决方案检测出来。因为此类方案的防范重点是网络入口，而非系统内容和内部人员。

	据计算机安全龙头公司伏尔米（Vormetric）统计，54%的管理者和中型组织表示，和2011年相比，如今检测和防御内部攻击要困难得多。而且被报道的内部攻击数量，及其占全部网络攻击的百分比都在增加。根据毕马威（KPMG）一项研究统计，这一百分比从2007年的4%增加到2010年的20%。我们的研究认为，该数字还会继续提高。外部攻击也可能涉及内部人员，只不过他们有的知情，有的不知情。前文中塔吉特事件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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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的常规做法

		与应对外部威胁相比，以下常用网络安全防护措施用于内部威胁时，效果会大打折扣。


		
		登入管制

		禁止人们将公司设备用于个人事务，并不意味着能防止他们窃取信息资源。

		

		漏洞管理

		安全补丁和病毒检测程序并不能防止或检查出恶意登录，比如获得授权的员工或使用被盗证书的第三方的恶意登录。

		

		边界保护

		将重要资产至于加强防御的边界之内，也无法防御获得授权进入受保护系统的“内贼”。

		

		密码规定

		将设置复杂且经常需要变更的密码作为硬性规定，只会让人更愿意将密码记在便签上，使得密码在现实环境中反而更容易被找到。

		

		安全意识项目

		仅仅要求员工每年阅读公司的IT安全规定不能有效提高其网络安全意识，也无法防止员工采取有害行动。

		（返回阅读原文）

	


	

	内部攻击增长原因

	“进入一家不设防公司的最佳方法是：将印有公司标识的染毒U盘撒在停车场附近。”

	这类日益增长的风险可归因于IT领域中迅速变化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看上去没什么特别。造成组织内部网络风险的原因大都司空见惯、熟视无睹。

	IT业规模增大、复杂程度提高。你知道哪些人在管理你的云服务器吗？你和谁共享服务器？服务器安全吗？为你提供其他外包项目（呼叫中心、物流、清洁、人力资源和客户关系管理）的人是否可靠？2005年，4名纽约花旗银行客户被位于印度浦那的呼叫中心诈取了近35万美元。罪犯就是承担花旗银行外包工作的软件和服务公司员工，他们收集了客户的个人数据、用户个人密码和账户号码，从而可以实施犯罪。 
	

	目前有很多“黑网页”站点，里面有很多兜售大量敏感信息的无良掮客，从顾客密码、信用卡信息到知识产权，应有尽有。经常有内部人员愿以远低于信息资产黑市总价的价格，出卖能够获得各种信息资产的渠道，从而形成网络犯罪地下产业链。

	员工使用个人设备工作。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多的内部人员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工作，这也是风险所在。我们的团队和其他研究者都发现，工作中个人设备数量剧增，所造成的风险让公司安全部门防不胜防。根据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最近的报告，全球约有1160万台移动设备随时会遭到感染，移动恶意软件感染数量在2013年增加了20%

	不光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会出问题，即使闪存或手机存储卡这样的简单设备也不安全。“进入一家不设防公司的最佳方法是：将带有公司标志的染毒U盘撒在停车场附近。”我们团队成员之一，牛津大学网络安全中心副主任迈克尔·戈德史密斯如是说。他指的是2012年荷兰化学公司帝斯曼集团遭遇攻击事件，因为“总有员工至少会试用其中一个U盘。”

	还有几则相关新闻也被广泛报道。2013年在圣彼得堡附近参加G20峰会的代表收到了一些U盘和手机充电器，里面含有能够窃取信息的恶意软件。在2008到2010年间，通过未连接互联网U盘植入系统的Stuxnet计算机蠕虫病毒，甚至毁坏了伊朗的铀提炼设施。

	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面临风险。 

	社交媒体爆炸式增长。社交媒体使得形形色色信息从一台电脑散布到全世界，而公司往往并不知情。外部犯罪者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找到企业内部人员，利用他们获取公司资源。比如老练的骗子会设下“浪漫陷阱”，装作追求者诱使员工泄露敏感数据。事实证明，这招特别有效。此外，他人还可以利用从社交网络上获得的信息，对员工施压。比如，网络敲诈者可能会威胁内部员工：如果不提供敏感信息，就删除受害人公司电脑上的文件或在上面显示色情图片。

	

	内外缘何勾结

	不少政府和民间案例研究证明，有意参与网络攻击的内部人员的作案动机繁多，比如经济利益、报复、对认可和权力的渴望、受到敲诈勒索，对组织里他人效忠，以及政治信仰等。

	在研究中，我们获悉一起2014年的攻击，作案者是一家成长很快的小型虚拟培训公司职员，其作案动机是求爱遭拒。公司一名管理者向上级投诉了这名问题员工。作案者经常在工作时给这位管理者送花、发送不合时宜短信，还经常开车路过他家。遭到明确拒绝后，作案者损毁了公司培训视频的数据库，并破坏了获取备用文件的路径。遭公司开除后，因为知道缺乏指控犯罪的真凭实据，作案者又勒索公司几千欧元，扬言将安全漏洞公之于众，此举可能危及即将到来的IPO。和很多其他内部犯罪一样，这起代价沉重的事件并未被报道。

	内部人员和犯罪团伙及激进组织勾结也越来越常见。很多国家现已运作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CERT），抵御各式各样攻击。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2012年的报告《聚焦：恶意内部和组织犯罪活动》，该校CERT内部威胁中心分析的150个案例中，16%与组织犯罪有关。

	其中一例是：2012年俄罗斯黑客团伙窃取了南卡罗来纳州380万个未加密的银行账户，和将近400万份纳税申报单的详细资料。司法调查表明，一名银行雇员点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促成了该攻击，黑客团伙盗取了该职员的证书，登入了该州的数据服务器。

	我们团队成员，莱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莫妮卡·惠蒂（Monica Whitty）以及很多其他研究者表示，愿意协助或参与网络攻击的内部人员多少都符合“三重心理阴影”中的一种或多种，即：马基亚维利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自恋和病态人格。2013年CPNI的一项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研究发现，内部攻击者通常具有至少超过一种下列人格特征：不成熟、缺乏自尊心和道德或道德观低下、浅薄、爱妄想、冲动、缺乏良知、喜欢操纵和不稳定。

	瑞银集团（UBS）财富管理系统管理员罗杰·杜罗尼奥（Roger Duronio），被判决在2006年使用恶意“逻辑炸弹”程序，毁坏公司电脑网络。杜罗尼奥表现出多种上述人格特征。他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安全感；当收到的奖金只有3.2万美元，而不是自己原先期待的5万时，便怒火中烧。他抛售公司股票，启动恶意程序，导致瑞银美国的2000多个服务器瘫痪。其中一些服务器连续数周无法交易，给公司造成31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以及数以百万计美元未公开的突发损失。杜罗尼奥终被判处8年零1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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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真相的管理者

		我们询问了80名高管对内部网络安全威胁的了解情况，并追查对真实威胁事件的深度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概要如下：

		• 参与调查的所有国家和大多数行业（银行和能源公司除外） 管理者对内部威胁几乎一无所知。

		• 他们一般认为网络安全是他人的工作，这里的他人通常指IT部门。

		• 很少有管理者认识到观察员工反常行为的重要性，因为从中能够获得风险预警。这类行为包括浏览极端主义网站或开始在一天中的异常时间段工作。

		• 约2/3的内部或外部安全专家认为，很难说服董事会相信，忽视内部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

		• 少有IT团队获得相关指导，比如哪些信息资产最重要，何种程度风险可以接受，或防御攻击应该投入多少等。

	

	

	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内部网络安全威胁管理与质量和安全管理十分类似。这些工作曾经都由某一特定部门负责。但在如今极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组织不希望出现任何风险。因此任何规模企业的领导都应动员全体员工参与网络安全工作。以下是急需采取的五步骤：

	执行强有力内部规章。内部规章须明确规定员工必做和禁止事项，防止内部人员因大意、疏忽或错误带来风险。规章须简明易懂，不仅针对安全和技术专业人员，应该让公司全员都能看到、理解和遵守。规章须适用于组织所有层级，包括高层。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提供了很好的框架样板，以下是链接：

	
	
	www.illinois.gov/ready/SiteCollectionDocuments/ Cyber_SOSSamplePolicy.pdf

	给予员工遵守规章所必需的工具。例如，当有人试图登入含有敏感材料的分系统时，系统应具有闪烁报警信息的功能，系统应询问该人是否有权限登入，并记录跟踪那些没有权限的人员。

	违反规章应该受罚。毫无疑问，如果员工发生出售客户个人信息或有意在公司系统安插恶意软件这类严重违规，应被开除和接受法律制裁。如果是较轻违规（比如将密码告知其信任的同事，使其登入公司系统），念其初犯，可予以警告并载入员工记录。

	帮助员工了解如何安全完成每日任务。应通过宣讲会和内部交流活动等方式，加强贯彻规章制度，比如在工作场合张贴宣传海报。一些公司也用大屏幕播放视频，展示违反政策导致的网络攻击的后果，以及加强可防范攻击的安全操作等等。

	提高安全意识。公布可能出现的威胁，便于员工检测威胁以及防范任何向他们寻求帮助实施攻击的人。培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根据员工负责的不同工作，将他们可能遇到的攻击纳入培训内容。比如网络钓鱼是一种常见的非法登入手段，是指利用伪造电邮，套出员工的个人详细信息或访问代码，或诱使其点击下载恶意软件的链接（很多人不知道电邮中“发件人”地址很容易伪造）。测试可由公司内部或外部安全服务发起，来考察员工对这类攻击的防范能力。

	即便如此，面对处心积虑的外来攻击，内部人员依然很难抵御。2013年4月，一家法国跨国公司遭到颇为狡猾的攻击。一位副总裁的行政助理收到一封电邮，含有一张在云文件里分享的发票。她当时就感到可疑，觉得不能打开这个文件，但几分钟后，又接到一个自称是公司另一位副总裁打来的电话，而且听起来很可信。来电人指示她下载并处理发票，她照做了。发票实际含有远程访问木马病毒，一家位于乌克兰的犯罪集团控制了她的工作电脑，记录下她的键盘按键，最终窃取了公司的知识产权。

	正如机场候机室中无人看管的行李需要上报，反常或违禁技术和行为也应该上报。例如，将便携式硬盘带到员工经常接触网络数据和软件的办公室，以及未经授权的员工或供应商索要机密数据文件等。

	招聘时应防患于未然。最关键的是，利用专门设计的筛查程序和面试技巧，评判候选人的诚信度，例如：犯罪背景调查、查验简历中有无歪曲事实、以及直接考查求职者道德准则的面试问题。我们的团队正在设计测试，以冀帮助雇主判断候选人是否具有CPNI判定的危险人格特征。

	面试过程中还需要对网络安全意识进行评估。求职者是否知道内部威胁是什么？何时他才能告诉另一位团队成员密码？在何种情况下，他可以允许团队成员以他的权限使用他本人的电脑？如果候选人其他各方面都很过硬，可以先聘用他们，但一定要马上对其进行组织政策和实践培训。如果所聘用者的工作处于高度敏感环境，那么将其纳入麾下前一定要三思。

	采取严格转包流程。如前述塔吉特违规案例所示，公司必须保证供应商或分销商不会为自己带来风险。可采取的措施有：除非万不得已，外部IT服务提供商的人员不可另辟蹊径进入公司系统。如果供应商失败或违规的风险比公司所承担的风险小，那么供应商很有可能不履行公司提出的管控要求。寻找那些和你风险指数相近，公司文化相似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他们更愿意和你采取共同的网络安全模式。

	签合同前，应询问准供应商，了解其如何管理内部相关风险。如果你选择了它们，要定期审查，确保它们一直按规定操作。一开始就要和它们说清楚，你会进行审查，并约定他们需要参与的审查内容。公司可以要求供应商采取和自己一样的控制标准：审查员工的犯罪记录、核实求职者的雇用记录是否属实、监督公司数据和应用的访问情况。由此确认是否其中有未经授权的行为，以及防止入侵者进入存有敏感信息的场所。

	监督员工。让员工知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公司有能力监督他们在网络上的一举一动，并且也会这么做。把网络安全管理全权授予专家远远不够；公司全体员工都要形成日常防范意识，对系统内外的特殊情况都要提高警惕。这意味着要求安全团队或服务供应商设计定期风险评估测试。测试应包括威胁来源、易受影响的员工和网络，以及风险成真可能导致的后果。公司还应量化减小风险的举措，比如对警报回应的次数等等。

	路由器或防火墙通常能监督输出通路，但应确保监督功能处于激活状态。如果没有监督输出流量的设备请务必采购。还请跟踪和监督其他可疑的输出设备，比如U盘、其他各类移动存储设备和输出打印设备等。可通过抽样调查以及对进出建筑物人员的机场式搜查监督输出设备，通用电器和威普罗（Wipro）在印度班加罗尔就采取了这些措施。

	为达到有效监督，企业须勤加管理所有员工的权限，包括那些具有公司系统最高级别访问权限的人，而他们往往正是内部攻击的调查者。措施还包括：随时调整具最高权限的员工名单，继续观察留在名单上的人，证实他们确实值得信任；找到有效的内部威胁检测系统，预判出可防控的风险；收集网络犯罪历史资料，利用大数据得出线索和警示。

	恶意软件检测工具也能派上用场，内外勾结时尤其有效。如果发现了恶意软件，请判断其是否属于内部攻击。分析恶意软件的使用方法，也可以为攻击者的身份和更广范目标提供线索。

	这种级别的监督会增加所有人的工作量，但能够提高公司的防御能力并降低风险，因此值得实施。

	消除内部网络威胁最有效的策略是：不仅要使用现有防御性技术并修复这些技术中的薄弱环节，更要关组所有内部人员，确保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会给公司带来安全隐患。他们需要清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一定要提醒他们：保护组织，也正是保护自己的工作。

	

	
		你能做什么？

		以下是非技术出身领导应要求IT部门做到的最重要几点：

		• 监管所有通过互联网或便携媒体输出公司网络的流量，及时汇报任何异常情况或违规操作。

		• 随时了解网络安全战略和规章相关的最佳实践更新。

		• 一丝不苟地执行与公司业务运营要务有关的网络防御程序和协议。

		• 及时更新用户帐户，如非绝对必要，确保员工永远无法进入敏感计算机系统。

		• 经常进行威胁评估并将结果汇报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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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阿普顿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美国标准公司运营和管理教授。赛迪·克里斯是牛津大学网络安全教授及其全球网络安全能力中心主管。阿普顿和克里斯还是牛津大学公司内部威胁检测研究项目的首席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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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你要走了，道格。你可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需要外包的大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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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写 Feature

	

	




融合数字与现实

	digital-physical mashups

	达瑞尔·里格比（Darrell K. Rigb）| 文

	卫剑平　赵辉　陈曦| 译

	安健 | 校　钮键军 | 编辑

	

	

	

	

	
		对于消费者而言，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是一体的。这同样适用于你的公司。——达瑞尔·里格比

	

	

	
		核心观点

		问题　太多的企业将线上线下业务独立运营，这样的断层将会惹怒消费者。

		

		


		分析　数字颠覆者的拥趸们强调企业线下的运作是一个庞大如恐龙般的体系。但大多数企业会发现，它们需要融合线上线下的运营，以使得消费者可以在线上线下自由切换。

		

		


		解决方案　对全球行业领导者的研究总结出五项规则将会引导企业的成长。它们会帮助企业重新构造（构想）业务，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采用融合策略，最大的障碍并不是企业缺乏意愿和动力，而是他们的执行缺乏经验。

	在数字革命初期，很多企业领袖们对这场巨变视而不见，他们确信新科技的威胁不会对他们的公司产生任何影响。当这个看法被颠覆后，许多企业领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数字革命将把他们的市场地位彻底摧垮。为了生存，他们停止向现有经营模式下的业务继续投入资金，竭尽所能地“自救”，并努力建立自己独立的数字化业务。他们现有的传统业务单元很可能无法继续存活，但是新生的数字化业务有机会取代那些僵尸般的传统业务。

	以上这两种观点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前一个毋庸赘述：没有任何公司可以忽略数字技术带来的冲击。后者的失误可能不太显著，但现在已经初露端倪。有些企业从现有业务中抽出资金，将赌注押在毫无市场竞争能力的数字业务上，导致企业几十年来积累的实体价值白白流失，企业利润损失数以百万计。希尔斯控股公司（Sears 
	Holdings）就是这种错误的代表：投入大量资金于在线业务致使其专卖店的投入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了该公司在过去7年中股价跌幅达到75%。类似的例子也同样出现在许多行业之中。

	上述两类极端的错误源于企业没有真正认知客户的变化。消费者已经将数字和现实世界紧密结合，他们无法理解企业为什么反应会如此迟钝。让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述这个问题。

	去年12月，我的女儿斯黛西想为她的小女儿买《Just Dance 4》游戏作为礼物。她在游戏的零售商网站看到销售价格为29.97美元。圣诞节快到了，为了能够保证及时到货，她决定去该零售商的销售门店购买。没有想到，在门店的售价竟然为47.97美元，高出网上价格60%。她非常吃惊，不过她记得该公司有低价保证承诺，所以她向门店询问了网上价格的问题。很遗憾，收银员竟然说，这一价格保护政策仅针对竞争对手的价格，而不适用于自家的网上价格。

	“等等，”斯黛西继续问道：“我可以在网上买这个游戏，免费运到商店吗？”收银员同意，但提示她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我的女儿回答说：“现在这个游戏就在你们的货架上，为什么不能让我在线付款后直接从货架上拿呢？”当然答复是否定的：线下的门店与线上业务是独立的运营实体，这样操作会把他们各自的业务搞混。最后，斯黛西决定在这个门店的登记处，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下了订单并要求送货到门店，几天之后，她回到门店取走了这个游戏。这是多么令消费者费解和厌恶的购物体验啊。

	人们的购物体验总会被“线上线下”这样的区隔硬性割裂。数字革命已悄然持续了近1/4个世纪，然而还是有许多公司仍然纠结于是否要向在线业务能力投入资源。这些企业往往基于自己的管理目的出发，将在线业务作为独立的业务单位，而并不是站在客户期望的角度来进行业务体系设计。

	随着数字革命的演进，一些企业将走向极端，它们的业务被数字化彻底颠覆和摧毁，就像Tower Records（唱片零售公司）一样。但大部分公司会发现，就像消费者正在改变一样，这些企业也必须将其线下线上业务完全融合。回首看看你自己企业的业务：线下的业务是否会完全消失？线上线下的融合创新不正将开辟广阔的新机遇吗？尽管一些数字化融合的工作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过渡，但这不正是延展自己的核心业务的最佳之路吗？通过这种融合产生的盈利能力将是企业未来成功发展的关键基础。

	我和我的同事研究了全球超过300家公司，并直接参与数百个公司的管理工作，这些公司正试图应对重塑市场大环境的诸多变革。我们发现，大多数行业仍然在数字化融合转化的早期阶段（参见后文 
	《数字现实融合的增长趋势》）。我们还发现，采用融合策略，最大的障碍并不是企业缺乏意愿和动力，而是他们的执行缺乏经验。这些企业的高管们非常有兴趣并认识到变革可能产生的巨大潜力，但无法确定该如何工作。

	毋庸置疑，在这方面的最佳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基于对于20个全球行业领导者的研究，我们从众多的成功与失败案例之中总结了5个规则。有些是非常普遍的常识，但并未被普遍实践。有些则听起来有悖常理，至少对于数字化颠覆的极端主义者而言。当竞争对手还在犹豫不决之时，这些行业领导者却发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它们做了什么以及是如何做到的，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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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现实融合的增长趋势

	
		数字与现实的融合创新对不同的行业将产生不同影响，有些行业受到的影响力度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你首先要评估自己公司所处的环境。目前的技术变革如何影响所处行业的产品和竞争格局？未来几年行业会不会受到融合创新的影响？下图展示了贝恩公司对20个行业进行融合转型的评估：

		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在媒体、科技和电信行业的影响范围是石油、天然气、矿产和建筑业的几倍。

		最大的变革还未到来：对于大多数行业，未来几年的相关创新将会比过去的总和还多。航空公司、汽车和保险业正在数字现实融合变革的边缘。

		外部因素将影响变革的节奏。外部因素将制约一些行业的变革。例如医疗科技和健康产业，由于行业监管、补贴和法律责任等因素，这些行业的变化速度将慢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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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规则#1

	围绕双线融合来构建企业的战略，这将成为你新的竞争优势。

	一些战略专家宣称可持续竞争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解释说，现在的技术变化太快，原有的竞争优势会被快速复制，企业必须学会快速转变，不断从一个变革浪潮飞跃到下一个，未来每个变革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短、竞争更激烈，甚至新变革与之前的没有任何内在关联。这种做法的问题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优势可能最终被放弃，而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有风险的且可能没有竞争优势的业务中去。为了降低失败概率，你要么非常幸运，要么是找到自己企业核心业务可以提供给新业务的优势，或者新业务可以反哺传统业务。而这些优势包括专有的客户洞察力，独特的企业能力，甚至是利用竞争对手弱点的方法。

	线上线下的融合可以拓展公司现有的强项并提供这样的优势。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以下简称为CBA）创建于1911年，目前有5.2万名员工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工作。2005年，拉尔夫·诺里斯（Ralph 
	Norris）被任命为公司CEO。当时的情况是，CBA的客户满意度在行业中排名最差，并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逐步失去市场份额。与其他主要银行一样，CBA也担心互联网将严重影响分支机构的业务，并一直在努力降低成本。为此，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将分支机构的数量从1993年的1756家削减到2005年的1006家。CBA的分支机构大幅度减少不仅使一些网上银行更轻松地抢占市场份额，也更加激励了包括AHL投资（澳洲房屋贷款）和其他非银行贷款机构等竞争对手进入并扩张新的分支机构。这些激进的竞争对手们挖走了许多CBA的好分行经理、信贷员和客户。

	诺里斯“下车伊始”就开始走访分支机构和研究顾客的抱怨。他发现：顾客批评了几乎每一个与CBA的接触点，他们不断抱怨糟糕的产品、排长队等待、不称职的员工和高错误率。具有IT工作背景的诺里斯还认真研究了银行的IT应用架构。他发现，落后几十年的过时系统使得最好的员工也不可能为客户做正确的事。

	诺里斯的愿景是通过最优质的客户服务，建立澳大利亚最好的金融服务组织。他给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设定了全体考核目标：从客户满意度最差做到排名第一，并专注于5个方面进行改进：房屋贷款、储蓄、定期存款、存折与客户关系系统。为了达成目标，他还着手提升IT能力，雇用和晋升顶尖的IT人才。他说服了CBA的董事会进行“核心银行业务现代化”计划，并从4年预算投资5.8亿澳元扩大到6年内投资11亿澳元。同时他还推出了一项计划，重整分行网络，以提高便利性和服务水平。

	这些行动产生的线上线下融合效果显著。CBA网上银行服务焕然一新，并且与个人渠道紧密融合到一起，杜绝了过去频繁发生的问题，例如个人账户无法链接到商业账户等。CBA的移动房产应用App可以轻松识别房产照片的属性，显示楼层平面图，还帮助客户分析他们是否有能力购买该房产。客户还可以通过移动App立刻开始贷款申请流程。该银行的Kaching 
	App是第一个允许从智能手机进行多种类型支付的移动应用程序，支付渠道甚至包括Facebook。（该公司可以实时响应Facebook接口上的查询。）CBA可以在24小时内提供网上贷款审批，而以往则需要14至21天，银行在2013年又推出SmartSign业务（一种电子签名），允许客户通过安全的在线门户网站便捷地使用贷款服务电子文件。他们还推出了与其分支机构相连的视频会议系统，使客户，特别是那些在农村地区的客户可以更加容易与银行的专家联系。

	当竞争对手在投资于自己的应用系统与提升服务时，CBA的整体系统应用与业务已紧密结合并持续获得成效。以双线融合为核心的发展策略强有力地助推了CBA在2013年成为行业中客户满意度最高的银行。从2006年年中到2014年年中，CBA的股票涨幅超过80%，而同期S&P 
	/ ASX 200指数（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股票指数之一）涨幅在9%左右。最重要的是，CBA在这8年内获得的先进技术平台，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快速高效的创新流程，其竞争对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赶上。

	

	规则#2

	在客户体验上增加并加强数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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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灯泡被认作是托马斯·爱迪生的发明，但他的碳丝灯泡其实只是对原有发明的改进。爱迪生真正的贡献是创造一个发电和配电系统，使灯泡可以持续工作。他研究出整个系统的每一个部件，建立工厂研发这些创新并将其商业化。这些成就有助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

	数字创新就仿佛是爱迪生。就像在CBA一样，它们不只是改变企业现有的产品或服务，更允许公司界定各种连接，不断强化基础业务与线上运营的直接对接以创造更多新的收入来源。善于融合的企业就如同爱迪生一样，系统地研究客户体验的每个部分，针对不同部分开发创新的组件，并将其有机整合到一个整体系统内，从而扩大竞争优势，加速成长。

	耐克就印证了这种做法。许多年来，耐克一直是扎根线下业务的典范，他们生产鞋、服装和运动器材，并通过零售商店销售。1996年，耐克建立了一个网站，但在其后3年多都拒绝在网上出售任何商品。到了1999年，耐克iD项目推出，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整个项目中，消费者可以访问nike.com网站订制耐克鞋，并可以选择鞋底、颜色甚至是将自己个人ID印到的产品上。从此，耐克公司在客户体验链中不断引进各种数字化创新。2006年，公司部推出了Nike+应用程序，鞋内的传感器和接收器可以和iPod 
	Nano进行互联。

	跑步者可以通过iPod的屏幕看到或者通过耳机听到各种跑步的数据，诸如时间、距离、卡路里的燃烧速度等等。跑完后还可以同步数据至计算机并统计锻炼的进展情况，他们甚至可以通过该系统得到个性化辅导。

	如今，超过3000万客户正在使用Nike+，记录和分享自己的跑步、锻炼与健身的目标，更为耐克公司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客户数据。Nike + FuelBand手环随后发布，它能测量用户的全天动作并记录相应指标，如步数、卡路里热量消耗等。这两款应用一起使用，可以获取数据，跟踪并记录其运动水平，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信息分享。

	所有这些创新的成果非常显著。耐克在同行业中享有最高的社交媒体参与度。此外耐克的市场份额也大幅提升，尤其在几个关键领域（包括西欧地区和足球用品，这两个领域曾经由阿迪达斯主导），从2013财年至2014财年，耐克电子商务销量增加了42%，整体增长速度显著超过了主要竞争对手。这可能只是热身起步。“运动数字化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耐克公司的CEO马克·帕克（Mark 
	Parker）2014年4月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道：“你会看到的数字化会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其他产品中”。通过与苹果和其他伙伴合作，耐克公司希望将耐克Fuel系统和其他应用程序拓展到全球1亿用户。

	
规则#3

	改变创新方式

	当传统企业在其创新计划中加入数字化功能时，通常他们的流程类似于使用瀑布法。营销人员和产品设计人员提供创意并构建原型，然后将想法指派给IT部门，并制定具体的数值指标。你经常会听见下面的对话：“我们正在推出一个新产品的市场营销活动。我们希望有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帮助我们推送营销信息和优惠券，并使客户可以在他们有问题时能够非常容易地发送邮件给我们。CEO说她需要在4个星期内完成。”

	但有另一种方式来进行双线融合，那就是公司从一开始就创建一个互补的专家团队。这样的团队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但融合创新需要更深、更广的人才整合。领导者需要在每一个阶段与数字专家紧密接触，从创意想法的产生、开发直到测试和上线，并为不同类型的创新组建不同的团队。这会产生更广泛、更有新意和整合程度更高的解决方案，因为团队成员能在项目的各个方面结合现实和数字世界的优势。

	迪斯尼公司从1952年进行迪斯尼乐园设计开始，就一直遵循这种方法。但即使迪斯尼在数字化应用已非常成功，该公司在2009年还是推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创新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为迪斯尼客户建立一个“更逼真、更流畅、更有个性”的用户体验，以此来收集客户行为的实时数据，这将有助于迪斯尼分析客流量、消费习惯、提高劳动效率等，并可以优化公司的未来投资支出。这个项目覆盖整个主题公园中几乎每一个客户接触点的用户体验。迪斯尼决定在这个巨大的项目上投入超过10亿美元，这需要一个囊括其著名“Imagineering”设计师团队和产品开发人员的新组织。迪斯尼将其命名为：“新一代体验（Next 
	Generation Experience）”，最终招募了来自全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超过1000位员工。

	“新一代体验”的团队领导包括来自IT、Imagineering、主题公园运营、营销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他们创造的第一个版本中推出了以下重要创新：MyMagic+系统，将数码科技技术整合于3D主题公园中；My 
	Disney Experience（我的迪斯尼体验），一个新的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方便用户制定度假计划，并收集有关个人喜好的信息；FASTPASS+，便于顾客预订各种演出节目的座位；还有MagicBands（一种射频识别(RFID)腕带）可以作为门票、房间钥匙、FASTPASS+身份验证，甚至可作为信用卡，客人用餐或买纪念品时只需轻轻晃一下手腕。该腕带还可与公园里的传感器进行交互和传递，使迪斯尼可以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未来的应用可能包括游乐设施和个性化的景点，例如小熊维尼会迎接每一个孩子并喊出他的名字，祝他生日快乐。基于这些应用，迪斯尼目标实现年收入增长5亿美元和20%的营业利润。如果这些数字实现，迪斯尼10亿美元的投资将会物超所值。

	

	规则#4

	剥离线上业务只是过渡，最终目标是优势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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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数字化颠覆还是线上线下融合的道路，对于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设计有显著影响。但起初这些影响可能并不明显，成功的创新者起初通常从核心业务剥离出数字化业务。这种独立的分离使这些公司可以从旧金山、剑桥、特拉维夫、海得拉巴，或其他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吸引到天才创新者和程序员。一个沟通畅通、没有公司官僚主义、旧式思维方式的组织可以被迅速建立起来。在这里，创业文化将推动人们挑战现状，寻求突破性创新的发展。组织还可以根据新的需求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计划和激励措施。

	但在某些时候，这些企业必须做出决定。如果他们选择数字化颠覆，那么数字业务就与原有业务分离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永远。核心业务仅仅是为新业务提供养分，它注定将会灭亡。新旧业务将在市场份额、管理层关注和财务资源上展开殊死搏斗，直至一方倒下。这就是希尔斯控股公司选择的道路。在CEO爱德华·兰伯特（Edward 
	S. Lampert）治下，希尔斯公司大量投资于其完全独立的电子商务业务。瑞士信贷公司一位分析师评论说，“他们的在线网站是我所看到过网站中做的最好的。”。公司的在线销售业绩的确稳步增长。根据市场分析数据，到2013年末，公司线上销售额达到约12亿美元。但公司最基础的线下业务投资却严重不足。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12年希尔斯公司的零售店每平方英尺收入仅为1.46美元，而其4个主要竞争对手的每平方英尺收入为9.45美元。其在线销售收入只占总销售额的2.5%，从2007年以来还在逐步下降；电子商务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弥补线下商店的收入损失。

	与颠覆路线不同，线上线下融合路线有着不同的目标，因此也有不同的运营模式。公司最初的目标应该是获取和数字颠覆者一样强大的在线能力，但最终目标应该是结合线上线下的优势，这是数字颠覆者不愿或无力模仿的。所以剥离仅是一个过渡性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进行整合：它能够满足客户的愿望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体验，实现更高的效率和规模经济，并允许进行更好的协调，避免重复工作。这也有利于及时沟通和决策的执行，从而减少线上线下冲突。一个整合性的业务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整体资产，这是一个独立的分离业务所不能做到的。

	梅西百货是这种融合运作的典范。早在2005年，该公司投入相当大的资源建设网站和基础设施能力，并在2010年制定了一个“全渠道（Omnichannel）”战略，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包括了一系列举措，旨在线上和线下商店中创建无缝的客户体验。他们发现客户使用线上线下这两种渠道来店里消费产生的利润5倍于单独在网上购物。梅西百货在其标志性的纽约市时代广场店投入巨资，将在线业务与其无缝整合。这也使得几乎所有分店都变成全渠道的物流中心：客户可以在网上订购，并在当地商店取货。时代广场店正在进行耗资4亿美元的改造，商场将配备互动式目录，RFID标签来追踪单体商品并通过移动App来引导客户。其销售人员更是配备了移动设备，能够不用离开客户就从仓库调取客户所需的鞋子。

	组织架构上的变化也反映了梅西百货的日益融合。2013年1月，罗伯特·哈里森（Robert B. Harrison），此前全渠道战略的执行副总裁，晋升为第一位首席全渠道官（Chief 
	Omnichannel Officer），向CEO特里·龙格尔（Terry Lundgren）直接汇报。他还加入了公司的执行委员会。当他负责的发展战略将线下商店、网上和移动应用紧密结合起来时，哈里森的工作覆盖了技术、物流及相关运营等职能。

	梅西百货的双线融合带来了出色的财务表现。总销售额在过去4年提升了44亿美元（19%），该公司最近公布财报显示，其连续5年获得两位数的盈利增长。其股价从2010至2013年稳步上升，仅在2013年就上涨了43%。（标普500指数在同期上涨了约30%）。

	
规则#5

	构建包括CEO在内的精通双线融合的领导团队

	如果数字技术有望取代核心业务，CEO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企业的业务组合，而并不是人们具有的能力。这种企业发展非常像生物进化：生物个体并不会改变，但适应环境的物种会淘汰落后的品种，让整个物种向前进化。CEO应鼓励实体业务保持良好的经营能力，以确保可以抽调资金到企业寄托希望的新冒险中。

	引领双线融合变革的CEO将面对更加复杂的任务。他们必须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的业务组合，也包括围绕这些业务相关管理人员的能力，其中包括他们自己，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团队及整个营运组织。任命一位首席信息\技术\数字官（职位可能各不相同，但它是一个常用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有帮助，但这并不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管理者认为只需要这位新的执行官具有数字化能力，而其他人并不需要涉足其中，这反而会对数字化变革造成障碍。

	通常情况下，欠缺数字能力的CEO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在能力上的欠缺，难以去聘请精通技术的人才。他们也会倾向于扼杀数字化投资，鼓励一些错误的决定，反对正确的建议（或至少需要多轮改进）。但是越来越多的CEO也正在加强他们的数字能力。他们加入领先的数字化公司董事会。他们花更多时间与组织内的技术专家、风险投资家、高科技创业团队等专业人士进行交流。他们阅读各种相关文章、参加在线课程、寻求导师并尝试客户正在使用的技术。此外他们还邀请技术领袖到他们的董事会中，并启动“任何高管不能掉队”计划，以确保组织中的每一个领导者加速其数字化培训。CEO不用学写代码，但他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技术是重要的，以及它如何能够在公司的业务组合转换中发挥作用。

	英国奢饰品品牌Burberry的复兴展现了领导力在融合中的重要性。（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月刊《Burberry CEO安吉拉·阿伦茨：百年老店的复兴》）。2006年安吉拉·阿伦茨接手Burberry 
	CEO后，该品牌开始了自身变革，奋力追赶年轻消费者的潮流。阿伦茨带来了崭新的视野。她认为Burberry应瞄准以前被忽视的客户——千禧一代的年轻消费者，并用他们习惯的数字化语言和他们沟通。她雇用了一个新的营销团队，大部分成员在25岁以下，并推出创新技术，如广受欢迎的Tweetwalk——在正式发布前展示Burberry秀场的后台照片。她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合伙人关系，包括她本人、首席创意官克里斯托弗·柏丽（Christopher 
	Bailey），以及首席技术官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她建立了“战略创新委员会”，并与最年轻和最有远见的董事们一起工作。这个委员会开发出身临其境的数码体验：如现场直播的T台秀，在巨型屏幕上播放的视频内容，可以播放时装秀的数码镜面，使顾客感觉他们步入数字化的“Burberry世界。”此外商店商品采用了RFID标签，当客户拿起一个单品时，他们可以在屏幕上立即看到产品信息和营销内容。这一数字战略推动了股价显著增长：从阿伦茨上任到2014年初她离开前不久，Burberry的股价翻了3倍多，而同期英国FTSE100指数仅上涨了约19%。

	

	双线合璧的未来

	Bonobos公司CEO安迪·邓恩（Andy Dunn）说：“起初我们错了。在2007年我们说过，‘整个世界都将会只在网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上网’。但我们最近意识到的是，类似触摸和试穿衣服的线下体验是不会消失的。”

	线上线下融合创新正推动一些龙头企业在不同的领域内向前发展。福特嘉年华销量超过竞争对手，部分原因是该公司的开创性福特同步（Ford Sync）技术，超过一半的嘉年华顾客说福特的同步技术应用是选购嘉年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达美航空（Delta 
	Airlines）于2005年申请破产保护，但在2007年结束破产保护并名列《财富》杂志最受尊敬的航空公司名单，高利润率使其在如今的排名中独占鳌头。在众多改善措施中重要的一条是：达美投入庞大资金开发其线上应用，充实其整体飞行服务。例如，Fly 
	Delta应用程序，不仅提供了有关飞行路线、飞机、机场等信息，而且还可以让乘客记录自己的停车位、在线登机、更换座位、获取登机牌、支付行李超重罚金、跟踪托运行李，甚至是查看飞机底部拍摄的地面视频（通过Glass 
	Bottom Jet应用）。截止至2014年4月，这个广受欢迎的应用程序已经被下载了大约1100万次。

	数字技术应用正在改变实体企业，而不是消灭它们，最显著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纯线上企业也正走向线上线下的融合。两个早期领先的在线股票交易公司E*TRADE和TD 
	Ameritrade已在投资开设线下分支机构。谷歌起初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字搜索引擎，现在也在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眼镜。它还致力于研发无人驾驶汽车、收购机器人公司、铺设物理光纤、开创送货服务，并涉足智能家居。数码零售商如Warby 
	Parker和Bonobos正在启动线下实体店。Bonobos公司CEO安迪·邓恩（Andy Dunn）说：“起初我们错了。在2007年我们说过，‘整个世界都将会只在网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上网’。但我们最近意识到的是，类似触摸和试穿衣服的线下体验是不会消失的。”

	双线融合的视角会改变人们看待和管理生活和工作中几乎所有活动的方式。你也不应置身事外，你应该拆解公司客户体验的每一个环节，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在其中应用。数字和实体世界的融合将会给所有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你所处的行业也绝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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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瑞尔·里格比（Darrell 
	K. Rigb）是贝恩公司波士顿办事处的合伙人，负责该公司的全球零售实践业务。他著有《动荡中取胜》（Winning in Turbulence）（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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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新，先捕捉价值

	斯蒂凡·米歇尔（Stefan Michel）| 文

	王晨|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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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企业在创新时往往更注重创造价值，而忽视捕捉价值。通过改变定价机制、支付方、价格载体、交易周期和目标客户来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企业能够把握价值捕捉的规律，从而提升利润水平。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不断努力创新，寻求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但如果不反思自身的价值捕捉模式，企业的创新成果可能无法转化成利润。

		

		


		解决方案　本文引入了一个新框架，帮管理者发现价值捕捉的机会。这个框架将价值捕捉式创新模式归为5大类：企业可通过改变定价机制、支付方、价格载体、交易周期和目标客户来捕捉更大价值。

		

		


		工具　企业可组建跨部门团队，利用本文提出的框架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提升利润水平。一家大型航空公司、一家全球专业服务企业及其他公司都曾因此受益。

	

	

	瑞士公司Vestergaard推出的生命吸管（LifeStraw）技术堪称伟大创新成果。生命吸管能过滤污水中99.99999%的细菌和99.9%的原生动物胞囊，深受各救援组织欢迎：过去10年中，几乎每个重大灾害现场都会发放生命吸管。

	但全球仍有7.8亿人无法得到清洁饮用水，很多地区面临饮用水危机。Vestergaard公司看到了其中的潜在市场，并发现该需求远超其非政府组织客户。但困难在于，生命吸管的价格超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家庭的承受能力。Vestergaard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这些家庭买得起生命吸管：碳交易。生命吸管可省去烧水的燃料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通过国际碳排放交易，碳减排可获得现金收益。Vestergaard的“碳减排换清洁水”（Carbon 
	For Water）计划已使数十万肯尼亚家庭能够买得起生命吸管，公司的市场得以显著扩大。

	上述两类创新可分别归为价值创造和价值捕捉，二者同等重要，但大多数企业只侧重前者。如果新产品卖得好，企业不思考价值捕捉和商业模式创新，或许也过得不错；但如果忽视价值捕捉，企业通常会蒙受损失。有时，价值捕捉战略是企业惟一的救命稻草。出版业就普遍面临这种窘境：消费者获取内容越来越容易，内容生产者却越来越穷。年轻的新经济企业也面临类似挑战：Facebook月度活跃用户达13亿，无疑创造了巨大价值；但股价的大幅波动反映出，公司的价值捕捉能力存疑，难以支撑庞大市值和高市盈率。

	为从这两类创新中获益，企业需充分打开思路，培养思考价值捕捉的习惯。本文中，笔者将从5类商业模式变革出发，介绍15种价值捕捉的实战方法。从这个框架中可形成一套关于价值捕捉的基本语汇，帮助企业高管把握这个概念，并在实践中有效应用（见后文《价值捕捉式创新框架》）。

	价值捕捉式创新框架

	
		价值捕捉可分为15种模式，与5类战略变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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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5种价值捕捉式创新

	即便那些对创新最热心的企业也往往以为创造价值会自动带来回报，因而忽视价值捕捉。

	为了有意识地追求“创新”，企业大力投入研发、开展试点项目、进行创意众包、采用开放式创新……管理者有理由认为，公司已对创新投入巨大。但即便那些对创新最热心的企业也往往容易忽视创新的一个关键点：价值捕捉。它们错误地以为，创造价值会自动带来回报。很多善于价值捕捉式创新的企业也擅长价值创造，而后者通常更引人关注，这是价值捕捉式创新成为盲点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影碟租赁市场变局中，Netflix击垮龙头Blockbuster，很多人将其成功归因于价值创造。的确，Netflix灵活利用数字技术提供定制化推荐服务，且能保证用户及时租到热门影片。

	但制胜一击其实来自价值捕捉：实体连锁店Blockbuster的收入高度依赖过期罚款，而Netflix开发的订阅模式（无到期日无滞纳金，但会员在尚未还片之前无法继续租片，这无形中促进了DVD影片的周转效率——编者注）利用用户的拖延习惯赚了更多钱，还不会有损用户体验。

	即使是关注价值捕捉的管理者，也常常将其狭隘地理解为定价问题。定价当然重要，相关讨论也很充分；但把标价从9.5美元改为9.99美元或搞个“买一送一”促销还算不上创新。价值捕捉涉及更深层的战略考虑。

	因此，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的第一步就是树立问题意识。上述Vestergaard和Netflix的创新实践应能使你意识到本公司的创新盲点；综合考虑下文中的案例，你将能更清晰地把握价值捕捉的规律。

	1、改变定价机制。第一种价值捕捉式创新与定价机制相关。最常用的定价方法是价值定价法（value-based 
	pricing）：企业不再将制造成本或竞争对手的价格作为定价依据，而是根据产品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定价。

	瑞士紧固件生产商Bossard（笔者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对ecosyn-lubric紧固件的定价即是一个成功案例。Bossard发现客户企业的工人花在手工润滑零件上的时间比组装机器还长，且润滑效果极不稳定，于是与一家化学企业合作推出了均匀覆盖润滑涂层的零件产品。 
	Bossard并不披露单个产品利润率，但其运营利润率约为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两倍。很明显，公司润滑零件产品的高定价并非基于制造成本：ecosyn-lubric为客户节省了大量成本，令公司从中受益。

	在意识到价值定价法的优势后，企业仍面临两类挑战。第一，判断客户的价值认知。如果客户对产品价值认知有分歧，公司将越发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第二，建立新模式，根据客户购买意愿的变化实施弹性定价。这两种挑战又引出两种定价模式。

	竞价是一种价值捕捉式创新模式，它可能产生卖家不敢想的天价。

	谷歌是竞价模式（auctioning）的一个成功案例：该公司收入主要来自搜索结果页面上的广告，广告费不固定，客户需进行关键词竞价。例如，各银行和中介的优先目标和预算不同，“贷款”这个关键词对他们的价值也不同。竞价可快速得出最高出价（可高达5美元/次点击，远高于35美分的平均价格），谷歌会在搜索结果中优先显示出价最高的客户。

	至于竞价模式的缺陷，eBay卖家深有体会：即使最终成交价格不理想，也必须执行交易。反过来，竞价也能产生卖家不敢想的天价：例如按正常价格的6000倍成交，还让对方满意而归。这事发生在瑞士的一次车牌拍卖中。在美国，车主可缴纳一定费用自定车牌号码，而瑞士的车牌均按顺序编号，收回的车牌会再次发放。但碰到特殊号码的车牌时，管理当局往往会特殊处理：圣加伦州就为最小数字车牌SG1举行了一次在线拍卖，成交价高达13.5万瑞士法郎（约合89万元人民币）。类似的是，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一次拍卖中，号码为数字1的车牌拍出了5200万迪拉姆（约合8679万元人民币）。

	按照需求导向定价模式（demand-driven pricing），企业可根据总需求变化弹性定价。航空公司、酒店和租车公司的收益管理措施即是一例：为使资产使用率最大化，这些公司根据过往销售数据建立模型，预测全年需求的高点和低点，并据此调整价格，实现利润最大化。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德国餐馆Berliner Republik的“啤酒交易所”：啤酒价格根据需求实时变动。这种新花样不仅给顾客增添了谈资，也使供需更为平衡，提升了高峰时段服务效率。

	还有两种与定价相关的价值捕捉式创新模式允许客户参与定价。一种做法是由客户出价（name your 
	own price）。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旅行服务网站Priceline，用户可在指定时间内对旅费和住宿费进行出价，航空公司和酒店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这种模式与竞价类似，但有一点重要区别：由于成交价格不公开，即使给予大客户折扣，服务提供方也可大致保持价格稳定。

	将这个理念推向极致就是另一种做法——由客户定价（pay what you want），即卖家必须接受客户出价。由于担心有人只想占便宜而分文不出，很少企业考虑用此模式。不过，休闲快餐连锁Panera 
	Bread的做法表明，由客户定价也能捕捉价值。过去3年，在Panera旗下5家非营利性“社区咖啡馆”里，顾客可自由决定付多少餐费。结果虽然有20%的顾客付款少于建议数额（还有人完全白吃白喝），但仍有20%的顾客多付了钱。

	2、改变支付方。理论上，消费者会按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支付价格，但现实中还有更好的交易模式，让消费者和生产者获益更大。最熟悉的例子可能是媒体行业：内容生产的高成本部分由广告客户负担，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购买内容。此即双边市场模式（two-sided 
	market model）。很多不同类型企业拥有的客户群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能够吸引第三方出价。

	任何一个双边市场最终都会确定各方支付的价格，结果可能出人意料。例如，瑞士《20分钟报》（20 Minuten）读者达200万，占全国14岁至70岁人口的33%。该报在公共交通站点免费发放，这是其读者群庞大的重要原因。其运营模式的创新点在于，所有成本均由广告客户承担。此模式成功的关键是，由于主要在公共交通站点发放，读者大多是可支配收入相对高的年轻上班族，因此广告客户愿意埋单。

	再看Cardea公司的例子，该公司根据客户企业需求推荐合适的咨询公司。Cardea发现，很多客户不愿在高额咨询费之外再付中介费，于是调整了价值捕捉模式，改为向咨询公司收取中介费。由于可以省去业务拓展成本，咨询公司愿意出这笔钱，各方实现共赢。

	在多边市场中，参与者可在价值星系中寻找支付方（changing the payer in the 
	value constellation）。以美国私教市场为例。2001年《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通过后，成绩落后的学生可获得由政府补贴的私教服务。学生学业表现关涉各方利益，包括各地教育管理机构、未来雇主、学校、教师及学生本人，这些市场参与者愿意分摊私教费用。

	在B2B情境下，企业还可通过干预客户内部预算（internal budgeting）来创造或调动可用资源。举一个笔者亲历的例子。笔者所在IMD商学院高管教育项目的一个客户突然提出终止合同。这家客户此前对课程一直很满意，因此同事们非常困惑。原因很快浮出水面：该公司大幅削减高管培训费。好在一位同事另辟蹊径，挽救了局面：他说服对方几位全球业务负责人拨出一部分部门预算，负担下属一半学费，原本负担学费的人力资源部则可以少出一半钱，人力资源领导最终点头接受。

	3、改变价格载体（price carrier）。价格载体指交易中明确标价的产品、服务或体验。例如，有人去麦当劳只为上网或在下雨天让孩子有地方玩，但麦当劳并不对无线网络和儿童乐园标价：无论是否利用这些服务，顾客都只支付食品和饮料的价格。很多企业都应从战略高度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价格载体组合是否合理？改变价格载体会对利润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生什么影响？

	价格载体创新的一个经典案例依然来自Netflix。影碟租赁刚兴起时，大众习惯非连续交易，即在实体店当场挑碟付钱。对熟悉的顾客，店员会帮忙挑选和推荐，但这项服务并不收费。Netflix率先变招，设计会员订阅模式，将个性化推荐明确为其价值定位的一部分。无论用户一年看几部片子，租碟单价都不重要：价格载体变成了订阅服务。

	再看雀巢旗下咖啡胶囊品牌奈斯派索（Nespresso）。咖啡胶囊和相关设备的发明的确堪称价值创造的成功案例，但奈斯派索的价值捕捉更令人赞叹：咖啡胶囊每公斤售价约137美元（约合840元人民币），而咖啡豆零售价一般仅为每公斤19美元（约合117元人民币）。消费者购买的不再是豆子，而是方便快捷制作香浓咖啡的体验，因此愿意支付高溢价。

	捆绑销售和拆分销售是最常见的价格载体创新方式。典型的例子是电信运营商提供的套餐，其中每项服务又可单独标价。通过设计套餐，运营商可满足不同类型用户需求，同时由于难以比较单项收费，可避免价格战。拆分销售最直观的例子来自航空业。过去，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管制下，机票价格必须包含全部服务。国际航空市场放开后，价格竞争日益激烈，美国西南航空、EasyJet、Ryanair等后起公司削减服务项目，提供低价机票。老牌航空公司难以拆分服务项目，不得不维持高票价，在竞争中处境艰难。这些大公司最近也开始尝试拆分销售，对额外行李托运、座位预订、食物特殊要求和额外座椅空间收费。（讽刺的是，低价先锋西南航空现在反而不对登机行李收费。）

	一价全包模式（all-inclusive offering）是捆绑销售的变种，可视为产品或服务的“超级组合”。企业为一组产品或服务制定总价，既为便捷，也为诱使客户多消费。有些在正常情况下分开销售的产品和服务，在特殊时间段或情境下可以采用一价全包模式捆绑销售。例如在邮轮旅行中，游客的食宿和娱乐活动等全须在船上进行，一价全包模式得以成立。再如一家叫Châteauform'的公司（名字即由法语中“城堡”和“训练”两词组合而成）专门在欧洲度假地开设高管培训班，培训费包含食宿和酒水，相当赚钱。（上完一天课，很多学员确实很想喝上一杯。）

	4、改变交易周期。上述创新模式基本都采用当下交易，即买卖行为一次性完成。但也有交易模式涉及更长的时间周期，其中的经典案例能启发商业模式创新。

	阶段定价法（installed base pricing）的一个著名案例来自吉列。吉列把剃须刀的价格定得很低，先让顾客得利，但后续出售刀片能赚回足够利润。同理，喷墨打印机定价很低，但墨盒很贵。电梯制造商迅达（Schindler）也采用了类似策略：电梯本身价格相当便宜，但长达10年的维护合同价值很高。这些例子表明，如果交易时间框架改变，价格载体通常也会改变：此类模式可看作价格载体创新的变种。当然，企业必须确保未来交易的可持续性：例如，如果消费者从别家买墨盒，上述模式就难以为继。

	长周期交易的纯粹形式就是远期合同交易（futures contracting）。约150年前，美国中西部农民开始在收获前预售小麦和玉米等作物：商定价格后，买家先支付现金，待到约定之日进行交割。如果未来供求状况相对确定，企业也可用此方法提前锁定收入，例如酒店向企业客户预售一定数量的房间，化工企业按一定价格和数量预售货品。

	5、改变目标客户。前4类价值捕捉式创新均针对已有客户群，第5类创新则要吸引新客户或创造新市场。为达到目标，企业首先要做两件事：找到对产品或服务有需求但不愿或无力支付现有价格的潜在客户；按潜在客户的支付能力和意愿设计产品组合和定价。

	按照传统营销方法，企业应通过市场分析确定营销目标，然后制定战略。具体来说，企业会首先进行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做产品定位，最终制定营销方案，确定产品、价格、上市地点和推广策略。成本企划（target 
	costing）方法则相反：通过市场分析洞察客户需求，确定某一客户群认可的价格，然后从价格倒推出目标利润和目标成本，再据此设计产品。

	B2B领域成本企划的一个典型案例是Xiameter。道康宁（Dow Corning）是全球最大的有机硅供应商之一。公司在市场分析中发现，客户需求可分为4类：创新解决方案、成熟解决方案、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寻找低价。道康宁的产品和服务能较好满足前3类客户的需求，但对于价格敏感的客户则竞争力不够。为在坚持对老客户价值主张的同时争取第4类客户，道康宁创建了Xiameter品牌，这个在线采购平台不提供咨询和其他配套服务，因此产品定价方式完全不同。

	另一类与客户细分相关的创新涉及差别定价。价格歧视行为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至少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做法。同样的商品对购买意愿不同的顾客售价不同，这可能导致顾客抛弃高溢价品牌转投更便宜的产品，况且企业也很难洞察客户的购买意愿并加以归类。对此，企业可以采用笔者称为自动区分（self-segmented 
	fencing）的方法：首先，客户根据购买意愿选择高价或低价产品，形成细分；企业然后建立区分机制，防止高购买意愿的客户购买低价产品。这种区分机制的经典例子是超市优惠券：为吸引顾客，商家并不会全场低价，而是发放特定产品限时特价的优惠券。获取和使用优惠券的一整套流程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区分了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和更看重方便的消费者。

	

	组织需加大投入

	上述创新模式间并没有严格界限，企业可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但也并非每种方法都适用于所有市场。这里做的简单分类，只是为了帮助管理者在进行价值捕捉式创新时打开思路。

	要启动价值捕捉式创新，管理层须首先促使组织上下思考：我们的创新实践是否兼顾价值创造和价值捕捉？管理者必须强调，价值捕捉的新思路必须融入组织的所有战略规划活动和创新实践。

	接下来可以建立核心团队，负责研究价值捕捉战略，尝试改变现状。建立常设机构能制造紧迫感，并发展出一套共同语汇，方便参与者沟通思路。价值捕捉式创新通常涉及研发、战略、市场研究、IT、法务等多个职能部门，因此核心团队成员应来自各部门。此外，该团队应与企业战略规划与执行部门保持沟通，定期征求意见和反馈。

	核心团队每年应至少拿出一整天讨论价值捕捉式创新。本文总结的5类战略变革或可作为头脑风暴的基本框架。举个例子：欧洲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组织了一次此类讨论，参与讨论的管理者很快贡献了创意。有人提议按里程谈合同，这样大客户可以购买一定里程，自由选择航线。还有人建议某些航班在特定日期免费，这乍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有可能解决回程空载问题。有些创意与法规冲突，有些从经营角度看不可行；但有一个针对中小企业客户的营销方案最终得以实施，证明这次讨论完全是值得的。

	一家拥有25万名员工的跨国服务企业运营利润率降至5.5%，管理层开始重视价值捕捉。在讨论中，公司CEO要求高管团队思考如何显著提升运营利润率（例如提升到9.5%）。两天中，管理层讨论了6组24个价值捕捉式创新案例；对每组案例，众人用两小时讨论是否有可借鉴之处。公司随后执行了几项创新方案，虽然没能使利润率提升到9.5%，但至少略为扭转了下滑态势。

	根据笔者迄今与数十个国家50多家企业合作的经验，企业在价值创造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远大于价值捕捉；如果能适当平衡这两种创新，企业将获益良多。

	如果一个车牌能拍出13.5万瑞郎，或许说明很多企业捕捉到的价值远没有创造的价值大；如果咖啡爱好者乐意出137美元买1公斤咖啡，或许说明洞察消费者的深层需求将创造更大价值和利润。你的企业能否把握机会，捕捉更大价值？

	

	
	[image: ]

	斯蒂凡·米歇尔是瑞士洛桑IMD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营销和服务管理。







	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Fallon广告公司董事长：

	让客户“冒险”创意

	帕特·法伦（Pat Fallon）| 文

	李茂 | 译　时青靖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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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即便一些公司说想做非主流的广告活动，但是当真正看到这样的创意时，通常也会犹豫不决。美国卓越的广告公司Fallon创始人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团队如何评估客户风险偏好，然后说服客户突破自我实现飞跃。

	

	

	1968年，我大学毕业，获得的是哲学和人文学科学位，可以说对于赚钱一窍不通。但是，我不愿做穷光蛋，所以接受了一份在芝加哥的工作，参加了李奥贝纳广告公司的培训项目。在那里，我对广告业一见倾心，很快就爱上它了。在芝加哥工作了一年后，我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先后就职于两家广告公司，一家工作了7年，另外一家工作了5年。

	1981年，我和4个合伙人创立了Fallon McElligott Rice广告公司（后来随着合伙人南希·赖斯1985年的离开，汤姆·迈克埃利戈特1987年的退出，公司名称缩写为Fallon广告公司），得益于一些前卫和创新项目，公司一开始就发展迅速。1984年，我们被评为《广告时代》（Ad 
	Age）年度广告公司。我们曾经把公司卖给一家大公司，不过后来又买了回来。2000年，我们再度出售，把公司卖给了阳狮集团。现在，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伦敦和东京均设有办公室；我们最大的客户是斯柯达（代理它的全球广告业务）、布洛克税务公司（H&R 
	Block）、Arby's快餐和旅游平安保险公司（Travelers insurance）。

	我在广告业工作已有45年。在此期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说服客户做大胆尝试，接受一些起初看起来风险较高，甚至是危险的广告创意。

	说服客户冒险的一个关键要点是，将创意与公司战略紧密联结。尽管有观察人士认为广告业不过是一群疯狂的人坐在房间里进行头脑风暴，但事实并非如此，广告制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战略是其中一个严谨的幕后环节。它受调研和消费者洞察驱动，协助我们精确定义公司广告活动的预期目标、影响的受众以及推动销售达到特定反响的原因。我们的创意在演示初期看似非常冒险，但是如果你知晓它产生的整个过程，就会有不同看法。客户会意识到，“这些人了解我的公司。他们懂得资金运用的道理。而且，他们把我的成功放在决策首位。”这样，客户就跟我们就建立起足够的信任，然后他们会说，“好吧，我会屏住呼吸，捏住鼻子跟你一起跳进水中。”

	

	“富有地生活”

	说服客户冒险创意的案例，我首先想到为花旗银行设计的那次广告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花旗银行CEO桑迪·威尔（Sandy Weill）把公司建成了一家“金融超市”，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作为一个品牌，花旗银行一直无法实现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当然这对于零售银行而言确实很难。过去，银行依靠免费的烤面包机将客户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过来；现在，即便一家银行创造出一些非凡的新金融工具，但不出90天，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会跟进。我们接手花旗银行这个项目时，并不确定能找到让其独树一帜的方法，因为跟它的客户一样，我们也觉得它是一家枯燥乏味的企业。

	但是，花旗银行的首席营销官和广告总监用他们的演示改变了我们的看法。这家银行内部已经焕然一新，现在他们需要将这种变化传递给外界。通常来说，当潜在客户说想要一场极具创造性的广告活动时，他们会说，“来吧，给我们一些吃惊的东西”，但事实上他们口是心非。所以，即便当时是花旗银行找的我们，我们还是估计要费口舌去说服高管。

	和众多大公司一样，花旗银行做过大量研究，但是要从数据中获得新的洞察，它需要新鲜视角。通过把它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发现。互联网热潮正如火如荼，杂志封面到处都是23岁百万富翁的特写。每个人似乎都是一夜暴富，研究显示很多人对这种社会思潮持怀疑甚至鄙视态度。他们不太关注财务收益，更多的希望是在生活上整体富有和丰富起来。我们把这一部分人群称为“平衡寻求者”（balance 
	seekers）。数据显示他们占了银行几乎一半的客户。

	为了瞄准并吸引“平衡寻求者”，我们开展了一场打着“富有地生活”（Live Richly）口号的广告活动。我们建议整个活动在户外广告牌上展开，借助图像和文字，在市场上掀起一股对经济成功更现实意义的追求。一条广告说道，“记住，那些你为之工作的人正在家里呆着呢”。另一条广告则说，“抱着最多玩具死去的人仍然死了”。我们跟花旗银行解释说，它需要进行形象改造，不要太过正经严肃，并建议它把广告词“富有地生活”套用到所有的内部品牌管理，包括职位申请。

	向一家大银行兜售这样的想法，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来自公司内部政治。即便初级决策者喜欢某个广告创意，他们的老板也有可能一票否决。首席营销官和广告总监带了另外两位高管来听我们的演示，以期获得他们的认可，这一做法非常明智。在我们刚开始展示“富有地生活”广告活动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不悦，但随着演示的进行，他们开始慢慢放松。突然，一个高管摇头，我立刻停下来，问她，“有什么问题吗？”她说，问题不在于创意，而是她无法想象推出一场大型广告活动，用的是广告牌而不是电视。我解释说，对于像花旗银行这样的品牌，采用很多不同的形式来诠释“富有地生活”的广告理念，渗透纽约市和其他大市场，能够创造比电视广告更大的认知度，因此更符合公司的战略。这是拥抱“平衡寻求者”的最佳方式。当我阐述这一选择的战略依据时，她表示了认可。

	最后，这次广告活动大获成功。尽管制造差异化如同昙花一现，极易枯萎，但是我们相信公司传递出新鲜和真实的态度，一旦正确执行，就很难被复制。“富有地生活”的理念在一个无法标新立异的行业里造就出有意义的差异化。一时间，花旗银行的市场营销成了文化讨论的话题。《新闻周刊》在它推行的3个月内就进行了报道，《福布斯》、《Money》和《商业周刊》等杂志也相继报道。

	但是与用户反应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用户对花旗银行的整体兴趣提高了，关键品牌和业务度量也获得提高。“富有地生活”平台经过一年的建设，未提示知名度（unaided 
	awareness）提高20%，品牌关联性提高17%，与其他银行的差异化提高14%。银行客流量和销售量大幅增加，其中房屋净值贷款申请增加189%，新支票账户增加150%。多年后，有评论家说我们为花旗银行设计的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屋净值贷款的迅速发展，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但是这一观点完全误读了历史，误解了广告传达的信息。那些广告都有坚实的消费者洞察基础，我们帮助花旗银行变得更人性化、更具竞争力、与消费者的关联度更强，同时，鼓励人们对金钱采取一种更健康、更现实的态度。

	

	“恰到好处的荒唐”

	另外一场被客户接纳的冒险广告活动发生在大都会酒店（Cosmopolitan），它是一家2009年在拉斯维加斯成立的酒店。大都会酒店希望吸引那些通常不会来拉斯维加斯的顾客。这座城市一向以邋遢形象和廉价食物著称，它的广告词就是“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都停留在拉斯维加斯”。在大都会酒店开张的前几个月，电影《宿醉》刚刚首映，所以拉斯维加斯的这种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商是一群愿意拥抱风险的客户，因为他们本身所处的行业极其动荡。但是房地产开发商受制于债权方，债权方本质上非常保守。德意志银行是大都会酒店的实际拥有者。我们在阐述广告创意时，成功赢得了大都会高管们的认同，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互吸引。对于我们的创意人员，他们抱有极大信心，对于我们的创意，他们很快就心领神会，当会议结束时，我们感觉已经被聘用了。对我们而言，更大的挑战是与大都会酒店紧密合作，说服德意志银行接受我们的创意。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电视广告增加了这一挑战的难度，广告里没穿裤子的侍者、捏别人屁股的老太太和捆绑场景，都让说服难上加难。

	拉斯维加斯普通酒店面向大众市场，但是大都会酒店针对的是一个小众市场，它就像汽车市场的宝马一样。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客户群。我们称之为“好奇一族”，他们喜欢探索新事物，喜欢自在随性的精神，但是希望更加精致。最后，我们想到了一句广告词，“恰到好处的荒唐”（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Wrong），至今我依然对它钟爱有加。它调侃了拉斯维加斯调皮的城市形象，但是语气稍加缓和，凸显出大都会酒店的与众不同。大都会酒店拥有一家墨西哥与中国融合餐厅，大堂里的有着无与伦比的艺术收藏，电视广告虽然采用了幽默手法，但是强调了酒店极具挑逗性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特质。大都会酒店吸引着一群精力充沛和品味极高的顾客；它让顾客捉摸不透，让他们始终处于探索之中。这次广告活动给大都会酒店带来了很高的入住率和日均房价。所以，风险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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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银行采用很多不同的形式来诠释“富有地去生活”的广告理念，渗透进大市场，能够创造比电视广告更大的认知度。

	

	

	“永远别退求其次”

	第三个风险很大的广告活动发生在布洛克税务公司（H&R Block），目前该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客户。2010年夏天，该公司的CEO辞职后，我们接到它的电话。该公司的首席营销官和广告副总裁在其他公司就职时就跟我们打过交道，所以很信任我们。当时公司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商业挑战，正在考虑寻找一家新的广告公司。他们希望能够采取快速行动，并希望在几个星期内制作出2011年报税季的整个广告活动。在过去，他们通常会花6－8个月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

	布洛克税务公司的挑战在于吸引新客户。对于文件编档员来说，更换税务代理人非常麻烦，所以86%的人年复一年地使用相同的税务代理人（或者软件程序）。布洛克税务公司的新客户份额已经连续5年下滑，它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打破这种惯性。公司的关键卖点是其报税代理人能够帮人们争取到更多的退税，但是在过去的广告活动中，这一卖点一直没有成功传递给潜在客户，所以公司非常泄气。几年前，它曾发起一场“第二轮审查”的免费活动，它的报税代理人审查竞争对手操作的纳税申报单，从中找出那些被忽视的省钱方法。但是这一活动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过去几年里公司一直采用传统的、照本宣科、易被忽略的电视广告形式，这次我们想再做一次“第二次审查”活动，但是不在挑选出来的少数客户中进行，而是一次真实的负荷测试。我们建议在一个镇的范围内重新报税，并把这次活动拍摄下来，制作成一个纪录片。然后，我们把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片段制作成一系列的广告，在报税季播出。我们仅仅做片段的展示，不会对此进行长篇大论。

	这样做的确存在很大的风险。完成这项活动耗资巨大，而且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它成功的前提是布洛克的税务代理人能够发现别人忽视的省钱方法。但是如果测试结果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麻烦。我们选择了田纳西州的一个名叫“美元”的小镇，邀请小镇所有居民参加这次测试，让布洛克税务公司的专业人士免费审查他们的纳税申报单。活动在高中体育馆中举行。一共有97个家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结果布洛克的税务代理人找出了近15000美元的额外退款。这次活动的录像为一系列的广告提供了背景资料，广告的标语就是“永远别退求其次”（Never 
	Settle for Less）。接下来，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的Nickel Diner举办了一场类似的活动，布洛克的税务代理人为参与者找出近8000美元的退税。

	这次报税季的努力让布洛克实现了10多年来最佳成绩。我们不仅扭转了连续5年的份额下滑，而且新增了37.5万新客户。我们还实现了现有客户的更高维系度，布洛克的整体份额从15.6%升至16.4%。“永远别退求其次”的活动延续至2012年，当年它为底特律的市民找出被忽略的近2.5万美元退款。一个全美范围的研究显示，不准确的纳税申报表会导致纳税人每年损失超过10亿美元。受此启发，我们在2014年推出了“美国，拿回你的10亿美元”创意活动。

	

	风险是我们的朋友

	风险是我们的朋友，无需害怕。我们客户的终极目标不是愉快地接受广告活动，而是购买广告以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

	其实，并非每次创意兜售都会如此成功。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给客户做创意演示，但是不知所云。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够撬动市场的消费者洞察，因此无法开展成功的广告活动。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极好的创意，但是无法让客户接受。如果公司冒险一试，结果一败涂地，那么首席营销官就会下岗，当然，我们也就丢了饭碗。

	与我刚入行时相比，现在这些风险更加透明化。在社交媒体时代，公司如果选择极具挑衅性的广告，更容易遭到消费者抵制，一个博主也可以具有令人震惊的力量。社交媒体给广告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福音，它能让广告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出去，但是它也让这个行业更加复杂，远甚5年前的情景。现在，任何人想要跟公司CEO沟通，只需要一个邮箱地址。

	当广告受到抨击时，公司必须时刻准备回击。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耐心等待结果了。公司与消费者的关系更趋脆弱。风险管理工作比以往更加艰难，所以获得客户的信任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在培训公司年轻职员时，我们告诉他们：风险是我们的朋友，无需害怕。我们客户的终极目标不是愉快地接受广告活动，而是购买广告以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有时候我们需要说服客户接受那些看似冒险的创意，因为事实上这比固步自封更加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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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法伦于1981年联合创办了Fallon全球公司，如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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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院长谈 | Business School·Dean's Voice

	

	




“在线教育”不是战略，

	只是未来教育形式之一

	——专访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达斯·纳拉扬达斯

	程明霞| 文　李剑 | 编辑

	

	

	

	

	
		商学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线教育是否颠覆传统商学院教育？哈佛商学院将如何发展数字化战略？达斯教授不仅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还给中国的企业高管提了三点商业建议。

	

	

	关于商学院的口水战从未停息。但交战的主题却在不断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商学院的口诛笔伐集中在：除了教华尔街精英们如何赚钱，商学院有没有教给他们商业道德？而最近，对商学院的冷嘲热讽更多在于，面对MOOCs等在线教育模式的兴起，传统名牌大学既放不下身段、又迈不开步子，在数字化浪潮面前显得迟缓且傲慢。此外，对商学院的怀疑与抨击还包括，在这个全球化不断深化、新兴市场崛起的时代，传统商学院课程以欧美企业在发达市场的实践与经验为主，能否培养出征战新兴市场的商业高管？以及，以硅谷为圣地的年青一代创业者，带着激情和新技术将一切既定规则都打破，商学院能教他们什么？

	达斯·纳拉扬达斯（Das Narayandas，下称达斯）对这些问题并不讳言。作为全球最顶尖、也最老牌的哈佛商学院分管高层管理教育与出版业务的副院长，达斯不仅要思考这些问题，更要应对这些挑战。日前，在哈佛上海中心，达斯对本刊详细阐述了他对商学院目前处境的分析，以及哈佛商学院的应对之道。

	作为战略学与营销学的教授，达斯对在线教育的免费模式仍持保留态度，而且他认为“在线”本身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在制定战略的时候，依然必须回到教与学的本质与源头去思考教育的未来。而哈佛商学院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是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教学质量的承诺，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一切“在线化”。

	达斯教授在波士顿、孟买、上海等世界各地的课堂给全球各个市场的资深高管授课。基于自己的观察与了解，他通过本刊给中国高管建言：中国企业必须超越之前的价格战，进入一个更具创新力与战略思维的新竞争时代。

	

	“在线”并非战略，课堂不会消失

	HBR中文版：目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商学院都面临很多非议。身为哈佛商学院的副院长，你认为商学院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达斯：挑战还真不少。

	首先就是和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商学院教育必须直接对应商业世界的需求。当前商业环境变化之快前所未有，因此商学院必须持续进化，以确保自己时刻捕捉商业世界的最新实践，并将其提炼出来，放在某种合理的理论框架之中，成为很有价值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和领域，最佳的商业实践都是超越和领先于学术研究的，这是商学院的核心挑战之一。

	

	第二个挑战，本质上是整个商业世界的困境，而且它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发生，那就是商业本身失信于民。因为某些行业近年来发生的丑闻，让原本想要在商界谋求发展的年轻精英憧憬幻灭，对商业世界非常失望。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商学院，导致年轻人对商学院的兴趣大不如前。要知道，在美国，两年制MBA的入学率曾持续增长了很多年，但是近几年开始放缓增长，甚至还有学校出现了衰退。所以，要恢复商业世界的信誉，整个商业世界应该合作，要比从前更加专业。

	第三个挑战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数字化重新定义了“学习”。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学生们普遍无法就读完整的两年制MBA教育，他们都说：不行，我做不到读两年。所以很多商学院开设了一年制MBA项目。也就是说，商学院不得不调整从前的课程体系。

	从更长远来看，我想商学院应该调整重心，从之前给年轻学生提供一次性的商业管理教育，变成给企业高管们提供持续的、不断进化的、终生的学习体验。所以商学院的高管培训项目普遍在增长。这就又回到了我说的第一点：对资深高管来说，商学院提供的教育内容更需要跟现实世界紧密同步，他们非常挑剔，理论对他们一点也不重要，他们要学的是立即能应用的东西。

	所以，总得来说，商学院当下面临的挑战很多也很艰巨，但我认为这些挑战都是可以征服的，只要商学院更灵活、充满活力，不断自我革新，适应商业世界的变化和需求。

	

	HBR中文版：你提到了新技术对传统教育的挑战，能否再具体谈谈，在线教育究竟怎样影响了传统教育？

	达斯：在线教育对传统观教育的影响是很广泛的。从商学院教育来说，它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MBA学生第一学年的课程统统可以变成在线内容，不必坐在教室，跟教授呆在一起好几个小时学习那些最基础的经济学、金融、管理方面的概念。这就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挑战，对课堂内容和课堂教学质量提出了挑战。

	其次，在线教育改变了“学习模式”（the model of learning）。之前商业教育的固定模式是，MBA学生用整整两年时间在商学院深入学习商业的全部知识，然后进入现实商业世界，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去运用和实践这些知识。而在线学习推翻了这一固有模式，它的模式是：我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今天我能学到这个问题的哪些知识；我能怎样立刻运用这些知识。所以它的要求是，立即能学到并应用和自己实际需求相关的知识，这也将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商学院需要重思到底应该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教什么、以怎样的形式教他们、如何满足他们个人化的需求。

	第三，在线教育将催生很多来自个人非常独特的学习体验。课堂教育是为某个群体提供某种普遍经验，在同一时间、地点，为一大拨人提供相同的内容；而在线学习，将这一切都个人化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形式来学习。

	第四，在线学习大大拓展了社交体验，尤其对商业教育而言，它有极强大的网络效应。商学院在课堂上一直强调“全球语境”，这个“全球语境”不是“全球市场战略”的概念，而是就某个具体问题所做的决定，在全球语境中也是正确的。以前要学习这种技能，需要管理者去某个市场，比如中国呆上两年，了解当地的情况。但是现在，在线工作就可以让你学到需要的一切，你不一定非得在中国生活两年不可。这也是在线教育带来的改变。

	所以，在线教育让商业教育更加贴合需求、更加个性化、定制化，也大大拓展了学习的方式。从前，学习意味着研读那几本核心教科书，而现在，商业教育的学习形式绝不仅仅局限于在课堂上读教科书。

	这些改变正在发生中。当我反观自身，我知道自己过去十几年来轻车熟路的教学方式已成历史，我也要转型，找到在这个新世界做一个好老师的方式。这可真是很大的挑战。

	

	HBR中文版：MOOCs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横空出世、备受关注，你认为它目前为止的发展算得上在线教育的成功吗？

	达斯：算是，它的成功在于确实带来了改变。它让高等教育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对每个人都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所有为MOOCs提供课程的大学其实都有一个共识：目前1.0阶段的MOOCs最根本的迷思在于，它将一切都免费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每个人都在谈论MOOCs带来的改变，这很好，但是，我认为大家对MOOCs下一步如何能持续发展思考得不够。最终，教学的质量决定一切。教学质量的保证一定是需要资金的。至于资金从何而来，是来自对课程直接收费，还是来自其他方的资助，都未尝不可。我认为MOOCs一定会存在下去，而且会是未来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它的下一代还是不是现在的模式？它是不是还叫MOOCs？这些都可能不断变化。

	但是，MOOCs的存在是否意味着课堂的消失？当然不会。课堂仍然会存在。在线教育只是未来教育中的形式之一。

	
	高管教育的教学方式因地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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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哈佛商学院2014年高管教育市场调查

	

	HBR中文版：那么哈佛商学院呢？作为分管高管教育和出版业务的副院长，你能否告诉我们，哈佛商学院有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数字化战略？

	达斯：是的，我们有。

	哈佛商学院已有百余年历史，我们的使命是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这一点从未改变。这家机构一直以来的一大强项就是不断重塑自我，改变世界。今天你看到哈佛商学院的高管教育项目和出版业务觉得很正常，但是哈佛商学院并不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30年前我们根本没有高管培训，只有MBA一个项目，更没有现在这么多定制课程等等。但是为了持续满足市场需求，近些年来我们在课程项目上做了极大的改进。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今天做的很多事情也是从前根本没做过的。这些都是我们响应市场变化的举措。

	还有，去年我们发布了HBX系统，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数字化战略（关于HBX详情，参见后文——作者注）。目前这个项目提供两类特定内容，一是把商业基本概念的那部分内容搬到线上，其二是把哈佛商学院最热门的一些课程，也是高管培训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些课程录制下来，变成在线内容。所以哈佛商学院现在有大量在线教育内容供不同层面和需求的学生选择。当然这些内容都不是免费的，因为都是高质量的教学内容。

	但我想强调，在线课程本身算不上一种“战略”。我们之所以做在线课程，是为了回答我在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在课堂上传授的哪些内容是完全可以在线上实现的？”线上“只是一个传播介质而已，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你到底要传授哪些知识？你要怎样去传授知识？你要传授给哪些人？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的高管培训部门和出版部门推出了很多新的做法，比如现在很多高管项目既有课堂教学内容，也有离开校园之后在网上的互动，这是一种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方式。此外，除了针对资深高管的项目，我们的高管培训部门和出版部门还开发了针对高管团队之外，整个组织内其他管理者的在线学习项目。这些针对组织内高潜力人才、一线经理、中层管理者的培训是完全的在线学习项目。这些人分布在全球的各个组织中，不可能整个团队一起来波士顿上课，但是我们的在线课程给他们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内容。

	再来看看我们出版的《哈佛商业评论》，几年前，它不过就是一本杂志而已，而现在的哈佛商业评论网（hbr.org）已经是一个极其活跃的重要的社区，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发布最新的管理思想；阅读、讨论最新的管理实践和理念，和教授、作者们充分互动，而且还可以通过许多工具直接应用那些管理理念和工具。《哈佛商业评论》已经彻底重造自我，成功实现了在数字化时代和读者、作者的充分互动和深入联接。

	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教育还是出版，哈佛商学院的各个层面都已经具备了显著的数字化元素。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利用技术力量，实现互动性的教学方式，将我们的MBA学生、高管学生、我们的读者、作者、全世界的经理人都紧密联接在一起。

	

	跨国公司刚开始向中国学习

	HBR中文版：让我们再谈谈中国吧。作为哈佛商学院战略学和营销学的教授，你既在波士顿课堂给大量西方高管上课，也在哈佛上海中心给很多中国高管上课，能否分享下你在课堂上的一些观察：中国企业高管和西方企业高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之处吗？

	达斯：这个问题是个陷阱，答案很容易掉入窠臼。关于中西差异的陈词滥调有很多，比如美国企业更直接，把一切都放在桌面上，而中国企业在签订合同之时才意味着谈判真正开始，等等。但这些都是太简单化的区分，我就见过很多中国企业家远比我认识的一些西方CEO更为直接、坦率、投入。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中西企业家的种种差异，我并不认为完全真实。但是，就我自己深入合作过的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来看，我确实发现一些差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和投资要远远超过中国企业。面对同样激烈竞争的市场，同样紧俏的人才市场，跨国公司往往比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更愿意在人才上做更大、更长远的投资。

	

	HBR中文版：如果让你给中国企业高管一些商业建议，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达斯：首先我得说，虽然我在中国上课，和很多中国人一起工作，但我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仍然很有限，我远不够了解整个中国以及中国企业高管的所有问题。但我认为确实有些问题值得中国企业家去认真思考：

	首先，我认为仅仅凭借价格优势来赢得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企业习惯说：同样的事情我可以用更低价格帮你做到，跟我做生意吧！但是，要想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仅以更低价格做到那些别人也在做的事是远远不够的，企业需要更多创新的做法，需要更多战略性思考之下的先发动作。基于人力成本的价格优势已经远远不够了，挑战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不仅仅只是推出好产品，而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产品，以及应该在什么时间、向哪个人群推出这些产品。所以，挑战的核心在于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去实现这一点。我在中国市场看到的最令人激动的一点就是，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从创办公司第一天就在创新，他们在这个全新的、多变的、竞争更激烈的世界长大，天生就会创新。而老一代得益于价格优势而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还停留在价格战的旧模式中，难以转向新世界，这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

	第二就是要对本土市场有更深刻的理解。我老是听到中国企业高管说，中国市场的特点是消费者对价格极度敏感，不喜欢付费服务，但是对产品和服务又非常苛求，很难伺候。我想说的是，这些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消费者的特点，这是全世界消费者的特点，任何人都喜欢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中国企业家要意识到这些不过是正常的人性，不要抱怨这些，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要超越这种认识，跨越整个消费者层级去寻找那些垂直细分市场的核心用户，那些愿意为他们需要的服务而支付溢价的用户。所以，我第二个给中国企业家的建议就是，不要只想着如何理解全球市场，也要更深刻地理解本土市场。

	第三，我希望中国企业家真正意识到人才的价值和力量。如果说企业有哪方面是绝对不可以忽略和搁置的话，那就是对人才的投资。企业的人才战略不仅在于招募到顶尖人才，而是要持续管理和发展人才。你在人才管理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越多，所获就越多。要知道在那些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永远有好机会向顶尖人才敞开，你要想留住这些人，就要投资于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他们的过去，这其实也是为你企业的未来而投资。

	

	HBR中文版：你一再提到人才问题，也许中国企业家最需要向西方高管学习的地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和投资？

	达斯：没错，绝对如此。

	

	HBR中文版：那么，中国企业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跨国公司学习？

	达斯：有很多，跨国公司可以从这个市场学到太多东西。如果你看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商业管理教育，都是向西方市场和西方公司学习。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的商业实践提炼成经验和理论之后，其他市场照搬就好了。但这一切现在都变了。现在大量的实践和创新都发生在这里，上海、苏州、成都、北京等等，关于产品质量、客户关系、全球物流等等，这里面有太多门道。跨国公司其实才刚刚开始学习中国企业的一些最佳实践。我一点都不怀疑，未来二三十年，全球商学院常规课程里的大量案例和理念，会来自中国市场的商业实践。

	此外，我觉得西方企业家应该学习东方文化里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中国企业家身上那种能量和激情，这种能量和激情带来了极强的忠诚感，不仅是客户忠诚度，还包括雇员对企业的无比忠诚。这种忠诚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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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学院的过去与未来

		——关于HBX，以及哈佛商学院对在线教育的理解

		在线教育已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想知道哈佛商学院如何看待在线教育，如何进行在线教育？不妨先回到我们的起点。

		可以说，从创办之日至今，“案例教学”已成为哈佛商学院的代名词。如今，这种由哈佛商学院发起并坚持的商业管理教育方式，已是全球范围内商学院教育的普遍做法。

		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实操型学习。——哈佛商学院一整套研究、传授与学习的教学流程，根植于对现实世界的管理挑战的深刻理解。这一教学流程既要求严谨，又要求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二者缺一不可。教员们通过研究、撰写案例来深入探索管理难题，学生们则和教授们一起在课堂上探讨这些难题。

		但是，仅仅阅读和聆听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学生们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积极参与者。所谓“案例教学”就是指学生们针对这些管理难题，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管理经验，从而找到管理理论并充分理解彼此的实践经验。这是一场对话，一场精心安排的对话。它远好于随意的对话。这种对话意味着分析、判断、沟通和倾听。

		“案例教学”要求每个学生都积极投入其中。没人是旁观的旅客。它有时很恐怖、很不舒服也很挑战。它让你从错误中学习。这种体验充满能量。学生们绝不会忘记自己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而犯了错。他们也绝不会忘记自己启发其他同学有所收获的那个时刻。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哲学。我们已经坚持了100多年。这也是我们在想象和规划在线教育时的起点。数字化教育时代，我们仍然坚持：面对真实世界，实操型学习。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HBX。

		欢迎来到HBX！这是一个由哈佛商学院教员主导的数字化学习平台。

		开始设计HBX系统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很简单：通过技术力量撬动我们的教学潜力，继续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我们拥有100多年的商业教育经验。当我们把所有“材料”摆上桌面，最终，我们决定把所有重要元素都结合在一起，而成就这盘“大餐”的神秘作料就是哈佛商学院的教职员，这群对教学充满了毕生热忱的人。

		在HBX，你会发现数字化学习工具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在线学习工具创意不够野心不足，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些学习工具的开发上耗时巨甚。我们聚焦于创造一种将商业管理带入日常生活的学习体验。在HBX，我们相信教育很耗神，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有趣的、活跃的、社交型的、充满脑力激荡的活动。它其实是充满一连串意外的发现之旅，它会改变你探索世界的能力。

		具体来说，HBX会有不同的内容：首先上线的是CORe项目，它是商业的基础知识。随后是聚焦于具体商业话题的专业课程。最终，当HBX Live!上线，那将是一个连接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商业管理学习者的实时的、并行的在线课堂。

		在线教育才刚刚起步，我们深知这一点。所以，HBX所做的一切也还在磨合中，难免起起伏伏。毕竟我们还处于学习数字化教育的阶段。但尽管蹒跚学步，我们仍希望你能在HBX窥见哈佛商学院在商业管理教育上的愿景：我们对在线教育的想象力；我们的“案例教学”在数字化时代大胆而全新的实验；我们对学习体验的承诺；以及，我们为在线教育加倍下注是为了实现哈佛商学院永恒的使命：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

		资料来源：哈佛商学院　编译：程明霞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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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斯·纳拉扬达斯是哈佛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高级副院长&主席；哈佛商学院出版社高级副院长&主席；哈佛商学院James 
	J. Hill工商管理学教席教授。程明霞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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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家族企业传承：

	350年基业，5大基石

	柯禄唯（Karl-Ludwig Kley）| 口述

	李茂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创新引领生活”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根植于默克的公司文化中，创新驱动了默克数世纪的成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做出调整和改变是默克立足市场的一个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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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默克集团（Merck 
	KGaA，下称默克）是一家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制药与化工企业，算起来始创于中国清代的康熙年间，至今存续经营了近350年。这家公司能够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取得长期成功，似乎挑战了中国人关于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惯常思维。现在的默克，不仅依然是家族企业，并已传承至第13代，同时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仍在致力于不断创新。

	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默克长期经营的各种特点，但是在我眼中，默克的成功来源于创始家族与管理层的默契、与时俱进的创新、拥有长期愿景、快速决策并及时反思、以及利用核心价值观驱动等5大基石。

	默克集团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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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默克集团

	

	

	1．创始家族与管理层的默契

	首先，默克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它的创始家族默克家族。默克家族作为公司的创始者至今仍持有默克大部分的股份（约70%），它不仅仅是默克集团的所有人，还是掌控者。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全部投资到默克集团，年终红利和回报与其他股东并无差别，与默克其他股东的待遇也没有差别。一百年多年前，默克允许家族成员进入公司工作，但过去三十年来，默克的家族成员被要求先到外面的企业工作，才能进入家族企业，现在的规定则更为严格。

	我是默克集团首位担任集团CEO的非默克家族成员，代理默克家族对集团进行管理。在我加入默克执行董事会时，我们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以个人名义从默克家族购买一定的股份，在离开公司的时候再把股份转售。这是默克家族对高管的政策，默克高管团队大多数都在公司超过2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相当于一个远房表亲，受邀参加默克家族的管理会议，这让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和联系，公司的整体利益与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成就息息相关。

	默克家族与默克董事会之间的互动，完全是基于原则、专业和业务上的合作。默克执行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默克家族绝不会对董事会进行非制度方面的干预。董事会定期向默克家族汇报，按照一定的行动指南管理公司。在进行投资、收购或者其他重大商业决策时，董事会把方案提交默克家族审批。当然，我们每周还会有一些非正式会面，沟通公司的基本情况。

	

	2．与时俱进的创新

	这家有近350年发展历史的公司很明显已经不是一个初创企业，但是“创新引领生活”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公司文化中，创新驱动了默克数世纪的成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做出调整和改变是默克立足市场的一个根源所在。我们希望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总部，不仅仅是一个总部办公楼，而是成为默克的创新中心。

	2013年，默克集团包括默克雪兰诺、健康消费、功能性材料和默克密理博在内的四个业务分支，创造了总计111亿欧元的营业收入。我们在一些标志化产品上，包括消费者产品和消费者保健，实现了一如既往的创新；在既有的主要产品线上，包括生殖和甲状腺、心血管、糖尿病和肿瘤产品、功能型材料等，都取得了良好发展。但是，满足于现状对默克而言是不够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才能推动业务不断演变，顺应时代潮流。

	对于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我们始终保持开放和谨慎小心的态度。颠覆性创新技术本身是危险与机会共存，永远都不能低估它们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它们可能是公司现有模型的很好补充，但是如果运用不当，也极有可能摧毁公司现有格局。

	默克首先以客户为中心，从客户需求出发，判断未来创新方向，然后会考虑整个默克集团现有产品线。比如在液晶材料领域，OLED在过去几年经历了起伏，有时候大家认为它前景很好，有时候它的表现又差强人意。我们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后才确定OLED在未来确实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成为世界上OLED最领先的厂商和供应商之一。但是，OLED之后是否还会出现其他创新技术或者革命性创新，现在还不得而知，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这些技术的后续研讨，才能把握住创新方向。

	

	3．拥有长期愿景

	默克作为家族企业，拥有很好的长期愿景。我们希望因创新、质量、业绩与效率而赢得声誉；我们希望因以客户为导向、提供良好的职业机会以及企业家精神而广受欢迎；我们也希望因价值观、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和永续经营而受到尊重。这一战略愿景让默克关注未来持续的长期发展，而不是将目光局限于季度财报或者短期表现。

	2014年，我们在中国南通投资6.5亿元人民币建立生产基地。从2017年起，南通制药厂将成为默克集团全球第二大制药厂。南通制药厂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生产在基药名单上的一些主要药品，我们想把这些主要药品作为默克在中国投资的基石以及发展基点。此前还没有任何一家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进行如此大的投资。大多数公司关注的是产品，我们则把产品作为组合来看，眼光放得非常长远，希望在2014年或者未来的2024年获得更好的发展。

	默克－公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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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快速决策 及时反思

	当然，重视长期发展并不意味着默克不关注短期表现。良好的财务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树立信心、面向未来。默克自2005年上市后，具备了双重拥有权，作为一家上市的家族企业，它集合了双重拥有权的优势。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它必须制定良好的财务目标，制定公开、透明的策略，共享企业的很多信息，它使得默克勇于创新，更好地变革。

	公司一旦变大、历史变悠久，就很容易失去创新精神，机构变得臃肿，反应速度变慢。但是，默克恰恰相反。比如，南通制药厂的例子，从总部申请到最后批准只花了4个半月的时间，这是业界非常快的反应速度。如果考虑到这项投资总额达8000万欧元，绝非一个小的公司决策，但是默克依然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整个流程。

	默克快速决策机制的核心之一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的管理，我们希望在中国市场能够快速接近客户，了解客户需求，这就需要默克减少管理上一些繁文缛节。默克的关注点永远都是客户和患者，能够给客户或者患者带来价值的管理流程，我们才会予以保留，否则就会清除它。这是一个持续不断、永不停止的过程。另外一点，就是增加对一线领导的信任。比如，对于默克雪兰诺，总部给了它绝对的信任，尊重它做出的任何决策。尽管说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其实很复杂。默克在管理过程中，坚持实现自由与正常规范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将不必要的规范最小化。

	即便如此，困难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任何事情都一帆风顺，董事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公司出现问题常常是因为把错误的领导者放在错误的职位上，或者对客户的理解不到位，又或者是组织架构出了问题。

	这些挑战都需要我们在方案出台后，进行及时跟踪，执行阶段对细节保持谨慎。此外，我们还必须在与客户的沟通中，不断了解他们的需求，要像照镜子一样，随时进行自我反思。

	

	5．核心价值观驱动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创始家族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着企业。默克家族的价值观——诚信、勇气、成就、责任、透明和尊重——在过去的300多年里不曾变化，这也是默克集团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引导着我们努力实现集团的使命愿景。

	自1668年起，它就代表着创新、成功和企业责任。默克集团不像房地产行业，不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是能够真正推动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比如生命与健康。因此，我们致力于实现宏伟愿景，以研发驱动业务专长，帮助全球的患者、客户、合作伙伴和社区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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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禄唯是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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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世界的变革云图

	徐文伟|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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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联接为基础的ICT技术，如云计算、5G、物联网等，正在成为撬动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杠杆。毋庸置疑，ICT基础设施和网络，已如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一样，对各个国家和产业的繁荣发展及竞争力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如何创造价值？根据历史经验，这通常是经过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控制来实现的。但信息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基础设施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理念。ICT行业不仅开发了新的“产品”类型，还消除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物理界限，促进了创新、创业和新的商业模式的衍生。

	在ICT基础设施的推动下，新旧行业正在从销售商品、货物和服务转变为销售体验。以保险行业为例：如果你可以为你的孩子购买一个保险套餐，其中包含GPS跟踪和移动驾驶应用，并能让孩子知道如何安全驾驶，难道你还需要为他购买一份传统的汽车保险吗？

	

	推动数字化重构

	ICT不仅仅是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和IT部门关注的问题。根据华为与专业机构一起对1000多位企业管理者进行的全球调查显示，90%的企业领导人认为ICT投资对业务至关重要。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领导人认为其所在企业正在使用最先进的ICT技术。

	为了使用最先进的ICT技术，企业必须推动数字化重构，这样才能在企业运作和战略活动中最大程度地集成并利用ICT技术。企业需要通过使用ICT技术对企业思想和企业实体同时进行重构，从两者的相互影响中，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和收益。重构的最终状态是实现技术与战略之间的协同，企业可以更轻易获取所有的商业机会。许多企业认为，ICT的使用和经营业绩（包括运营效率、创新能力和提供极致客户体验）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但是缺乏关键行业的定量评估。

	为了了解企业如何推动数字化重构，并展示真正的领导力，行业联接指数指标体系基于两个维度的8个指标进行研究分析。ICT战略认知维度从战略重要性及投资计划两个方面来测评；ICT价值对效率（生产及供应链领域）、创新（产品开发领域）、互动（客户服务领域）三个方面进行考量。该指标体系也适用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行业联接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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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联接四象限

		资料来源：华为全球联接指数报告

	

	

	通过对各个行业在ICT战略认知和ICT价值收益两方面的研究，行业联接指数采用了联接四象限模型的方法，将所调研的10个行业归纳为变革者、战略家、实干家、观望者四大象限：

	1．变革者：这类企业认为ICT技术是所有业务活动（包括流程、产品生产和收入来源）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不断加大对ICT的投资，并积极地重新考虑其业务模式，他们最有可能发起并执行公司范围内的业务变革项目。

	2．战略家：这类企业对ICT技术期望很高，致力于长期投资。但由于所在行业竞争压力相对小，起步晚，经验欠缺，故在价值获取方面有限。此类行业需持续提升ICT使能转化率。

	3．实干家：这些企业使用ICT技术经验丰富，大力创新，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这些企业更有可能对ICT设施进行选择性投资，并且首选能够快速获得回报的ICT投资。

	4．观望者：这些企业通常将ICT技术投资视作解决紧急问题的方式。对于这些企业来说，ICT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持企业日常运作并降低成本。

	联接四象限直观呈现不同行业在数字化变革中的不同地位，金融、教育、石油和天然气、制造等行业在ICT转型中表现突出，处于变革者象限。联接四象限有助于企业掌握ICT数字化重构的进程及未来的趋势变化，进而有效地进行策略调整。

	

	成为变革者的5大要素

	企业如果实施数字重构，在所有业务要素和活动（包括流程、产品生产和营销）中充分利用ICT技术，任何企业都可以成为变革者，不论他们处于什么行业，规模有多大，位于哪个区域，或者起点有多高。不过，变革者区别于同行通常都会有以下5个特点：

	1．寻求开放创新：变革者拥抱外部（特别是行业）创新。变革者经常利用数字工具（比如社交网络），利用众包的模式从客户、员工和合作者处收集新创意。

	硅谷不断推动着汽车业的创新，并取代底特律成为重要的颠覆性创新发源地。如今，雷诺日产联盟（Renault-NissanAlliance）在谷歌加利福尼亚州总部对面设立办公室，旨在与顶尖技术公司联手。日产屡获殊荣的聆风电动汽车反映了ICT技术对汽车行业的深远影响，该车配备了尖端触摸屏、车内互联网联接和车载资讯系统。日产的Carwings智行云控制中心能够实时跟踪电池性能、电量使用、车辆定位和速度。聆风现已成为最畅销的插电式电动汽车，让日产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

	2．切实为客户提供便利：每个企业都在口头上表示要为客户提供便利，但是很少有企业做到这一点。对变革者来说，为客户提供便利并不仅仅是让实体店的位置更加接近客户。重要的是与客户进行互动的方式。企业现在大多通过数字化手段与客户互动，统一管理所有通信方式。变革者明白必须使用客户喜欢的方式，随时随地与他们保持互动。

	成立于1987年的招商银行，其定位是聚焦客户体验。招商银行启动了中国第一个网上银行平台，其95%的业务都在网上完成（大部分用户通过智能电话接入）。招商银行的分行数量只占传统银行的10%，交易成本只占15%，这就是招商银行与强大竞争对手对抗的成功资本。如今，招商银行闯入全球财富500强，也成为世界银行100强之一。通过提供随时随地的服务，招商银行客户满意度一直保持在95%。

	3．服务即商品：变革者认为服务与其所销售的产品同等重要。变革者认为新兴的“订阅式经济”让他们能够使用新的方式在产品销售后与客户互动，履行对产品性能的承诺并不断接收客户反馈。

	劳斯莱斯公司航空航天部利用ICT技术改变其业务模式，建立了新的KPI指标。利用联网传感器和云计算技术，劳斯莱斯公司不再简单地销售飞机引擎而是销售“按飞行小时包修合同”。客户购买的劳斯莱斯引擎，其性能可在全世界范围内远程跟踪和维护。劳斯莱斯公司现在一半的收入来自服务，这与传统的制造业务相比，所需的资产更少，利润率却更高。

	4．行业先知：变革者依靠实时信息和服务交付区别于其竞争对手、取悦客户以及提高效率。变革者通过不断分析各种来源的（包括客户和远程资产）数据，获得新的洞察。

	网上金融公司Kabbage认为，跟银行记录一样，客户的实时微博、Facebook记录以及网上发货数量可以反映一家公司的境况。过去3年，Kabbage成功地向创业型小公司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而传统银行和贷款公司通常不会向这些小型公司提供借贷。Kabbage使用大数据技术评估和了解申请人的情况，很快就能完成整个流程，这对小公司来说非常可贵，因为它们经常疲于管理现金流和存货。于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贷款即可获得批准，资金就能转给这些企业。

	5．能更快地适应变化：变革者可以利用ICT加快并适应变化，在全联接世界中获得蓬勃发展。ICT帮助大企业利用新成立公司所擅长的方式，即进行小型试验，然后迅速迭代，成为变革者。

	化工巨头道康宁公司发现其所在行业的利润率迅速下滑后，启动了Xiameter，一个销售道康宁公司有机硅产品的全球网上折扣平台，旨在赢回对价格敏感，会转而购买竞争对手低价产品的客户。道康宁公司不再对其高端产品搭售增值服务，而是利用ICT技术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提供多元化（包括低端）产品。3个月之内，道康宁公司收回了其对电子商务的投资，如今网上销售额占该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一，为业界平均值的3倍。

	全球联接指数国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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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华为全球联接指数报告

	

	联接：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全球大多数国家已经把ICT投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统一规划充分释放ICT潜力，驱动国家经济的良性增长。华为基于25个国家（占全球78%的GDP和68%的人口）联接程度的研究，围绕联接现状和增长空间两个维度、共16项指标构建了国家联接指数。联接现状从渗透率、带宽、可支付性等方面来考量宽带业务现状，增长空间则面向未来，从国家层面是否有宽带计划，以及个人层面移动应用下载量增长率和活跃度预测评估。

	我们研究发现，德国的联接指数全球排名第一，美国和英国紧随其后，发达国家正在借助投资ICT保持良好的竞争活力。

	德国两大综合指标“联接现状”和“增长空间”分别位居全球第三和发达国家第二。德国的宽带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人均带宽达到24Mbps，在提供发达宽带基础设施的同时，德国的宽带可获得性也非常好，根据《全球联接指数》研究显示，德国的固定宽带可获得性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电信服务支出与人均可支配费用占比仅为1.16%。

	在传统的制造行业，德国凭借雄厚的ICT基础优势正在推进工业4.0革命，这在业界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实现的工厂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使用电力来实现大规模化批量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凭借电气和信息技术实现制造业的自动化。工业4.0的本质就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实现“智能工厂”，通过物联网将制造业的物理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形成一个“信息物理系统网络”，从而实现制造向智造的升级。德国电子电气工业协会预测，工业4.0将使工业生产效率提升30%。

	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的ICT政策也获得了加速发展，智利、肯尼亚、埃及在国家联接指数的增长空间维度分列前三。

	以智利为例，在本次调研的发展中国家中联接指数排名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四。这主要得益于其增长势头表现突出，“增长空间”指标高居全球首位。从联接现状来看，智利政府将GDP总量的0.9%投资到通信领域，在所调研的25个国家中排名第四。智利固定宽带平均下行速率为14Mbps，而在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分别是11Mbps和9Mbps。尤其是移动、固定宽带可获得性好，这三项指标在发展中国家均排名第三。智利不断加强ICT技术投入以带动经济发展，通过“智利硅谷”项目，快速地建立起宽带基础设施，鼓励创新，聚集起全面的人才、技术、商业等资源。

	根据《全球联接指数》对两个维度16个指标的研究分析得出，联接指数每提升1点，人均GDP增加1.4%－1.9%，发展中国家的提升会明显大于发达国家。这些分析为那些试图利用联接实现社会转型、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创新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市场提供了指导。

	在一个更加美好的全联接时代，ICT技术成为客户业务导向和制造文化的核心。数字重构是一种思维模式，积极促进使用技术来提高效率、促进创新并提升客户参与度。

	

	
		华为全球联接指数（GCI）：共建全联接世界

		9月16日，华为在HCC2014云计算大会上，发布了全球联接指数（GCI），这是业界首次对国家和行业联接水平进行全面、客观的量化评估。

		其中，国家联接指数考量了占全球78%的GDP和68%的人口的25个国家的联接程度，进而反映ICT技术在推动创新、提供极致用户体验和培育创业方面的作用。

		另外，行业联接指数考量了10个行业中ICT领域的投资和应用，以及其对企业效率、创新和与客户互动方面的影响。通过该指数，我们可以看出哪些行业正在积极拥抱ICT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这个指数也反映了ICT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进步如何帮助行业，进行创新及变革，以抓住全联接世界里的诸多机会。

		行业联接指数从投入和产出共两个维度的8个指标进行量化，对各个行业在ICT数字化重构进行充分评估。行业联接指数研究显示，65%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加大对ICT的投资，金融行业的ICT战略认知度在10个行业里面排名最高，而金融也是联接指数调研总分最高的行业，71%的金融企业表示未来两年ICT投资增长将超过5%。

		此外，73%的受访者反馈ICT帮助企业加快了产品上市时间；81%的企业通过ICT投资提供了新的服务或改进了现有的服务，70%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几年数字渠道的销售收入比例将会显著提升，这表明，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地拥抱ICT，缩短业务流程、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释放出产业创新的巨大潜能，其中交通物流行业是所有行业“ICT价值”得分最高的，其通过ICT在效率提升、创新、客户互动三方面的表现分别位列第二、第一和第三。

		根据华为预测，到2020年，全球ICT支出将增长到接近5万亿美元的市场空间。今天，ICT已经由过去以提高效率为特征的支撑系统，向驱动价值创造的生产系统转变，联接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之后新的生产要素。调研显示，移动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是企业拥抱ICT转型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四大技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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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伟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Marketing总裁。







	
	

	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咸鱼翻身，只需三步

	Rebounding from Career Setbacks

	米切尔·李·马克斯（Mitchell Lee Marks）

	菲利普·莫维斯（Philip Mirvis）

	罗恩·阿什克纳斯（Ron Ashkenas）|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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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难免会因公司兼并、重组、激烈升职竞争或自身能力欠缺而遭遇开除、解雇或升职无望等挫折。通过发现败因、看清方向和适时行动，你可以走出低谷，甚至反败为胜。

	

	

	布莱恩是公司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接连晋升至多个高管职位，很快又被提拔到事业部担任负责人，直接向CEO汇报工作。然而，在任两年后，虽然他帮公司赚了不少钱，可还是给老板解雇了。布莱恩被告知，公司正向更开放、专业、全球性方向转型，而他过于凌厉的领导风格并不能体现这些价值理念。

	像很多雄心勃勃却遭遇职场重创的经理人一样，布莱恩先后经历了震惊、拒绝接受现实和自我怀疑的感情阶段。毕竟，他从未遭遇过类似重创，因此很难接受自己没有想象中优秀这一事实。他的老板没有给他机会证明自己，这也让他感到愤怒和沮丧。最终，布莱恩认识到他不能改变公司这一决定，所以选择重新振作，继续前行。布莱恩手下的员工没有一人反对解雇他，因此他非常渴望知道将来该如何培养职员的忠诚度。

	几个月后，一家大型工业零件制造公司十分认可布莱恩卓越的创收能力，于是雇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该职位与之前的职位相比，相当于降级，但布莱恩决定接受它，从而尝试不同的工作和领导方式，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及鼓舞员工士气。布莱恩得到了回报：不到3年，一家世界500强制造企业聘请他担任CEO。他在任的7年里，公司收入增加一倍。另外，他创建了新的企业文化，平衡了追求创新与恪守效率和业绩之间的关系。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遭到解雇后都能再领导一家大公司。但是我们从事企业管理人员方面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已有30多年，认为布莱恩的案例很有启发意义。如果你能正确应对职场挫折，失败就可以成为成功的跳板。要想像布莱恩一样华丽转身，你要做好这3件事：发现败因、看清方向、适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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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败因

	我们采访了上百名因公司兼并、重组、激烈升职竞争或自身能力欠缺而被开除、解雇或升职无望的高管，结果发现他们会经历人在受挫后必经的经典情绪阶段（由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定义）。起初，他们会很震惊，拒绝接受现实，然后他们开始生公司或老板的气，跟上司讨价还价，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要舔舐自己的伤口，自问还能否再赢得团队或同辈的尊重。很多人都没有进入“接受现实”这一阶段。

	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事业有成者通常会居功自傲，一旦失败，他们往往将结果主要归咎于他人。社会心理学家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后已发现这一点，称之为归因偏向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归因偏向保护了落败者的自尊心，但并不利于其学习和成长，因为他们责备外因或公司政治，而不是检讨自己的不足。

	有些人想得到坦诚的意见反馈，却多半是向心存同情的朋友、家人或同事倾诉，这些人只会强化落败者的自我定位（“你应该得到那份工作”），或者为他们打抱不平（“你确实该生气”）。这妨碍了他们反省自己的过失，且不会改变当初导致其职场滑铁卢的有害行为。此外，这还会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重蹈覆辙。

	职场失意后还能咸鱼翻身的人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并没有陷入悲痛之中或不断发牢骚，而是积极探索怎样改进过去的不足，回想从前是否正确考量了经营状况并妥善应对。此外，他们还思考如果重来一次，做法会有何不同。他们也会从多个渠道（上司、同级和下属等）搜集反馈意见，并明确表示希望得到真诚建议，而不是安慰。

	比如，布莱恩就同老板、几名下属以及一些信赖的同事多次坦诚沟通。虽然过程很痛苦，但他得知了自已出名的难相处又坏脾气的名声，这正是他职业发展受限的根源。

	同样还有斯坦的例子。他是一家正考虑全球扩张的专业时尚精品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斯坦积极拥护扩张方案，并觊觎着公司伦敦分部主管一职。当得知另一合伙人当选后，他忿忿不平，接着自怨自艾地过了数周，但最终决心采取更富有成效的行动。他安排了与公司高管委员会成员一对一的会谈。每次谈话开始时，斯坦都会解释说他并不是要让高管改变决定，只是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如此安排。他小心地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怨意或在指责他们。他努力保持一种积极向上又自信满满的语调，并表示他愿意吸取从前的教训。

	结果，高管委员会成员的回复一致又实用：他们认为他的凌厉作风在美国非常可贵，但在英国，可能会影响公司吸收新客户，经营新业务。斯坦最初很排斥这一观点。他暗想，“我签下大单的时候怎么没人介意我手段强硬”。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并接纳了他们坦率的建议。“他们不是在逼我改变，”斯坦反思道，“而是让我明白是我的行事风格让我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看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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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在失败中寻找机遇，就需要认真审视自己内心所求。

	接下来，你要客观思考反败为胜的可能方案，是选择本公司内另一职位，还是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或转行。

	要想在失败中寻找机遇，你要认真审视自己及内心所求。研究表明很多人职场受挫后会选择逃避现实，有人去旅游解忧，有人则通过疯狂工作、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还有人拒绝与亲友探讨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尽管这些做法可以让他们情感上有所宣泄，但并不利于自我提升与转变。积极寻找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才能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机会通常不会从天而降，而那些刚刚折戟、正处在悲愤交织状态下的人就更难看到机遇。

	变革管理专家威廉姆·布里奇（William Bridge）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痛苦抉择是维持现状和既定方法还是放弃眼前的一切时，承受着巨大压力。我们提供过咨询的领导者将此称为“曙光期”，指人们处在被彻底打败，不知未来如何才能成功的阶段。

	这也就是我们何以要花时间试验一些之后的职业发展方案。你可以咨询职业规划师或参加心理治疗，来确定目标并实现自我提升；也可以暂时离开岗位回学校深造，或在初创公司或非盈利组织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看能否继续发展下去。冷静一下可以让落败者在挫折中找到新思路。

	我们来回顾一下布莱恩被解雇时是如何应对的：他选择了职位更低的工作，因此得到改进领导方式的空间。或者以宝拉为例，我们认识她的时候正在研究在线广告公司高管在公司重组后该如何自保。当宝拉所在高科技公司的新任CEO宣布公司改制时，她觉得自己相对安全，因为她带领的欧洲事业部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业绩达标甚至超标，她本人更是5年内晋职3次。但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的职位将被撤销。

	刚开始宝拉怨声载道，从公司政治到未能保护她及其团队的老板都在她的指责之列。收到离职通告3个月后，她迎来在任的最后一天。宝拉对之后的日子没有任何计划也不想立刻做规划。不过，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与事业，又联系朋友和工作伙伴，用她的话说“并不是为了拉帮结派”，而是要征求人生未来方向的思路和建议。

	宝拉会反思与友人的每一段对话，并做笔记，最后总结出她所谓的“我下一份工作的4要素”，即向市场投放新产品（而不是把美国产品换个地区销售）、与客户更直接地交流、效力于一家有独特价值主张的公司，以及与喜欢并信任的同事共事。其后，宝拉根据这些条件展开了工作搜索。

	

	适时行动

	在制定几个方案后，你就可以选出一个具体实施了。这其中风险很高，特别是对要进入另一未知职业领域的人来说。重新定位职业方向是一回事，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另一回事。但是记住，你在上一份工作中学到的技能和积累的经验都还有用，而且从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也能令你受益。此外，你或许也反复修改过成功的定义，并有了答案。

	我们同职业规划师道格拉斯·霍尔（Douglas (Tim) Hall）合作的研究表明，需求和侧重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很大改变。比如人出生以后，会长大，离开家，经历离异或亲人辞世等。儿时的梦想随着人步入中年而渐渐消失，新的理想逐渐抬头。从前的想法和技能过时了，新的人生挑战又开始了。所以正确的职业选择要契合人们当下的所思所想。

	宝拉的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她的“必有”清单帮她成功面试并赢得一个更高级别的职位——在同行业的一家规模略小的公司担任国际销售副总裁。工作地点为一个欧洲城市。宝拉就住在那里并甘之如饴。

	相比之下，布莱恩采取了降级的做法，但他利用职位变动的机会学到了如何成为更好的管理者。他明白了过去让他管理低效和战略不佳的诱因。比如，过去如果下属有任何过失，他会立即揪出来批评。但现在他学会与相关负责人做线下沟通。通过多次使用这种方法，他已经习惯成自然，能够平和地解决问题。

	布鲁斯的案例也可供参考。他是纽约一家银行的高级IT经理。该银行刚刚与其他公司合并。他在合并后保留原职，却在新公司首席技术官一职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尽管他继续留任原职，但经过一年的再三思量，考虑到个人和事业抱负，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作，他选择举家搬到田纳西州奥斯汀市，并加入当地一家小型科技公司，该公司后来取得巨大成功。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有时间指导两个孩子所在的足球队训练，并在当地一个乐队当吉他手，重燃了自己的音乐热情。

	像宝拉和布莱恩一样，布鲁斯也在失败后认真反思，进而采取了坚定行动。他搬到一个新城市，进入一个新行业，从事了一份让他重新振作并获得长足发展的工作。

	对于那些想留在公司与员工并肩作战的高管而言，他们要做出的最大改变在于转换思维模式或在心理上接受结果。这是斯坦在专业时尚精品公司工作时的经验：他更为清楚地知道同事如何看待自己，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因此对所领薪水、职位以及补贴开始感到满意。他还找到提升自己满意度和成就感的新来源，即教导下一代人才怎样赢得新商机。

	改变视角像换公司或换工作一样费心费力，如果你不能像斯坦一样在现任工作中找到新乐趣，那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或更多融入家庭生活，或做志愿活动，或培养爱好，从而通过更丰富的个人生活来补偿事业上无法独占鳌头的挫败感。

	我们都知道要想事业有成，韧性与适应力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拥有或天生就具备这些素质。因此在受挫后，做清晰的步骤规划就显得格外实用。本文提供的思路可以帮助落败者不再愤懑与自我怀疑，而对未来充满期待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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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切尔·李·马克斯是旧金山州立大学商学院领导力学教授，及JoiningForces.org公司总裁。菲利普·莫维斯是组织心理学家及顾问。罗恩·阿什克纳斯是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谢弗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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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董事就该低调吗

	Should a Female Director "Tone It Down"?

	鲍里斯·格罗伊斯堡（Boris Groysberg）

	黛博拉·贝尔（Deborah Bell）| 文

	牛文静 | 译　康欣叶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公司的女董事多次在董事会议上质疑CFO提交的财务报告缺乏重要细节，结果引起其他董事不满。后者认为，她太固执，索要的细节并不重要。是该顶住压力继续履行董事职责，还是该接受CEO的劝告而放弃质疑，她陷入了两难。

	

	

	终于，萨拉觉得她必须和 J.P. 奥法特约个时间谈谈了。两人都是佛罗里达州一家购物地产开发集团的高管，J.P. 是CEO，萨拉则是该公司的董事。萨拉对公司和 J.P. 都尽心尽力。但随着最近董事会议变得密集，J.P. 和她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

	萨拉认为，问题的关键一目了然，在于他们对公司CFO锡德·耶比的看法上。尽管萨拉反复要求锡德为她提供详尽的财务报表，他却置若罔闻，继续带着两页没有注解的简单财务分析出席董事会。如果无法掌握公司运营或会计方面细节，萨拉和公司其他董事该如何进行财务监督？

	但是，萨拉的观点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她逐渐感到孤立。几个月前，J.P. 曾私下告诉她自己很感谢她在财务问题上对锡德的认真要求。这位年轻又缺乏经验的CEO坦言，自己不太敢向锡德提出强硬问题，毕竟锡德比他早入行10年，经验丰富。而且 J.P. 的父亲、公司创始人兼现任董事会主席比尔·奥法特似乎并不在意细节文件的缺失，令此事更加难办。

	萨拉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房地产行业顾问，总是热心帮助他人。但是来自锡德和其他董事对她的异见开始甚嚣尘上。而且其中一名董事还指责她有私心，企图杀CFO的威风。另一位董事则当面指责她话太多，就像自己青春期的女儿。萨拉表面上不为所动，但作为董事会惟一的女性，内心已经倍感畏惧。甚至连曾经夸她坚韧不拔充满进取心、并提拔她做董事的比尔，也说其他人认为她“太固执”。萨拉认为，是时候让 J.P. 为她出头了。

	

	上一季度

	萨拉举手时，能听到周围人的叹气声。董事会主席示意众人安静称：“我们不能为每份财务报告争吵一番。”

	锡德加了一页陈述流动资产的PPT，萨拉稍微得意了一下。这是个小胜利，但本质上无足轻重。两周前，J.P. 将她拉到一边，让她停止和CFO争论。起初她吓了一跳。争论？她只是提出问题而已。此外，她以为 J.P. 希望自己挑战和质疑锡德。于是，她决定尝试一种新方法：在召开董事会前，她给锡德打了电话，建议他在PPT陈述中加入一些关键细节，比如流动资产的介绍。

	萨拉认为，锡德必须明白自己不能用一张幻灯片敷衍了事。在他的陈述结束后，萨拉举起了手。她甚至听到了周围人的叹气声。她说：“锡德，感谢你给出的附加信息，但正如我们几周前讨论过的，如果你能提供更多信息会更有帮助。比如，和同行业其他公司相比，我们的财务比率情况如何？最好的、最基本的以及最差的流动资产项目分别是什么？”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锡德向比尔耸了一下肩，好像在说：“你看到我要应付什么麻烦了吗？”比尔用笔敲了敲桌子，示意众人安静。“我们不能为每份财务报告争吵一番，在座的都是资深的公司领导，”他用笔指了指在座的人，“阿韦里是货车运输公司CEO，路易斯管理着一家银行等等。他们常看财务总结报告，不想在无用的细节上浪费时间。”

	“但研究细节是我们身为董事的职责，”萨拉说，“即使公司股价在稳定增长，但是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利用浮动利率债券购入表现不佳的资产，然后假设这些资产价格会继续稳定，公司还能以较低的利率再融资。但这个假设太大胆了，董事会有权知道更多细节，以便判断我们是否要继续执行这一战略。”

	比尔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而是转移了话题，结束了这段讨论。这让萨拉感到愤怒。她当即闭嘴，但当晚她就给 J.P. 写了一封信，首次正式以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公司战略和锡德汇报方式的担忧，她认为锡德的方式对一家大型地产投资信托机构（REIT）来说太过随意。在信中她还要求在自己与家人休假一周后，与J.P进行一次一对一的会谈。

	

	姐姐的建议

	萨拉在出发度假前，和姐姐贝琪共进晚餐。贝琪是一位生物技术领域的创业者。尽管她们都忙于应付各自的工作和大家庭，但彼此关系亲密，经常交流。

	萨拉在她们最喜爱的餐厅等姐姐的时候，收到 J.P. 同意见面的回复，但 J.P. 的邮件很简洁，令她略感不安。

	萨拉见到贝琪的时候，脸上的忧虑挥之不去。“怎么了？”贝琪立刻问。“是我所在的董事会——那家地产公司，”萨拉长叹了一口气，“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国内第二大REIT吗？我们手握数百个房产，赚了很多钱。但我们的管理团队仍然觉得公司应该按照几年前家族作坊式的做法运营。我简直无法容忍。特别是无法容忍CFO锡德·耶比对数字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知道，你提过他。”贝琪说。

	“他自信心爆棚，像个牌品不好的人，拿着一手不怎么样的牌还敢下大赌注。除了我没人提醒他。我好多次就数字问题质问过锡德，这也是 J.P. 让我这么做的。J.P. 曾经还说公司不能没我，但现在看来他对我很冷淡，反而对锡德大开方便之门。”

	“锡德到底做错了什么？”贝琪问。

	“2011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好多桩大型收购，购置了很多物业，同时也负债累累，很多融资都是靠短期借债。如今，公司的杠杆比率比任何一家竞争对手的都要高。锡德说资产价值稳定，消费者回归市场，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如果我们再经历一场经济下滑怎么办？没人关心这个。”

	萨拉叹了口气：“其他董事都讨厌看到我质问锡德，他们觉得我有私心，但我真没有，完全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在你质问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做了任何道德败坏或非法的事？”贝琪问道。

	“没有。”萨拉答道。

	“发现他不称职、愚蠢或者粗心大意？”

	“没有，但是——”

	“被误导、冲动、可疑？”

	“呃，我的确觉得他的很多决策值得质疑，特别是关于我们的资金杠杆。”萨拉说。

	“但他的确帮助公司安然度过了次贷危机和经济低迷期，不是吗？”贝琪反问。

	“是的。”

	“这大概就是你在董事会没有任何同盟的原因了。”

	

	 J.P. 办公室内

	萨拉和 J.P. 在真皮沙发上相对而坐，J.P. 看上去有些紧张。“萨拉，你知道我能力有限，”他说，“我不可能知道所有和商业有关的东西。我以前也和你说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没有——”他犹豫了一下。

	萨拉接道：“没有我，我知道，对此我很感激。”

	“不——我说的是锡德，对不起。”

	萨拉盯着他，一时语塞。

	“萨拉，你的才华非常了得，”J.P. 继续说，“你对问题的质疑，特别是针对财务的质疑，非常有帮助有见地。你的话总是很重要。”

	“但是？”

	“但是锡德表示，他对董事会的状况很沮丧，而且他准备要递辞呈了。”

	“真的？”那太好了，萨拉心想。

	“但是如果你能，如他所说‘缓和一些，别管这事’，他就不走了。”

	萨拉惊呆了，震惊的程度让她一时缓不过神来，好一会才恢复。她意识到 J.P. 的表达有着前所未见的坚决。他真的是在给自己下最后通牒吗：闭嘴或者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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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真实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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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里斯·格罗伊斯堡是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学教授，合著有Talk, inc（《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黛博拉·贝尔是研究组织行为学的学者，关注组织动态和效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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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他们该不会是来和我们抢市场份额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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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内部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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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戈登是宜瑞安公司总裁、CEO兼董事长，同时也是国际纸业和几家非营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宜瑞安是一家为食品和医药等行业提供原材料的全球供应商。

			
		

	

	如果萨拉能抱着开放的心态和其他董事谈谈，想必他们会很欢迎。

	萨拉和其他董事的关系近乎决裂，但她也许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并且让自己更高效地履行职责。

	董事会每次开会时需要的不只是两页财务信息概述，这点她绝对没错。上市公司董事应代表股东的利益，对管理提出战略性建议，而不应随便批准CEO和CFO提出的动议。他们要明白公司如何赚钱以及潜在竞争威胁是什么。

	据我的经验，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应该也确实想了解利润率和财务比率等账务状况。因此乍一看，萨拉作为董事貌似非常成功和称职，而且是惟一认真对待工作的人。但是退一步想，你会发现她彻底失败了。她没有对团队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她试图代表独立股东的努力也因此流于空谈。

	萨拉也许会说其他董事才是问题所在。我不知道大多数董事是否长期效力于这家家族企业，他们对比尔和 J.P. 的忠诚或许掩盖了他们对其他问题的担忧。即使如此，萨拉的行为仍有待改进。她应认真做功课，了解其他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观点，知晓他们各自的专长，以及谁和她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一致。

	我觉得她不可能是惟一想了解更多财务信息的人。如果她能带着开放的心态去和其他董事谈谈，想必他们也一定很欢迎。一旦她打好基础，就可以用这些联盟来构建关系。她在正式成为董事之前应该多做些调研，这是我的做法，但萨拉现在着手其实也不晚。

	我认为萨拉在董事会中拥有潜在同盟。她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与董事建立同盟关系，这样一来她的联盟就能巧妙而有力地坚持索要更多关于财务信息的细节，使管理层能针对债务和如何为扩张筹措资金的事进行周全的讨论。

	董事会主席和治理及任命委员会当然也有责任：他们应该给予萨拉和其他董事一些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聆听及表达意见，那么董事会的讨论就会更富有成效，也不会白白浪费众人的时间。

	作为宜瑞安董事会主席，我经常在会议间歇和董事会成员进行交流。董事会主席不应试图消除分歧——在董事会持有不同意见很重要。

	当然也有可能这家公司的主席和治理委员会的领导者根本不想帮助萨拉。她也许无法找到任何潜在同盟，也无法用建设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无论哪种情况，萨拉和董事会都该分开行事，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但是这个董事会面对更深层的问题。公司CEO的领导力值得商榷。J.P. 开始鼓励萨拉在董事会议上质问锡德就是一个警示。这些强硬问题本该由CEO来质问，如果 J.P. 无法面对锡德，这家公司的问题要远比萨拉面对的冲突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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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内情，果断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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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德克尔是雅虎公司前总裁，也是受聘到哈佛商学院教学的企业家。她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好市多公司董事会成员。

			
		

	

	如果有一位董事说我像他青春期的女儿，我会让他当场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董事会一旦滋生出这样机能失常的文化，那么除了主席，没有哪个董事可以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尽管萨拉的担心的确存在，要求也合理，但是她已经失去了带动改变的能力，她现在不得不决定是否要继续在这种文化中生存。我认为她不行，反正我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她将自己的担心公之于众并辞职。

	但为了让自己将来不至于再次陷入类似境地，她必须尽可能从这次经历中吸取教训。下次萨拉加入董事会时，必须想清楚自己该如何更好地行使权力。她应该采用一种更有技巧的沟通方式，体现出对其他董事工作的感谢，并敏锐观察，不要踩到沟通中的底线。

	一个运行良好的董事会下设各类委员会，履行特定职责，其中一些职责是由法律规定的。多数董事会的工作都是在委员会会议和一对一的互动中完成的，而非在董事会议上。比如，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是理解并监督公司的债务等财务状况，并监督风险管理。因此萨拉在董事会议上提出的问题首先应由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师提出。有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担忧就会引起其他董事或外部专家的共鸣，说不定大家会达成共识。

	萨拉几次三番在董事会议上要求讨论财务细节，这一行为已经越界。她还在同事和老板面前，逼问CFO锡德·耶比。结果，她和锡德进入了一种攻守模式，这让他们无法理解对方，也无法求同存异。问题本身被不当的沟通方式所掩盖。

	董事会本身也存在越界问题：一位董事评价萨拉像自己青春期的女儿，这非常不合宜。萨拉本应立刻给出回应，弄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并通过交流指出这一评论有欠妥当。如果某人对我做出类似评论，我会让他当场解释清楚，逼迫他收回这话并道歉。萨拉事后应该和这位董事进行一场一对一谈话。

	萨拉本该和所有其他董事分别进行面谈，找出大家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她本应借由这些对谈了解对方的立场。比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锡德为什么不愿意提供更多财务细节。是因为主席和CEO不想让他这样做，还是他试图隐藏什么？一旦萨拉理解了其他人的观点和动机，也许就能解决她的问题。说不定她能揭发一场需要向股东以及外部审计师举报的阴谋。

	作为董事会中惟一的女性，萨拉的处境很艰难。其他董事虽然没有公开表现出性别歧视，但他们所言所行已经表明，至少他们当中某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让她在选择沟通场合和方式上更需小心和敏感。她的个人风格并不利于高效沟通。看上去她很容易摆出攻击的架势，也很容易采取防守姿态。她也许并未意识到自己若能不这么咄咄逼人，放下戒心变得更平和，或许更能树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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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怎么做？

		
		Indira公司 CEO

		卡莉·曼莎 Carrie Mantha

		财务细节的缺失妨碍了萨拉履行董事职责的能力。我认为她不该退让。如果CFO不愿提供财务信息细节，她必须要告知CEO自己要从董事会辞职，同时会给所有股东写一封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卡雷商学院营销顾问、职业学院成员

		克里斯汀·瓦勒瑞恩 Christine R. Valeriann

		萨拉应该立刻停止在董事会议上索要财务信息，并承诺不公开这些信息。针对自己在公开场合表达个人看法的行为，她应该向每位董事道歉，并为造成的误解承担责任。这样萨拉既遵循了“闭嘴或出局”的最后通牒，也能确保公司其他财务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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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克罗地亚分公司技术销售经理

		阿伦·哥吉塔 Alen Gojceta

		萨拉正处于“权力危机”中，她可以同意CEO的要求，并要求对方也让一步。她可以说：“我们从外部找一位独立审计师，这样你、我、董事会和锡德都可以安心了。”

		

		


		
		杜克大学企业教育期刊《对话》主笔

		莉兹·梅隆 Liz Mellon

		对男人来说拥有某种观点和远见会被视为坦率或坚定，而女人则被冠以固执或情绪化。这是萨拉同事的问题，萨拉不应受此影响，该继续做正确的事。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经验 Experience / 杂谈 Synthesis

	

	




硅谷荣光不再？

	Innovation, Then and Now

	我们为何越来越喜欢赞颂科技业先驱，

	而嘲笑和轻视如今的创业者呢？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文

	康欣叶 | 译　时青靖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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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C出品的新剧《奔腾年代》（Halt 
	and Catch Fire）第二季讲述了个人电脑诞生的故事。剧中主人公鼓励他的两位下属，不要在乎最近碰的钉子，继续开发新一代个人电脑。“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是非理性的一群人，”他继而引用萧伯纳的一句名言，“理性的人让自己适应社会，非理性的人总是坚持让社会适应自己，所以，所有的进步都得靠非理性的人。”

	

	
		
			
					
				
				[image: ]《奔腾年代》

				出版社：AMC

				出版时间：2014年

				
			

		

	

	

	这句话完美阐释了我们对“科技的过去”所持有的态度。回首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旧习终结者和超级天才。但是一旦将电视剧剧情快进30年，进入HBO连续剧《硅谷》中，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科技创业者被塑造成完全不同的形象。剧中的创业者更在意只用一个周末编代码就能实现的创意，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创意。其中一个创业者终于熬到把公司以两亿美元卖给谷歌的那天。他说：“我们通过最大程度重复使用和扩展代码，构建起优雅的层级体系，从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image: ]《硅谷》

				出版社：HBO

				出版时间：2014年

				
			

		

	

	

	这些电视剧确实存在虚构成份，尤其是刻意进行了拙劣模仿的《硅谷》。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创新心存景仰，但是对今天的许多科技产品表示不屑。这种差异真实存在，最近出版的几部非虚构作品对此也有体现。

	
	让我们以两本书为例：迈克尔·马龙（Michael Malone）的新书《英特尔三杰》（The Intel Trinity）记录了英特尔公司的历史。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创新者》（The Innovators）描绘了那些一手开创计算机产业，从而改变世界的先驱者们。这两本书都讲述了英雄事迹，比如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在书中例举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的故事：1971年10月，这位传奇工程师兼创业者邀请亲戚到加州参加家庭聚会。在驶向旧金山湾区的一次大巴之旅中，他大胆预测自己公司的产品将产生的影响。他高举英特尔全新的4004微处理器说：“这个东西将改变世界。它将给你们的家庭带来巨变，你们每个人都将拥有电脑。你将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一切都将以电子形式发生。”

	

	
		
			
					
				
				[image: ]《英特尔三杰》

				迈克尔·马龙

				出版社：HarperBusiness

				出版时间：2014年

				
			

		

	

	

	当然，诺伊斯的预言成真了。诺伊斯和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还有马龙和艾萨克森笔下的其他人物确实创造了我们的未来。因此在回顾这些人物时，我们无疑心存崇敬之情。

	

	
		
			
					
				
				[image: ]《创新者》

				沃尔特·艾萨克森

				出版社：西蒙舒斯特出版

				出版时间：2014年

				
			

		

	

	

	然而，在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Gideon Lewis-Kraus）最新的电子书作品《无路可退》（No Exit）中，作者以内行视角描绘了今天硅谷公司平淡无奇的创业历程，毫无任何鼓舞人心的情节。该书围绕一家名叫Boomtrain的初创公司展开。公司创始人不乏创业热情与能力，尽管公司成功机率很小，他们仍然坚持宣讲，不断颠覆自我。但是这本书的问题在于，这些创始人和他们的公司没有任何亮点。他们来自一个创业孵化器，而非实验室或车库。他们聚焦于可行的商业模式，而非科学研究或发展。他们显然没有要改变世界的意思。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喜欢赞颂科技产业的“前世”，而嘲笑和轻视它的“今生”？这种差异从何而来？一种解释是，历史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只留下伟人的印记。这也许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

	尽管今天科技进步迅猛，我们仍然很难摆脱一种感觉，那就是与20年或30年前相比，今天的产品与服务显得渺小很多。公司的员工数量越来越少，企业很少能够在基础或应用科学范畴中实现突破。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创业的大规模平民化。今天，任何人都能开创一家技术公司，创业成本也低于从前。此外，蓬勃发展的风险投资产业、数不胜数的天使投资人以及类似Kickstarter这样的众筹网站都使公司更易于获得资金。

	然而，这种现状是好是坏还不得而知。再过几十年，当我们回顾今天的科技界，尤其是硅谷时，我们可能视之为不成熟、只产出不实用甚至可笑创意的地方，与颠覆性技术没有丝毫干系。或者我们可能发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创业点子与当年微芯片或者个人电脑的发明不分伯仲。当今的技术英雄，比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彼得·泰尔（Peter Thiel）、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有一天可能会与英特尔的诺伊斯和摩尔齐名。差别在于，前者被一轮又一轮模仿者围绕，而这些模仿者不会也不想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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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迪恩·刘易斯-克劳斯

				出版社：Wired Extra

				出版时间：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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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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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LIGHT

	ON THE 21ST-CENTURY WORKSPACE

	

	
		
				
			
			[image: ]It's 
			now possible to measure productivity— and also collaboration—no matter 
			where work gets done, and that has numerous ramifications for workspace 
			design. But one thing hasn't changed: It'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create 
			spac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OPERATIONS

	Balancing "We" and "Me"

	Christine Congdon, Donna Flynn, and Melanie Redman

	

	The open office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workspace design for good reason: 
	It fosters collaboration, promotes learning, and nurtures strong culture. But 
	what most companies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collaboration has a natural rhythm 
	that requires both interaction and private contemplation.

	Companies have been trying for decades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workspace that best supports collaboration. In 1980 52% of U.S. 
	employees lacked workspaces where they could concentrate without distraction. 
	In response, high-walled cubicles took over the corporate landscape. By the 
	late 1990s, the tide had turned, and only 23% of employees wanted more privacy, 
	and 50% wanted more access to other people. Ever since, firms have been beefing 
	up spaces that support collaboration and shrinking areas for individual work. 
	But the pendulum seems to have swung too far: Once again, people feel a pressing 
	need for privacy, not only to do heads-down work but to cope with the intensity 
	of work today.

	To address these need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we have to rethink our 
	assumptions about privacy. Traditionally defined in physical terms, privacy 
	is now about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control information and stimul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examine workspace design through the new lens of 
	privacy and offer insights on how to foster teamwork and solitude.

	HBR Reprint R1410C

	

	

	ORGANIZATION & CULTURE

	The Transparency Trap

	Ethan Bernstein

	

	To promote accountability, productivity, and shared learning, many organizations 
	create open work environments and gather reams of data on how individuals spend 
	their time. A few years ago, HBS professor Ethan Bernstein set out to find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such approaches improv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hat he discovered 
	is that this kind of transparency often h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It can 
	leave employees feeling vulnerable and exposed. When that happens, they conceal 
	any conduct that deviates from the norm so that they won't have to explain it. 
	Unrehearsed, experimental behaviors sometimes stop altogether.

	But Bernstein also discovered organizations that had established zones of 
	privacy within open environments by setting four types of boundaries: around 
	teams, between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between decision rights and improvement 
	rights, and around periods of experimentation. Moreover, across several studies, 
	the companies that had done all this were the ones that consistently got the 
	most creative, efficient, and thoughtful work from their employees.

	Bernstein's conclusion? Bybalancing transparency and privacy,organizations 
	can capture the benefits of both, and encourage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positive 
	deviance" needed to increase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HBR Reprint R1410D

	

	

	INNOVATION & CREATIVITY

	Workspaces That Move People

	Ben Waber, Jennifer Magnolfi, and Greg Lindsay

	

	Few companies measure whether the design of their workspaces helps or hurts 
	performance, but they should. The authors have collected data that capture individuals' 
	interactions, communications,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They've learned that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are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in an office; 
	creating chance encounters between knowledge worker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improves performance.

	The Norwegian telecom company Telenor was ahead of its time in 2003, when 
	it incorporated "hot desking" (no assigned seats) and spaces that could easily 
	be reconfigured for different tasks and evolving teams. The CEO credits the 
	design of the offices with helping Telenor shift from a state-run monopoly to 
	a competitive multinational carrier with 150 million subscribers.

	In another example, data collected at one pharmaceuticals company showed 
	that when a salesperson increased interactions with coworkers on other teams 
	by 10%, his or her sales increased by 10%. To get the sales staff running into 
	colleagues from other departments, management shifted from one coffee machine 
	for every six employees to one for every 120 and created a new large cafeteria 
	for everyone. Sales rose by 20%, or $200 million, after just one quarter,

	quickly justifying the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redesign.

	HBR Reprint R1410E


	

	




THE BIG IDEA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and Likely Fall) of the Talent Economy

	Roger L.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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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1960 the U.S. eco nomy has moved from largely financing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making the most of talent. The rewards to executives 
	and financiers have skyrocketed as a result. Bu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or 
	so, the author argue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much of this talent 
	is trading value rather than creating it: The fastest-growing group on the Forbes 
	400 list is hedge fund managers. What's more, stock-based incentives, which 
	were intended to align the interests of top executives with those of long-term 
	shareholders, are actually encouraging CEOs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short-term 
	traders. The losers in this game are employeesengaged in routine work, whoserewards 
	are shrinking or whose jobsare disappearing.

	This state of affairs has created a growing and unsustainable inequality 
	of income. Martin suggests that three things must happen if we are to avoid 
	radical and talent-hostile steps imposed through the ballot box: (1) Talent 
	must exert some self-discipline and lower its expectations. (2) Investors primarily 
	pension and sovereign wealth funds must prioritize value creation. That means 
	not voting in support of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and no longer supplying hedge 
	funds with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or lending them stock. (3)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dge funds and pension funds (if the latter 
	don't do so voluntarily), tax "carried interest" as ordinary income, tax trades, 
	and revisit the overall tax structure.

	HBR Reprint R1410B

	




 How 
	I Did It

	LEADERSHIP

	Fallon's Chairman on Getting Clients to Take Creative 
	Risks

	Pat Fa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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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uthor has worked in advertising for four and a half decades, and during 
	those years h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persuading clients to run ads that feel 
	risky maybe even dangerous when they're first pitched. A client's risk appetite 
	depends on the emotional makeup of the decision makers, the state of the company, 
	the industry it's in, and many other variables. Strategy is the rigorous, behind-the- 
	scenes part of Fallon's process: Driven by research and consumer insights, it 
	helps to precisely define what the company is trying to accomplish with a campaign. 
	Realizing that the agency has thought it through, the client becomes more comfortable 
	taking the leap.

	The author describes three highly successful campaigns: "Live Richly" saturated 
	New York City and other big markets with provocative signs that proved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TV ads and created meaningful differentiation for Citibank 
	in a category that had defied differentiation.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Wrong" 
	developed a niche market for the Cosmopolitan hotel of Las Vegas people who 
	like the spirit of the Strip but want something more refined. "Never Settle 
	for Less" helped H&R Block expand its customer base by offering a free second 
	look at tax returns in various locations. The company's professionals discovered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additional refunds, and ads created from film footage 
	of the event raised consumer awareness of a key selling point.

	HBR Reprint R1410A

	




 Managing 
	Yourself

	Rebounding from Career 
	Setbacks

	Mitchell Lee Marks, Philip Mirvis, and Ron Ashke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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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easy to recover from a big career disappointment such as getting 
	fired or being passed over for a promotion. Many people sink into anger or denial, 
	blaming situational factors or company politics. Though that's a natural response, 
	it can also prevent them from breaking free of the destructive behaviors thatmay 
	have derailed them in thefirst place.

	People who successfully rebound from career losses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y do the hard work of figuring out why they lost, identifying which new paths 
	they could take, and then seizing the right opportunity whether that's a different 
	role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 a move to a new company, or a shift to a new 
	industry or career. Drawing on in-depth research and the authors' consulting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ransforming anger and 
	selfdoubt over what seems like a failure into focused exploration and excitement 
	about the fresh possibilities the situation presents.

	To gauge your ability to rebound from career setbacks, take the self-assessment 
	at hbr.org/assessments /mirror-test.

	HBR Reprint R1410J







	跨界人生 Life's Work

	

	




做自己笃信的事

	芭比·波朗　Bobbi Brown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康欣叶 | 译　熊静如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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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比·波朗因厌倦了市面上仅有的红色唇膏，于1991年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4年后，雅诗兰黛收购了这一以裸妆著称的品牌。除了现金，雅诗兰黛还授予波朗创意控制权。波朗不仅成功地引领品牌多年占据行业领先地位，还是一位善于兼顾多项任务的3个孩子的母亲。

	

	

	HBR：当你开创自己的化妆品牌时，你学会的最重要一课是什么？

	波朗：要跟随你的直觉。不要因为其他人都在卖某样产品就跟风。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我曾犯过许多错误（谁何尝没有过呢？），包括雇用看似完美的人，或者被别人说服去做了自己没想清楚的产品或品类。公司规模扩大后，我曾考虑过听取资深人士的意见。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我的公司来说，坚持做我自己笃信的事最明智。

	

	HBR：起初你并没有经商的专业知识，你是怎样自学成才的？

	波朗：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我想说，什么是创业者？他们倾情投入，如果失败就尝试下一个新点子；没时间过多考虑或制定战略，想到什么就去做。我最初与合伙人一起开始做生意，包括我老公和另外一对夫妇。创立品牌4年后，我们就在最大的百货中心击败了雅诗兰黛。之后他们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要卖掉公司，我们欣然接受了。

	

	HBR：其他公司也向你伸出过橄榄枝。为何选择了雅诗兰黛？

	波朗：因为我对时任CEO的莱昂纳德·劳德（Leonard 
	Lauder）“一见倾心”，而且当时他说：“我希望你继续做自己擅长的事。我会弥补你的不足，但我保证你拥有创意控制权。”我相信他，之后也从未遇到过问题。

	

	HBR：在这么大的组织里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是否困难？

	波朗：当然有困难，你需要克服或避开这些麻烦。当别人向你表达强烈意见时，你只需要告诉他们：“主意很不错，谢谢”，然后回过头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大公司里事务繁杂，没有人会纠缠于会上讨论的每个细节。由于品牌发展势头良好，持不同看法的人不会再跑回来向我争论、坚持他们的观点，而只是提出建议罢了。

	

	HBR：前不久你搬离了公司总部。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何做出这一决定？

	波朗：是的，我之前一直处于大公司的环境中，办公室在45层。就像所有的大公司员工一样，我要穿着不舒服的套装和高跟鞋上班。当我在办公室里透过封闭式窗户向外看时，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有段时间我们的生意遭遇瓶颈，我于是对CEO说：“我做不了想做的事。”CEO问：“那你想怎么办？”我说：“我想搬到市中心去。我想让员工穿牛仔裤，营造一个有创意的、开放式的、人人向往的空间。此外我会任命一位新主席。”之后我这么做了，并且获得成效。

	
HBR：你是首席创意官。这一职位包含什么职责？

	波朗：事关我们品牌旗下艺术家和消费者的各个方面，我都要负责，包括开发新产品、为产品命名以及市场营销。我很少参加财务或运营方面的会议。我会向财务或运营部门的人员打招呼，伸出大拇指称赞他们的工作，仅此而已。我只做我擅长且热爱的工作。

	

	HBR：当你错过某一季化妆品潮流时，你会怎么办？

	波朗：我会倾听市场诉求，但如果我不喜欢市场流行的产品形态，我绝不会把它放进产品线中。我不争第一，只努力将产品做到最好。

	

	HBR：你是哪种老板？

	波朗：我认为我是幽默且直接的那种。我实在太忙了，因此我喜欢直奔主题，实话实说。我的一位员工曾笑话我说，如果我对什么事不满，就会以“我无意冒犯，但是……”开头。即便如此我仍与员工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员工要么跟着我干很久，要么根本干不长。

	

	HBR：你在雇用新员工时最看重什么？

	波朗：我需要身上散发正能量、与我的审美一致、有趣、有才、真诚且透明的员工。我无法与言行不一的人共事。想要通过一次面试了解一个人的创造力很难，因此我会通过兼职的方式试用他。

	

	HBR：你做过哪些鼓舞员工士气的事？

	波朗：讲实话以及对员工的贡献表示感激。如果谁想出一个好颜色或配方，我会第一个拥抱他。我绝对会表示鼓励并给予肯定，因为除了面试，没有哪件事是凭我一己之力完成的。此外，我认为我们的办公环境很棒。办公室内配有美甲师、提供鲜榨果汁和健康食品的厨房，以及每周一的瑜伽课……我尽力为员工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HBR：你在哪种环境下工作效率最高？

	波朗：在车上。我每天坐车上下班，所以每天早晚我各有一小时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我的8本书都是在车后座上完成的，在车上我总能想出新点子。与团队合作当然重要，但是我发现在办公室很难集中注意力。为了独立完成工作，我必须在一个移动的交通工具上，比如汽车。我坐飞机时工作也很高效。

	

	HBR：为什么女性高管应该在意妆容？

	波朗：经验当然是成功的基础，但自信同样重要。你要争取做最美、最优秀的自己。如果你不用化妆就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你真的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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